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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书展现的是一种从微观层次（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农

民工就业研究，它是已有的农民工宏观就业政策研究的必要补充。

本书通过对内生性制度理论的梳理和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

度的分析，把握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通过对内生性农民工就

业制度演进逻辑的把握，找出影响农民工就业制度效率的原因，提

出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创新的途径。

本书得出了如下结论：

１ 制度是必需的，存在制度需求，就存在制度的内生。

２ 由于博弈参与者不同和博弈参与者的地位不同，内生性制

度的博弈均衡并非都是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意义的。在某些情况

下由于它们缺乏全局性和长期性意义形成了制度缺陷。

３ 内生性制度的内生与创新并不是单向度的。当某一项内

生性制度内生时，由于许多先期存在的外生性制度和内生性制度

与之关联与互补，会影响其最后的制度均衡。在这项内生性制度

内生的同时，还会伴生许多相关的内生性制度。这些伴生的内生

性制度与这项内生性制度会发生关联与互补，构成了制度的耐久

性，形成制度创新困难。同时，这项内生性制度还会与先期存在的

外生性制度发生关联与互补，同样会形成这项内生性制度创新困

难。但当这些与之关联和互补的制度发生制度创新时也会引发此

项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创新。

４ 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从内生到演进已经经历了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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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过程，并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性制度安排，基本具备了规范、

激励、配置、保障四大功能。但是，这四项功能是不强的，是浅层次

的。因而，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

５ 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就业政策的调整以及统一劳

动力市场建立等宏观层面的改革来提高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

排的效率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本研究表明，从微观层面来

看，企业激励机制弱化是影响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效率的

重要微观原因。因此，从微观而言，要提高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

效率就要强化企业激励机制。

６ 企业激励机制的弱化来源于相关制度的关联与互补。由

于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多样性，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具有

五种主要的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整体性农民工建筑队装

修队就业制度安排、整体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整体性

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排、整体性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安排、

整体性农民工异地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安排等。在这五种整

体性就业制度安排中，由于制度不同的关联与互补形式，因而构成

了五种不同的企业激励机制创新的路径。而且，总的来说，这五种

不同的制度创新路径都是通过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互动以

及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来实现的。

关键词：内生性制度、农民工、就业、激励机制、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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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中文中的“制度”一词一般对应着英语中三个单词：ｒｅｇｉｍ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在西方比较经济学中，ｒｅｇｉｍｅｓ和ｓｙｓｔｅｍｓ
常常通用①，它们主要对应着“制度”中所包含的“体制”、“建制”、

“体系”的含义，这个含义主要体现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方面，如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制度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则具有比较宽泛和复杂的含义。制度经济学就称
为：“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在制度经济学中，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被广
泛地使用。在老制度经济学中，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等同于习惯（ｕｓａｇｅ）、

习俗（ｃｕｓｔｏｍ）、惯例（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传统（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和社会规范
（ｎｏｒｍ）等概念。在新制度经济学中，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被科斯等人称为
“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含义也是宽泛的。它既包括在经济

活动中企业的产权结构安排，也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由于产权关

系而形成的不同行为选择。

由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宽泛和复杂的含义，因此，经济学对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存在不同的理解。安德鲁·肖特将这些不同的理解分为两种研究

理路②：第一种是卡尔·门格尔的有机演进理路，第二种是约翰·

①
②
韦森：《经济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７页。
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５页。



２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康芒斯的集体行动理路。门格尔将制度看成是无数个体经济行为

人自利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然有机演进的产物。按照

门格尔理路，习俗、惯例和规则通过演进，最终制度化为国家制度

和法律。在康芒斯理路中，康芒斯并不否认习俗、惯例向制度的演

进过程，但他认为在制度的背后存在着执行制度的集体性和有目

的性的一致性，因而制度是控制个人行为的集体行动。韦森将肖

特的两种理路进一步深化，将它们分别定义为演进理性主义的理

路和工具理性主义的理路。并且，在第一种理路中，他加入了哈耶

克，在第二种理路中加入了诺斯①。韦森对两种理路的深化进一

步突出了两种理路的分歧点，即第一种理路对制度内生性的强调，

而第二种理路对外生的工具理性的强调。然而，这并非是一种对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严格分类，它只是表明不同的研究理路对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的不同理解。

在现实生活中，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也很难产生严格的外生性和内生

性分类，强调于制度内生性的内生性制度往往与强调于制度外生

性的外生性制度产生互动，内生性制度通过制度化会向外生性制

度转化。而同时，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产生互动，共同对经济

增长发生作用。当然，正如诺斯所说，这些制度的演进和互动产生

的最终制度效率有些是有效的，而有些则是无效的。但是，制度是

重要的。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那些欲实现经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

中，外生性制度往往受到强调。１９８１年在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

构与变迁》一书中制度（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在新古典的框架下首次成为经

济增长的变量。同时，诺斯在此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定义为“一系列被制

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规范”②。由此可以看出，

①
②
韦森：《经济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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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变量，则制度又是可以人为设计的。这个理论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它引起了

那些欲实现经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生性制度的关注。在中

国，外生性制度也很自然地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那些内生性制度还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大规模的经济

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大量的外生性制度创生的同时，会有许多内生

性制度伴生出来。正如青木昌彦所言，一些制度往往是另一些相

关制度的制度环境，当这些制度发生变迁时则改变了其他制度的

环境参数，会引起其他制度创生或创新。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

程中，外生性制度大规模的调整和创建，自然引起了一系列内生性

制度的自我创生和变迁。如内生性的农民工就业“制度”、农村私

人融资“制度”等。尽管它们也是一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但相对于外生

性制度而言，人们并不将其称为“制度”。尽管研究者和政策制定

者并不否认它的存在，在研究中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

它们存在的社会意义，但是，很少将它们真正地上升到制度层面来

充分研究和考察。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源自于人们对正式制

度ｒｅｇｉｍｅｓ和ｓｙｓｔｅｍｓ概念的固有的理解和对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概念中

正式制度的确认。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中

的“制度安排”排除在制度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相对于外生性

的正式制度而言，这些内生性制度的效率还很弱，尽管它们也能在

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相对于相应的外生性正式制度而言，这些

内生性制度可能有很强的自组织能力，但它却缺乏作为制度在正

式的资源配置体系中充分的资源配置作用（尽管它们在变通的情

况下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作用）。因而，这是内生性制度在制度层

面受到忽略的重要原因。

但是，当一些内生性制度与法律和政策（正式制度）发生冲突

或产生了很大的制度效率时，内生性制度还是会在制度层面受到

关注，得到国家的法律与政策的及时规范。例如，安徽小岗村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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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生产承包制就被中央所重视，并且将其制度化成目前在农

民中普遍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比如，在江浙农民内生的农

村私人融资制度当某些地区的私人融资制度对正式的金融秩序引

起干扰时，它们受到了政府部门的及时整顿。然而，相对于一些制

度效率不明显或不会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发生冲突的内生性制

度，例如内生性的农民工就业制度，尽管它们得到了国家政策和法

律在社会意义上的提倡，却难以得到研究者或法律和政策制定者

及时从制度层面进行的深层次研究和及时进行其与外生性正式制

度互动上的考虑，似乎在等待它的演进和成长。因此，从操作的层

面而言，内生性制度成熟的时机似乎才是研究者、政策和法律制定

者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内生性制度成熟的时机？一般认为，其具备了

较大的社会影响就具备了成熟的时机。那么，多大的社会影响才

能称为较大的社会影响呢？这似乎会把人们引入循环认证的

陷阱。

而且，等待内生性制度成熟时机的做法并非是一种交易成本

节约的做法。按照内生性制度理论，内生性制度的演进并不是孤

立的，它是在一种制度关联和互补的制度环境中演进的，它的最终

制度均衡受到制度环境的重要影响。而这种重要影响有时是帕累

托改进的，有时却是干扰性的，许多内生性制度甚至在这种制度的

关联和互补中形成了制度缺陷，而这种制度缺陷往往构成了其与

外生性制度的互动困难。比如，由于包工制的制度缺陷所带来的

拖欠农民工工资惯例，以至于在外生性的劳动法存在的情况下拖

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如果等待内生性制度

成熟了可以进行制度化的情况下才予以关注，这对于那些高效率

的内生性制度而言是交易成本节约的做法。而对于那些低效率的

甚至是负效应的内生性制度则并非是交易成本节约的做法。并

且，内生性制度往往出现在非正式的资源配置体系或者是在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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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配置体系中的一种非正式的资源配置，它们往往是外生性

的正式制度的盲点或者是外生性制度的非效率点，长期忽略这些

地方的资源配置并非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

因此，我们要把握内生性制度成熟的时机，而且还不能依靠时

间的等待。那么，我们只有把握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从其演进

过程中寻找其成熟的时机，或对其进行制度化，或通过外生性制度

与其互动的办法，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制度提高其制度效

率，对无利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制度进行干预。

　　二、研究的逻辑思路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把握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因此，研究分

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理论上对内生性制度的有关理论进行

逻辑梳理，建立内生性制度的研究框架。第二部分，运用内生性制

度理论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进行应用研究。

由于我们的研究在于把握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而可以

表现制度演进逻辑的则为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展现的特性，因此，

第一部分研究（内生性制度的理论框架构建）将围绕着内生性制

度的五大特征（内生性、演进性、多样性、关联性、互补性）展开。

同时，从研究目的出发，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要推动内生性制度的

制度创新，因此，理论框架中将加入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创新方式

（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互动、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的

内容。

显然，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制度经济学对内生性制

度作了诸多研究。其中，老制度经济学派的凡勃伦和米契尔等人

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哈耶克、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和威廉姆

森等人奠定了制度内生性的基础，肖特、扬和萨格登等人用模型演

绎了制度的内生性。同时，诺斯的路径依赖奠定了制度关联性和

互补性的基础，而青木昌彦的制度关联性和互补性分析则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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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制度关联性和互补性理论。另外，青木昌彦和扬在制度的

多样性方面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因此，我们关于内生性制度演进

逻辑的研究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下进行的。如

图１：

研究对象…………………………………

↓

内生性制度

适用的研究方法范围……………………

↓

新制度经济学

理论框架…………………………………


内生性制度理论


内生性制 度特征

制度环境：
关联性





互补性

自然特性：
内生性





演进性

多重均衡：





多样性


内生性制度与外 生性制度的关系

制度化：
内生性制度

向外生性制度





的过渡

制度效率增减：
内生性制度与

外生性制度



互动

图１

而且，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具有交易费用和博弈均衡观两种主

要的制度分析工具，由于博弈均衡观对内生性制度的关联性和互

补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我们会在研究中主要采用制度博弈

均衡观的观点和较多地使用博弈均衡观的研究方法。如图２：

新制度经济学………………………………１ 交易费用　　

↓
　　 　　　　　　 ２ 博弈均衡观

内生性制度研究……………………………１ 交易费用

↓
　　 　　　 ２ 博弈均衡观

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研究………………博弈均衡观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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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第一部分研究基础上的第二部分的研究，主要按照如

下研究逻辑展开：首先，对农民工就业制度进行内生性制度的确

认，这个确认是以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内生性与演进性为标准的。

其次，以农民工市场引入制度分析为切入点，对农民工的就业组织

以及就此形成的就业制度内容进行分析。第三，根据农民工就业

制度的内容对其效率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其效率的主要因素。第

四，根据内生性制度理论，初步提出制度的关联与互补对这个效率

影响因素的控制作用。第五，在五种主要的农民工就业制度环境

中观察这个效率影响因素被制度的关联和互补控制的情况。并据

此分别提出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对这个效率影响因素的解决

办法。

在这部分研究中，第一步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内生性制度理论

框架的内生性与演进性理论，第二步研究的理论依据是理论框架

中的内生性制度的多样性理论，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研究的理

论依据是内生性制度的关联性与互补性理论。因此，在这部分研

究中，内生性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是研究的重点。并且，尤其是

第五步研究，它完全是以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为主要内容的研

究。其研究思路是，观察五种主要的农民工就业制度形成过程中

不断出现的制度关联和互补形式，从中了解它们对农民工就业制

度效率影响因素的控制方式。

　　三、内容安排及主要结论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导论；第一编：理论框架；第二编：应

用分析：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总论；第三编：应用分析：多样性

的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分析；结束语。

根据上述逻辑思路，整个研究内容展现为以下逻辑关系，如

图３：



８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图３

其中，各部分主要内容为：

导论：对研究的选题、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概述。同时，

对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第一编：第一、二、三章。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对内生性

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外生性制度的互动关系进行梳理，以形成

一个内生性制度的理论框架。

第二编：第四、五、六章。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进行总的

概述。首先，对其内生性和演进性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内生性制度

的性质。其次，对农民工市场引入制度进行分析，并以此为线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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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就业组织进行分析。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组织的分类，对

农民工就业组织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展现整体性农

民工就业制度安排内容。研究结论表明，农民工就业制度是一个

整体性就业制度安排，企业激励机制的弱化影响了这个整体性就

业制度安排的效率，而制度的关联和互补又构成了企业激励机制

的创新困难。

第三编：第七、八、九、十、十一章。探讨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

制度的关联和互补如何影响了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

第七章讨论了内生性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安排。

研究表明，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组织是唯一以整体组织方式与城

市工业体系对接在一起的农民工就业组织。由于包工制与包工头

制的线状关联构成了包工头制的制度缺陷，压制了包工头制向企

业组织形式的转化，影响了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在此基础上，该

章讨论了拖欠农民工工资屡禁不止的原因及解决办法，指出进行

包工制改革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屡禁不止的根本办法。

第八章讨论了内生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研究表

明，由于食宿制度安排、流动惯例、限制流动惯例、亲缘和地缘介绍

惯例等内生的相关制度之间的互补，阻止了企业激励制度的创新。

由于企业激励机制的弱化，导致了农民工就业制度中激励功能的

弱化。在此基础上本章讨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困难的原

因和解决办法，指出进行企业激励机制创新是改变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困难的根本办法。

第九章讨论了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排。研究表

明，村镇制度创新的路径将乡土秩序嵌入了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

镇就业制度当中，使之出现了由内及外的企业用工惯例。同时，由

于村镇工业化的特殊状态———块状经济结构作为一种制度环境与

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发生了关联，使之内生了农民工

不流动的惯例。这两种惯例是耐久的，它使得有利于农民工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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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就业的激励机制难以形成。在此基础上，本章讨论了户籍制

度改革与外来农民工社会资源配置问题，指出“村籍”与“镇籍”是

影响外来农民工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

第十章讨论了内生性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安排。研究表明，

选择就地转移形式的农民工在就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诸方

面的境遇要好于进行异地转移的外来农民工。由于行政管理制度

和亲缘和地缘制度与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的关联，当地农民工在

这种制度关联中得到了就业优先权和职位升迁的权利。同时，由

于共有制的存在，当地农民工享有了一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激励效应。在此基础上，本章还讨论了社

区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问题，指出企业效率是社

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持久实施的源泉。

第十一章讨论了内生性农民工在城市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

度安排。研究表明，农民小店形成了相对稳定且网络不断扩展的从

业惯例和互惠网络。这两个惯例与农民小店家庭管理制度相关联，

形成了家庭管理制度的耐久性。因而，使得具有企业激励机制的现

代企业用工管理制度对家庭管理制度的替代非常困难。在此基础

上，本章讨论了农民小店提供的农民工就业前景，指出进行现代企

业制度对家庭管理制度的替代是保持农民小店就业前景的关键。

结束语：首先，对内生性农民工的演进逻辑进行了总结。其

次，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发育程度进行了判断，指出通过外

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互动的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创新的时机

已经成熟。第三，对已有研究关于农民工就业制度创新的思路进

行了归纳，认为它们是很好的制度创新宏观思路，但并不是唯一的

创新思路。第四，根据本研究的结果认为企业激励机制的弱化是

影响农民工就业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企业激励机制弱

化问题是就业制度创新的重要微观思路。但是根据内生性制度的

特点，农民工就业制度具有多样性，在不同的农民工就业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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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同的制度关联与互补形成了企业激励机制弱化的不同原因。

因此，要解决企业激励机制弱化问题还必须针对不同的制度环境

（不同的制度关联与互补形式）进行不同的制度创新。第五，仅仅从

微观角度解决企业激励机制弱化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宏观上寻

找强化企业激励机制的办法。为此，提出了三条推动企业激励机制

创新的办法，试图通过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互动增强企业激

励机制的功能，达到提高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效率的目的。

　　四、可能的贡献与创新

１ 本研究展现了农民工就业研究的一种微观视角，它是已有

的农民工就业宏观政策研究的补充。

自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践发生以来，经济学对其进行

了诸多研究，其主要成果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运用经典理论论证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合理性。第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早

期的转移点———乡镇企业进行研究，探讨其效率增长的途径。第

三，研究城镇化和城市化，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可行

性。第四，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制度障碍。上

述四个研究部分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条研究思路：根据刘易斯两

部门理论、费 拉模型等经典理论，在中国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边

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工业部门及其他新兴部门的工

资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因此，这些剩余劳动力会自然流动

到工业部门及新兴部门。并且，在工业部门存在着对这些剩余劳

动力的拉力，而农业部门则存在着对他们的推力。其次，由于中国

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最初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能发生乡

镇企业，而乡镇企业的生存与否，决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顺

利与否。第三，在乡镇企业的增长格局以及现有的农业增长格局

难以继续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了异

地转移，开始向城市或城镇大规模移动。而移动之后的农村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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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是否构成了城市化与城镇化的主体则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过程是否顺畅且这种转移是否是终极的。第四，目前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是顺畅的，它遇到了城市中诸多限制其转

移的制度障碍，破解这种障碍是推动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

当务之急。这四部分研究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顺序

递进的。目前第四部分制度障碍的研究已经对现有的户籍制度、

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外生性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对上述制度进行改革的要求。

本研究表明，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就业政策的调整以

及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等宏观层面的改革来提高整体性农民工就

业制度安排的效率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从微观层面来看，内

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从内生到演进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并

且形成了一个整体性制度安排，基本具备了规范、激励、配置、保障

四大功能。但是，这四项功能是不强的，是浅层次的。因而，整体性

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而企业激励机制弱化是影响整体

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效率的重要微观原因。因此，从微观而言，

要提高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效率就是要强化企业激励机制。

２ 针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多样性，提出了五种主要的

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形式：整体性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

业制度安排、整体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整体性农民工

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排、整体性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安排、整体性

农民工异地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安排等。并且，根据这五种

整体性就业制度安排中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不同的关联与互

补形式，提出了五种不同的企业激励机制创新的路径，并将其归纳

为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互动以及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两种

制度演进方式。

３ 对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提供了一

个内生性制度演进逻辑的理论框架。



引　　言 １３　　　

　　五、几个概念的界定及资料来源的说明

为了在尊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更有效的

研究，本研究对一些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假设。

第一，关于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

就业制度一般指与就业者就业行为相关的制度体系，它主要包括

就业者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制度、就业者与企业的劳动契约制度、就业

者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是一种自发的内

生性制度安排，因此，它是一项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完善的制度。

其次，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具有多样性，在不同制度环

境下它具有不同的制度内容。本研究根据已有研究对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分类———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的模式，对内生性农民

工就业制度进行了分类。第一类，就地转移类：农民工社区就业

制度安排。第二类，异地转移类：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

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安排、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

排、农民工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安排。其中，第二类制度分类

是根据农民工就业的场所或企业分类的。这种分类是依据农民工

在某一场所或企业所形成的规模而定的。

这种分类是依据于已有的调查数据所展示的农民工就业结

构。如下表：

表１：农村———城市男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结构（％）

地　区 建筑业 制造业 贸易及餐饮业 其他行业

北　京 ５７．０ ７．０ １８．０ １９．０

无　锡 ２５．０ ３７．０ １９．０ １９．０

珠　海 ９．０ ６８．０ １３．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
移民》，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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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农村———城市女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结构（％）

地　区 建筑业 制造业 贸易及餐饮业 其他行业

北　京 ６．０ ２２．０ ２６．０ ４６．０

无　锡 ２．０ ５１．０ ２１．０ ２７．０

珠　海 ０．０ ７７．０ ９．０ １４．０

　　资料来源：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
移民》，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表３：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情况（％）

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

２２．０ ２２．３ ２４．３ ２７．９ ２６．９ ２８．９ ２９．８ ２８．０ ２７．０ ２７．１ ２６．７

　　资料来源：《中国乡镇企业年鉴》（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

表４：２０００年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行业分布（％）

行　　业 比　重 行　　业 比　重

　采掘业 １．０ 　房地产业 ０．４

　制造业 ４６．６ 　社会服务业 ７．４

　电力、煤气、水的生
产和供应

０．１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
利业

０．４

　建筑业 １４．５
　教育、文化艺术及广
电业

０．９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
理业

０．１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
术服务业

０．１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
电通信

３．１
　国家、政党机关和社
会团体其他行业

０．３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
饮业

２１．９ 　金融、保险业 ０．１

　　资料来源：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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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说明，农民工在建筑队、装修队、制造业、乡镇工业以

及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中的就业已占有相当的比重。

同时，农民工在异地村镇企业就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如下

表，由于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说明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

量的外来劳动力。

表５：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

地　　区 数　　量（个） 比　　重（％）

东部 ６５０ ５３．０

其中：江苏 １４３ １１．７

广东 １４８ １２．１

中部 ２７０ ２２．０

西部 ３０６ ２５．０

其中：重庆 １３５ １１．０

全国 １２２６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２０００》，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同时，许多个案调查的数据也表明，农民工在异地村镇企业就

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折晓叶、王晓毅的村庄调查以及笔者在河

南南街村、上海金山区等地的调查也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本研究

将上述五种农民工就业类型作为主要的就业类型来考察。

此外，农民工就业还有另外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农民工个

体在企业或场所中就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的就业制度安排

是一种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博弈，由于二者之间不同的现象型行为，

制度的均衡总是偏向于强现象型行为的组织，而不是农民工个体。

它最终表现为组织制定规则，而农民工个体遵守规则。第二种情

形，个体在个体中的就业。如保姆（农民工）在城市某个家庭中的

就业。在这种情况，由于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的制度博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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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将会出现诸多制度均衡，呈现出各种制度的多样性。第三种

情形，农民工临时性的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民工频繁更换

工作种类和工作场地，制度博弈不停地中断，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

制度安排。

这三种情形对于内生性制度研究并不具有一定的意义。对第

一种情形而言，农民工主要接受外生性制度的规范，而其内在性制

度的创造能力较弱。对第二种情形而言，个体之间形成的多样性

制度对社会学的制度分析有利的，而对于经济学注重总量的制度

分析而言，并不具有意义。对第三种情形而言，由于制度内生和演

进困难，因而偏离了本研究的研究范围。正因为上述原因，本书没

有将其纳入研究范畴。

第二，关于“农民工”的定义。

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农民工，可以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工人诸

多的不同特征。但是，在本研究中，对农民工的定义是：农村剩余

劳动力在进行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换之后，其在农村还拥有

土地的使用权，并且，他们与家乡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绝大多数

人在每年的重大节日如春节中还需要回到家乡重温乡情。而且，

并非所有转移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农民工，他们只包括那些

转移后从事工人岗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包括转移后从事包工

头、店主、经营者等从事非工人岗位的人员，同时也不包括那些既

从事经营岗位又兼任工人岗位的人员如小店店主。同时，对一些

已经失去了土地，但在本社区就业从事工人岗位的村镇劳动力也

统称为农民工。

第三，关于“村镇”的定义。

在已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中，乡镇是研究的重要概

念。然而，本研究发现，从行政区划来看，乡、镇具备同一层次。而

且，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村的地位非常重要，许多地区的工业

化现实不仅发生在乡镇，更多的是发生在村庄中。同时，乡与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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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镇具有独立的区域，而乡却是指其包括的各个村庄的范围，因

此，村比乡更具有代表性，本研究则更多地使用村镇的概念，而不

是乡镇的概念。

第四，研究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有的实证资料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本研究所作

的实地调查。其二，已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文献资料

（见参考文献）。其中，本研究所做的实地调查，包括：河南省新密

市、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河南省新乡市、江苏

省华西村、浙江省义乌市、上海市金山区和崇明县等地的农民工异

地村镇就业情况及农民工社区就业调查；上海市宜山路建材市场、

上海杨浦区农民小店的调查；上海市安徽装修队及建筑队的调查，

郑州市江苏建筑队及装修队的调查；深圳、东莞两市企业农民工就

业情况调查；江西乐安县流坑村农民外出情况调查和河南孟津县

中临泉村农民外出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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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生性制度的概念及其由来

制度是一个社会、经济体系所必需的，它经常被表述为约束自

利行为、防止社会堕入霍布斯式所有人对所有人开战的手段①。

长期以来，新老制度经济学派都充分重视了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

作用。诺斯将制度整合为经济增长的变量。康芒斯称制度是从利

益冲突中产生“切实可行的相互关系”并创造“预期保障”的规则。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制度提供“解决跟资源稀缺有关的社会问

题”以及相关利益冲突的方式，制度“帮助人形成那种在他与别人

的交易中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哈耶克认为，制度提供人在世上

行为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世界将充满无知和不确定性。米契尔

认为，制度使行为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可预见性。从制度的

演进过程来看，人类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制度是个人有目的行为的

预期或未预期的结果。个人可能会通过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

度，使其发挥提高经济社会运作效率的作用。同时，制度也可能以

未经设计的方式产生和延续，成为有意行为的无意结果。新老制

度经济学派都承认制度有可能被精心设计和实施，也有可能在未

经筹划或自发的过程中演化。但是，由于不同学者对这两个方面

的不同侧重②，因而产生了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概念。

①

②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７页。
同上，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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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制度经济学中的凡勃伦、米契尔等人关注非经设计的制度

演进过程。而康芒斯则强调了相反的过程，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

不关注的过程从自己的研究中去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

派哈耶克等人强调了制度的内生过程，反对制度的人为设计。但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诺斯早期通过对制度这个经济增长变量的分

析，强调了制度的人为设计性。之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研

究工作又使制度的内生性得到了凸显。如，科斯等人的外部性问

题内部化、尼尔森和温特对企业惯例的研究、威廉姆森关于纵向一

体化对市场的替代解释、肖特和萨格登对制度演进过程的博弈模

型模拟等。青木昌彦则正式在其进化博弈论的比较制度分析中运

用了内生性制度概念。

第一节　凡勃伦等人对非人为
设计制度的关注

　　对非人为设计的理解来自于休谟、康德、亚当·斯密等自由主

义传统，休谟认为，制度“对公众有利，尽管制度发明者并未打算达

到该目的”。福格森认为，“国家的偶然创立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

果，但却不是任何人类设计的产物”。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表明个

人的自我利益带来了未预期的社会利益，个人“在一只看不见手的

引导下促成了他并没想到的目标的实现”，它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

制度是不加设计的含义。康德也认为：“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

心意并且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

觉地是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

进，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目标即使是为他们所

认识，也对他们是无足轻重的。”门格尔则更清楚地表示，各种社会

制度，与语言、法律和市场秩序一样，是适应性演进以及人之努力

和历史发展所非意识的结果。他把制度分为两类，他将人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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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称为“务实的”制度，把自发出现的制度称作为“有机的”制

度，其务实的解释是“从人类社会联盟或其统治者的意图、观点以

及可利用的手段等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性质和起源”①。

老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研究与门格尔的制度分类不谋而合。

凡勃伦主要通过对习俗和法律规则的讨论强调了习惯性规则及未

预期的过程，而康芒斯主要研究了司法和立法过程，讨论了人为设

计的制度形成过程。

凡勃伦认为制度基本上是个社会惯例问题，社会惯例来自制

度系统首次出现时经受实际生活方式磨炼或约束性影响的人们最

终所取得的一种意见一致。这些惯例最初产生于该群体的生活习

惯、思想与行为模式，而其思想与行为模式又主要来源于当时流行

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由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的。最后，

制度系统通过将社会惯例和规范正式确立在法律和宪法之中而获

得了稳定性。

在制度研究过程中，凡勃伦反复提到了环境变化导致正式制

度的适应性变化。他认为，商业“新秩序”的出现就是“许多微小变

化的汇聚———或正在汇聚———的结果，这是环境改变而不是理性

设计所带来的结果，这里甚至也许根本不存在主要行为者对效果

的任何预见。”正如亚当·斯密论述个人自利行为导致了市场经济

秩序，凡勃伦认为，个人在采纳通行的金钱标准，追求自己由金钱

规定的利益时，他们也带来了未预期的制度后果，如社会时尚制度

就是个人通过服装媒介展示个人财富的行为，而非设计者设计的

结果。信贷、推销等资本主义各种市场制度的扩展和成长很大程

度上源于个体商人对利益的竞争性追求，而非人们本身要追求这

些制度。同时，新技术不仅会带来无意的制度结果，还会带来违反

①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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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引进者或新技术开发者初衷的制度后果，而且，这种后果是

最根本制度原则的改变。凡勃伦认为，这种根本性改变可能发生

在新技术改变某个重要人群的基本生活模式、生活及思维习惯的

地方，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将会失去作用并被其他更符合新生活

环境的方式所替代。

凡勃伦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既包括制度的自发过程，也包括

制度的设计过程。他指出：“人们在其日常物质事务中所不得不接

受的知识和信念的范围、方法，将不可避免地通过习惯的作用延伸

到其他事务中去⋯⋯，结果，随着习惯的进一步改变，那些无法估

量、构成过时的法律和习俗系统的关系、惯例、要求权及特惠权，也

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检查，并被根据同一套新的有效性原则进行修

改和调整，而那些新原则处理事务足矣。”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凡勃

伦是将那些内生的自发性制度的作用看成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起主

导作用的因素。

老制度经济学派中的米契尔沿袭了凡勃伦的制度研究思路，

通过对金钱概念和标准的讨论，他认为，个人对金钱的追求造成了

金钱概念，而金钱概念造就了“一个甚至明显超越社会整体控制的

系统，一个不时产生任何人意想不到后果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

货币和银行系统、大型的商业组织、政府的金融政策、价格系统和

证券市场。同时，他还认为，制度系统可能包含相互冲突的因素，

这些因素又可能对有关共同体进一步产生新的预见不到的后果。

在老制度经济学派中，尽管康芒斯关注的是人为设计的制度，

但他的研究体系仍然是内生性制度与人为设计制度相互作用的体

系，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个人意志与政府和法院所表达的集体意志

相互作用的体系。他认为，法院的争议产生时，出于经济效率的考

①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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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法院在裁决案件时仍然要考虑意识形态成分，并受到判例及法

官习惯性假定的约束。法院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判定哪一种习俗和

惯例应当纳入法律。因此，康芒斯也提供了与凡勃伦一致的习俗

到法律的演进思路。

第二节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

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并没有遵循老制度经

济学派对非人为设计制度关注的理路进行制度研究，他本人认为

经济社会的秩序根本上就是一种自发自生的社会秩序。

他认为，在经济活动“这个过程运用了大量的知识，但这些知

识并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

的不同的个人的分立的知识而存在的”，那么整个经济活动的秩序

是如何实现的呢？哈耶克认为，这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作用。

而且，他还认为，市场秩序只是其中的一个范例，“自发自生的秩

序”可以概括整个社会秩序的状态。

在哈耶克那里，秩序是指“一种事务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各

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密，以至于我们可以根据对整体

中某个特殊部分要素的认识，去形成对其余部分的正确预期，或者

至少是有机会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社会秩序则是指“社会活动

的有序性展现于如下的事实之中，即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

的行动计划，然而，这种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其原因是

他几乎在执行此一计划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

成员作出的一定的贡献⋯⋯。因此，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

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

仅可以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

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自生自发秩序的型构，乃是

这些秩序的要素在回应它们的即时环境时遵循某些规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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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对特定情势的个别回应，将导致一个整体秩序，只要个人

服从这样一些会产生秩序的规则。如果他们都服从的规则乃是这

样一些会产生秩序的规则，那么他们的行动只要具有极有限的相

似性就足够了”①。

哈耶克的定义说明，第一，自生自发的秩序存在于普遍的社会

之中，市场秩序只是其中的一个范例。第二，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具备的两大基本要素是参与者个人之间的意图和预期的一致性。

社会中的秩序会自我表现为一种预期和意图的“符合”或“一致”。

第三，所有的自生自发秩序都生成于多样要素间的互动，而这些要

素在回应其特殊环境的时候受着某些一般性规则的支配：其一，

人们对某些行为规则的普遍遵守（规则遵循机制）；其二，个人对具

体情势的调适（个人调适机制）。因此，“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

列具有明确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又条理井然的。然

而，这既不是什么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

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

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的行动经过“试错过程”和“赢者生存”的实践以

及“积累性发展”，逐渐演化成社会制度。

哈耶克认为，“这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

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

能设计⋯⋯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即它乃是适

应性进化的结果”②。但是，它并非是“借用了生物学的观点”，“因

为在社会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个人生理的且可遗

传的特性的选择，而是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所做出的

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的运作仍要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成功来实现，

但这种实现的结果却并不是一种可遗传的个人特性，而是观念和

①
②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２２页。
同上，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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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传播延续下来的整

个文化遗产”①。

尽管哈耶克认为道德、宗教、法律、语言、书写、货币、市场以及

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是自发的社会秩序，但是，他仍然区分了两种秩

序，一种是作为进行个人调适和遵循规则的无数参与者之间互动

网络的秩序即行动结构，另一种是作为一种业已确立的规则系统

的秩序即规则系统。作为后者，它早已存在并有效运行了一段时

间。这两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演化方式是不同的。行动结构

的演化方式是在一种规定的环境中展开的，它的演化是受到明确

的规则所制约的，而且，是一个永久循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它具有否定性，决定了何者不能留存下来，而何者可以留存下来。

规则系统的演化方式则是在非规定的环境中发生的，因此，它带有

很多的不确定性，它不遵循任何“进化之法则”，否则就会陷入循环

论证的困境。而道德、法律以及其他规则的形式正属于这一方式。

正是因为规则系统具有一种个人理性不能企及的社会智慧，

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它的生成与进化，它需

要用哈耶克的文化进化理论进行解释。哈耶克认为，规则系统具

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它能使人们与环境相调适并达到人与人之间

的预期一致，人类除此之外不具有任何与此相似的强有力的资源

以解决人的困境。作为传统或工具的规则系统，并不是由人们的

设计而创造出来的，因为人们“并不拥有足够的知识去做如此的创

造”，它们是集无数代个人经验的大规模的“文化进化”过程的产

物。而文化进化既然已经形成了或产生了非本能行为的抽象规

则，人们一直依靠这些抽象规则生活，但却并不理解这些规则。这

些规则显然反对人的本能倾向，但是人们依据个人理性也无力评

价和理解这些规则的作用方式。“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遵循

①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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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我们往往不知道其存在之理由的规则，而且不论我们是否能

够确知在特定场合对这些规则的遵循所能达成的具体成就，我们

亦只有遵守这些规则。”①

因此，在哈耶克那里，制度是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

慧预先设计的产物，也并非出自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

设计，而是适应性的进化结果，即自生自发的秩序和规则的文化进

化。“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

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

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

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第三节　诺斯关于制度的定义及
后期的转向

　　１９９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的制度研究与老制度经

济学派及新制度经济学派中的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研究目的有所不

同，老制度经济学派及奥地利学派着意探讨什么是制度，制度由什

么来决定。而诺斯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出发关注制度效率。在

他的著作《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以及《西方世界的兴起：一

种新经济史》中，他认为制度（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制

度并非完全有效。新制度经济学派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

给予了诺斯重新研究制度效率的工具。１９８１年在《经济史中的结

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斯提出了制度并非总是有效的观点。在这本

书中，他构筑了关于制度分析的三大理论基石———“描述一个体制

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以及影

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对西方

①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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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史翔实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诺斯认为，产权是必要的，

社会生活中大多数纠纷均源于产权不清。国家并不是“中立”的，

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

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它也是一种

交易成本节约机制，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

策更为经济。成功的意识形态是灵活的，它可以更好地和更有效

地克服搭便车和社会稳定问题。

在这里，诺斯展现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

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新古典模型将三者融合在了一

起，这是以往制度经济学研究都未能做到的。在这个模型中，诺斯

既强调了正式制度———国家理论，又强调了非正式规则———意识

形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强调了国家对经济增长的

责任，使得外生性的规则（正式规则）的重要性非常凸显。同时，由

于其理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也使得外生性制度的重

要性非常突出。这种情况，在２０世纪中后期正经历经济体制改革

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然而，诺斯的思想有所转变。１９８７年诺斯在《制度、交易费用

与经济增长》一文中开始关注交易费用与文化、习俗以及传统的关

系，在此，他比较了传统社会（包括东亚各社会）与西方发达成熟的

市场经济中不同的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１９９０年在《制

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斯提出了他关于制度的长期思

考结果，他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变迁在边

际上可能是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其实施特征的种类和成效的变

化之结果。此外，制度变迁更典型的是渐进性的而非间断性的。

制度变迁如何以及为什么是渐进性的？为什么甚至连间断性的变

迁（如革命与战争入侵）也并非是完全间断性的？这主要是因为非

正式约束在社会中嵌入的结果。尽管正式的规则可以因为政治与

法律的决定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体现于习俗、传统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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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中的非正式约束与刻意的政策相比更难于改变。这些文化约

束不但把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而且是我们理解历史变迁之路径

的关键。

１９９４年诺斯在德克萨斯州三一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

列讲座中明确提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会提供特定的

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规则

（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行为准则）及其实施

效果构成。实施可由第三方承担（法律执行、社会流放），也可由第

二方承担（报复），或由第一方承担（行为自律）。制度和所使用的

技术一道，通过由决定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和转换（生产）成本

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在制度和所用技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

以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于制度框架。”①

１９９８年诺斯在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年会上进一步提出，任何社

会、经济或政治体制都是由人构建的，它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

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道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择方式，并

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诺斯通过对俄罗斯改革失败的

原因分析认为由于改革中唯一可以操纵和控制的是正式规则，而

改革之后，却不存在与这些改变了的正式规则相一致的实施机制

以及行为习惯，因而引起了经济社会的混乱。诺斯指出行为习惯、

习俗和行为模式对一个社会的运转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我们却

不了解它们的运作方式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演进方式，因此，应当加

强对非正式规则的研究，了解在一定的知识储备下正式规则与非

正式规则是如何互动的。并且，它们如何影响政治、社会和经济制

度的演进②。

①

②

约翰·Ｎ·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３页。

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

视》，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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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诺斯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内涵，它们实际上也就

是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诺斯起初对正式

规则的强调及其向非正式规则的转向，也表明了他对内生性制度

关注的渐进过程。

第四节　博弈论制度分析理论对
内生性制度概念的运用

　　新制度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具有根本的不同点，其一，老制

度经济学对制度的分析是发散的，缺乏理论框架的①，而新制度经

济学则将新古典模型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其二，老制度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严格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严格界

定的。这一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制度分析理论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

最早的博弈论制度分析学者肖特认为，很多的社会制度是被

社会计划者或是被社会的行为人以面对面的方式就他们想看到的

被创生的制度类型进行讨价还价而一次性创生的。这些制度已经

由布坎南等人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而社会生活当中还存在一些有

机孳生或自发地创生的制度，研究这些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

些存在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应当倾力关注的。

他还认为，“经济行为人只有有限的生命，并将促进经济和社

会活动协作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经验规则、制度、规范和惯例传给他

们的后代。终于，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被创立，然后一

代代地被传承下去，经济的制度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些时

候，这些制度对竞争性市场构成了补充，有些时候则完全替代了市

① 约翰·Ｎ·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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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有些制度得到了公开的认同，并写进了法律，而另外一些制度

则只是得到了默认，并且随着行为人各自最大化他们效用的行为

而同时演化。有些制度达到社会最优状态，另一些则失去了作

用”①。

由此可见，肖特并不像老制度经济学派那样把那些自然有机

孳生的制度看成是习俗、惯例和规则，而将其统称为制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而且，正因为不考虑人为设计制度的缘故，他并不

将社会制度看成是各种各样的规则集合，而看成是各种各样的和

可替代的行为标准、博弈均衡的解。在他那里，制度是通过个人或

集体的最大化行为创生的，没有人将社会制度的创生作为其目的。

而且，虽然创生国家的行为人能够相互地说话和面对面的谈判，但

从这些谈判中产生的制度安排却可能是完全未经计划的，并且完

全符合门格尔所称的自然创生的社会制度理念。

进化博弈论制度分析理论的代表人物青木昌彦则在肖特的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内生性制度的概念。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区

分了三种制度观。第一种制度观：将经济过程比喻成博弈过程。

这个制度观即为亚当·斯密的制度观。在亚当·斯密看来，博弈

是个体参与人从各自的动机出发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

态正对应着现代博弈论所研究的情形。通过经济过程与博弈过程

的类比，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将制度看作是博弈的参与人、博弈规

则和博弈过程中参与人的均衡策略。第二种制度观：将制度视为

博弈规则。青木昌彦认为这个制度观来源于诺斯。在诺斯之前，

人们日常交谈中所涉及的制度通常是指重要的组织机构，如政府、

大学、公司、基金和宗教组织等等。一些经济学家沿袭这种习惯，

将制度明确等同于博弈的特定参与人，诸如政府机构、法庭、大学、

行业协会等等。诺斯认为，制度应该被当成博弈的规则，而不是被

① 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０３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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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博弈中的参与人。博弈规则可以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

则，在博弈过程中，正式规则是不能被博弈参与人所构建（改变）

的，而是在博弈之前就被确定下来的。参与人作为制度变迁的行

为主体，是规则的制定者。现存的博弈规则确定了参与人如何交

易和创新的激励机制，并最终在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下对新规则

产生有效的需求。这些新规则在政治市场中由各方讨价还价决

定，而政治市场由政治规则确定，决定和实施博弈规则的是国家政

治组织。与此同时，参与人的非正式规则来自于社会上流传的信

息，因此它们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由政治组织决定的正

式制度和持久的非正式规则之间，二者的张力一定会对经济变迁

的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三种制度观：博弈均衡观。博弈均衡

观认为，制度是参与人博弈过程的均衡现象。这个制度观来源于

１９８１年肖特开创的制度博弈均衡分析。制度的博弈均衡观为绝

大多数博弈论学者所认可，但是由于博弈论和进化博弈论的基本

假定不同，分别以博弈论和以进化博弈论为制度分析基础的博弈

均衡观对制度的定义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同样以进化博弈论

为基础的博弈均衡观内部对制度的解释也有所不同。首先，格雷

夫、米尔格罗姆等人基于博弈论，运用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下子博

弈精炼均衡概念，给出了制度定义：“在博弈论框架中，两个相互联

系的制度要素是（关于别人行为的）预期和组织⋯⋯组织是非技术

因素决定的约束，它们通过引入新的参与人（即该组织本身），改变

参与人所得的信息，或者改变某些行动的报酬来影响行为。”①这

里的组织是指商人行会之类的社会组织，它们构成博弈参与人集

合的一部分，受到博弈均衡所衍生的约束制约。这个制度定义比

较侧重于单一博弈均衡中参与人与博弈信息的作用。其次，萨格

登、扬和鲍尔斯等人基于进化博弈论，给出了制度的定义。他们认

① 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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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参与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

计。当惯例演化时，参与人在进化选择的压力下，倾向于发展某些

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环境认知、偏好、技能等），惯例和参与人的

特征共同演化。惯例也许最终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从

而节约了因变异和错误带来的失衡成本，另外，用文字清晰表述人

们行为中已经习惯化的准则也有助于给出具体环境下具体的行动

指南。这个制度定义比较侧重于制度的演进性质，它强调了制度

变迁过程中的演进次序，类似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但是，与

哈耶克不同的是，它指出了制度从习惯———惯例———规则———成

文法的演进次序。

青木昌彦认为，由于博弈理论自身假定的缺陷，博弈论和进化

博弈论各有不足之处，在实际的制度分析中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使用。为此，他试图发展一种结合第二种和第三种制度观的制度

博弈均衡观：制度既是博弈规则，又是博弈均衡。青木昌彦称之

为“内生博弈规则”。首先，与制度的博弈规则观不同，青木昌彦所

认定的规则是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内生的，它存在于参与人的意

识中，并且是可自我实施的。其次，均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

它内生于域中，它通过其概要表征（浓缩信息）———暗含的或符号

的———协调着参与人的信念。从这个意义来看，制度是一种均衡

现象，它是参与人共有信念的均衡，是重复参与博弈的当事人自我

维系的基本预期。青木昌彦的这个看法与格雷夫等人的看法相

同，与之不同的是，青木昌彦引入了制度演进的理念，但是，他并没

有在制度的演进形式上深入，而是依据其基本预期和均衡的思想

继续演绎制度均衡的概念。他认为，在博弈过程中，每个参与人最

优的行动决策取决于别人的决策。但是，在长期的重复博弈过程

中，每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行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了解

了他们在行动决策时可能采用的策略的一些显著特征，参与人依

靠这些浓缩信息选择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行动规则。由此，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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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人都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了自

己的行动规则。并且，当参与人的信念与其行动规则形成一致时，

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在这个状态，只要参与人对别人行动规则的

信念是可维持的，偏离自己形成的行动规则是不合算的，所谓的制

度就形成了，它对应着所有参与人共享的那部分均衡信念。这部

分信念对其他人的策略选择是构成影响的。同时，参与人基于共

有信念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共同决定了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

过来又强化了它的浓缩信息。这样一来，制度成为自我维系的，浓

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人视为当然，除非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

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制度虽然是内生的，但同时又客观化了。

由此充分展示了制度的内生性和客观性。

青木昌彦认为，对制度进行定义是理论家们的事情，并不涉及

谁对谁错，但是，把制度定义为均衡导向或是“内生博弈规则”比较

适合于比较制度分析。

第一，博弈论制度观从内生的角度分析制度的起源与实施，可

以清晰地揭示制度的双重性质：制度既是参与人持续不断的策略

互动的产物，同时又稳定地独立于个体参与人的行动选择。这样

就避免了一系列循环论证问题：制度究竟从何而来，如何产生和

实施？国家政治组织决定了制度，但是，政治域的博弈规则又是如

何决定的？元博弈（最初的博弈）的参与人又是如何知道所有这些

可能的规则？元博弈的规则又是怎样确立的？循环认证问题引导

后期的诺斯越来越偏向于认知科学的研究，试图从人的认知中找

出规律。事实上正如诺斯所说，从认知科学中寻找规律是一个重

要方面，博弈论的制度分析将是另一重要方面。博弈均衡制度观

对制度采取内生化的处理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循环论证问题。萨格

登与扬等人的研究成果就从制度演进次序的角度说明了制度的起

源。青木昌彦则力图寻找另一种对制度内生性的说明方法。他的

内生博弈规则分析方法引入了域的概念，将制度起源看成是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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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域、社会或政治域中博弈过程中内生稳定的结果。同时，他也并

不认为每一项制度同时都是内生的。因为在博弈中存在多重均衡

解，究竟哪一个均衡被选中，模型无法内生决定。对均衡的选择依

赖于对历史事件和过去通行的规则以及邻近域所通行规则的作

用。因为参与人认为可行的特定行动也许受到历史先例的制约，

同时参与人在某一域行动决策的后果也有可能被该域的制度环境

（即邻近域通行的内生性规则）决定。为此，青木昌彦认为，从来就

不可能存在一种免于制度影响的世界，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外生给

定和人为设计的规则系统，因此，没有人可以避开无穷循环推理的

问题。但可以把无穷循环推理引向从过去和历史继承下来的社会

结构，而不是引向元博弈的逻辑结构。

第二，制度的内生博弈规则分析方法认可制度的多种形式。

制度既然是一种均衡现象，那么多种制度均衡的存在是可能的。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对制度的多样性感到困惑。比如，韩国与日本

享有相似的生态条件，但在乡村社会结构和社区习俗规范方面，却

有着互不相同的制度演进路径。内生博弈规则认为，在现实生活

中，同样一种制度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各地的

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不同。在证明特定博弈模型存在多重均

衡的可能性情况下，内生博弈规则的分析方法可以根据相应的历

史经验资料，确定在特定经济中重要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依

靠这些因素从众多的均衡中选出合理的均衡。然而依据不同的因

素其选择出来的均衡是不同的，这也就是制度多样性的原因。青

木昌彦关于制度多样性的解释与另一位进化博弈论学者扬的“整

体多元化效应”理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扬认为，即使两个社会或

社群从同一个原始状态（习俗）进行演进，在未来的一个足够长的

时期内，很有可能二者会在不同的惯例中运作。因为在社会或社

群中总是存在着某种惯例，那么也总会存在着一些人采取非惯例

行动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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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制度的内生博弈分析方法给出了一个分析经济中各项

制度相互依赖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首先将政治、经济、社会、组

织等因素分成六个域，参与人在一个域内选择的均衡策略组合，可

能在另一个域内成为相同或不同参与人在其他域的均衡选择策略

的补充或条件，因此，制度是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的。正因为制度

的关联性和互补性的存在，制度的改变并不能像从一个拼图画面

中拿掉一块拼图那么简单。比如，尽管一些域也在独自地努力改

革，但整个制度安排却持续存在着帕累托无效率状况。因此，制度

的关联和互补构成了制度的耐久性。同时，制度的关联和互补理

论也解释了扬提出的制度演进“局部遵同效应”理论。扬认为，一

种习俗一旦形成，就会有更多的人按这种习俗行事。一种习俗驻

存得越长久，就越“凸显”，就会有越多的人遵从它，从而习俗就变

成了一种惯例。一种惯例为人们遵从的时间越长久，遵从它的人

就越多，从而这种惯例就越稳定，驻存得也就越长久，进入了“吸同

状态”。当人们在博弈中只有充分且不完备信息，同时人们对遵从

这种惯例的或然偏离程度非常低，那么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

间里会趋向于遵从同一惯例，即出现新的局部遵同效应。青木昌

彦认为，在博弈中由于存在参与人的策略互补，所以当其他人采用

了某一特定策略时，会出现采用同一策略的激励。

第四，制度的内生博弈规则分析方法可以洞察制度的多种作

用。关于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性和节省信息成本的特性，诺斯

等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早有论述。然而，内生博弈规则关于

制度是共享信念和浓缩信息的定义，从一开始就从本质上很好地

解释了制度的这一特性。同时，内生博弈规则还暗示着：一种制

度和该域内参与人收益的得失归属是一起被决定的，同时制度按

能级赋值，因此，一种制度能为参与人在某一确定的方向上努力发

展和培养个人能力充当一种激励机制。

第五，制度的内生博弈规则分析方法为分析制度变迁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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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它认为，在浓缩信息的指引下，参与人开发

出与博弈内生规则相一致的技能和倾向。但是，当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时，参与人业已形成的技能和决策习惯面临着危机，它不再适

应形势的变化了，为此，关于博弈实际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开始受

到怀疑，参与人被迫参照现存制度之外的新信息，重新审视他们自

己的决策规则，在收集信息、学习和实验等基础上，开始寻找一种

新的行动选择的规则集合。作为一种个体搜寻的结果汇集，参与

人的推断和他们对经济（或其子域）内外状态的知觉会逐渐地收敛

集中起来，并且演进出一种新制度。在此，青木昌彦关于参与人通

过模仿、学习寻找新的行动选择的基本思想与哈耶克和进化博弈

论学者萨格登等人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与之不同的是，青木昌彦据

此思想提出了主观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来说明参与人的行动选择。

第六，制度的内生博弈规则分析方法可以对一些与制度演进

路径不相适应的有害政策提出建议。

在内生博弈规则思想的指导下，青木昌彦提出了他关于制度

的定义：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

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个浓缩性

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与他们策略决

策相关。因此，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

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

生产出来。在这个定义中，青木昌彦提出了制度的五个特征：

（１）内生性（隐含在“自我维持”、“自我实施”和“不断生产”中）。

（２）信息浓缩（隐含在“浓缩性表征”中）。（３）对于环境连续性变

化和微小动荡具有刚性（“均衡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被所有参

与人所感知”和“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产出来”）。

（４）与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相关的普遍性（“共享的”、“制约着

参与人策略互动的方式”和“被所有的参与人所感知”）。（５）多样

性。由上所知，进化博弈论视角中的制度是中立的，它表明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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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在于其对每个参与人的决策发生影响。

第五节　新制度经济学中内生性
制度研究案例

　　如上所述，内生性制度指的是一种非人为设计的制度，在科斯

之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诸多制度安排进行了研

究。第一，科斯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研究、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关于

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以及威廉姆森关于交易与组织制度的研究

等。准确地说这些研究都应当属于内生性制度的研究，因为他们

的研究结果都出现了以产权为中心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当然，这

些研究的前提并非是针对内生性制度的。

第二，尼尔森和温特关于企业惯例的研究。在《经济变迁的演

化理论》一书中，尼尔逊和温特研究了企业惯例。他们发现，企业

在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方面是以惯例而

不是按最大化原则通过精心的计算来决定自己的经营行为。每个

企业的惯例都是该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这些惯例之间的

差异性，构成了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同时，企业的惯例还是

可以“遗传”的。老企业的惯例往往被遗传给跟其有隶属关系的新

企业。并且，企业的惯例在一段时间内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是

当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并且收益小于惯例中的一定限定值时，企

业将有可能对惯例进行调整。首先，企业会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

中搜寻适合自己需要的惯例。其次，企业会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

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尼尔森和温特认为，企业的惯例、搜

寻、创新和环境选择构成了经济的演化过程。尼尔逊和温特的研

究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基础。

第三，格雷夫关于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代理制度的分

析。维纳·格雷夫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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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状况》通过对信奉集体主义的

马格里布商人和信奉个人主义的热那亚商人代理制度的分析，发

现由于文化、政治和规范等诸因素的不同，其形成的代理制具有截

然不同的特点。集体主义制度在支持经济体内代理关系方面更富

有效率，只需较低的维持成本，因为在团体内部存在着一个道德和

社会实施机制。这种机制虽然对经济体内的代理机制非常有效，

但限制了经济体之间的有效代理机制的形成，限制了个人创新精

神。个人主义制度则相反，它在支持经济体内的代理机制中缺乏

效率，但是它在促进经济体之间的代理机制中是有效率的。在此

基础上，格雷夫也提出了自己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首先，

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要素组成，由于文化信仰

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其次，

组织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现有组织和制度影响

着个人和社会对外生变化的反应，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即

以前的组织决定了今后的制度和组织的发展；最后，制度结构之所

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

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

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①。

第四，恩格曼关于奴隶制的研究。斯坦利·Ｌ·恩格曼的《文

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

释》通过对自由劳动力制度、奴隶制及其他形式的强制劳动力制度

的比较指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制度，产生这一制度

的条件反映了文化背景和思想信念。可以说，文化观念在影响着

经济行为。但是，经济、文化与观念因素之间的互动呈现出复杂的

关系。要把劳动制度变迁背后的动机条分缕析地刻画出来是很难

① 约翰·Ｎ·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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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的，原因是文化与观念的作用往往与它们施于社会的影响紧

密相连①。

第五，肖特关于社会制度起源的博弈模型模拟研究。肖特在

其《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当中，通过博弈模型模拟了内生性制度

的起源，这也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内生性制度进

行全面的研究。首先，肖特按照诺齐克的国家创生理论假设了一

个洛克式的“自然状态”，在此基础上用博弈模型再现制度的起源

情况，以此验证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肖特认为，制度的

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和其他协

调博弈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反复地面临某种囚徒困境博弈，那

么，它就可能会演进出某种行为规则，以避免反复出现的非帕累托

最优的均衡策略的采用。同时，这个规则就会演进成为一个社会

惯例，这个惯例规定了在重复博弈情况下当事人的行为，并且将被

他们所遵循。

第六，扬关于租佃分成制的研究。租佃分成制是扬在运用进

化博弈论分析内生性制度的案例之一。在其论文《讨价还价模型

的演进》中，扬对经济学家的热门话题———租佃制运用进化博弈论

模型从内生性制度的演进路径角度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要

从７５／２５分成惯例向５０／５０分成惯例演进，首先要判断这种随机

稳定的惯例要经过多少次随机冲击，只有当这种随机冲击足够大

时，才会衍生出一个从７５／２５分成惯例向５０／５０分成惯例的演进

过程。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脱离５０／５０分成惯例的安排要比

进入５０／５０分成惯例的概率小得多，同时这也是一种社会惯例。

第七，青木昌彦关于关系型融资的研究。与扬一样，青木昌彦

也是一位对内生性制度进行全面研究的学者，关系型融资是其内

① 约翰·Ｎ·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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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制度研究中的一个案例。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青木昌

彦对已被一些经济学家所研究过的关系型融资从制度的关联性上

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发展型国家形态和关系型相机治理结

构在制度上互补。同时，在金融域适度数目的银行关系型融资下，

组织域的关系型相机治理机制可以制度化。债券市场的适度竞争

不一定削弱关系型融资的有效性。而且，即使参数值满足关系型

融资的可行性条件，保持距离型融资和关系型融资作为不同的均

衡状态也可能并存。

附：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的
演变及理论的形成

　　诺斯关于“制度是重要的”的理论引起了人们对制度理论的广

泛重视。尤为重要的是，诺斯的论断为那些急于发展经济、热切盼

望看到经济增长成果的发展中国家打开了一种改革思路。按照诺

斯对制度人为设计性的理解，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的人为设计是

可以获得制度创新的完全效果的。然而，两个事实让人们困惑不

已：其一，人为设计的制度总是会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其二，一些

不被人关注的领域悄悄自生了一些制度（非官方制定的）和惯例。

这个问题同样让诺斯本人困惑不已。在１９９８年美国经济学年会

上，诺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寄予了希望，他认为“两个现代领域的

发展为未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前景。其一是认知科学的进步。它

把神经科学中对人脑中的研究和哲学与心理学中对意识的研究结

合起来，它们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意

识是如何工作的，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其二是社会科学家对终将

迫使他们直接面对理性问题的博弈论的痴迷，因为博弈论最终取

决于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被理解为常识的东西”。

诺斯对博弈论制度分析的重视并非偶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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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制度分析在萨格登、扬和青木昌彦等人的努力下有了诸多

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其一，萨格登（Ｓｕｇｄｅｎ）、扬（Ｙｏｕｎｇ）、青木

昌彦等人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演进稳定策略概念及内生博弈规则论

证了制度的内生性，较好地避开了“制度是从何而来的？”“制度的

元制度是从何而来的？”等新制度经济学曾经遇到的制度循环论证

问题。由于博弈论能够通过其博弈均衡的方式很好地再现制度博

弈的情景，这使得它对那些内生性制度的形成过程具有独特的解

释力。它表明，制度是内生的，一些制度会在一些领域自发地内生

出来。同时，正因为制度是内生的，人为设计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仍然需要经历制度的重新博弈过程，并得出新的博弈均衡结果，而

这种均衡已非原有人为设计的制度，所以它可能是走样的，也可能

不是走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上述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创新中

遇到的困惑是非常正常的。

其二，青木昌彦通过对不同的域之间的嵌入与捆绑的讨论探

讨了制度具有耐久性的原因，论证了制度的关联与互补特性，从博

弈论的角度重新演绎了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它表明，制度之间

的相互关联可能会形成制度效率损失，制度之间的互补可能会形

成制度效率的提高。

其三，扬和青木昌彦从博弈均衡的概念出发提出了制度演进过

程的“断续均衡效应”和“刻点均衡”特性，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诺斯的

制度变迁理论。它表明，制度的变迁取决于内生博弈的累积效应，

这种累积效应构成了原有制度的危机，这种制度危机一旦遭遇外部

制度环境的冲击将会产生制度变革或创新。因而，人为的制度改革

只是构造了外部制度环境的冲击，这种外部冲击如果没有内生性博

弈的累积性效果的配合，人为设计的新制度将会发生走样。

其四，青木昌彦和扬提出了制度的多种均衡问题，并通过主观

博弈模型和随机稳定策略分别论证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制度出现多

样性的可能性。青木昌彦认为，韩国和日本有着相似的生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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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技术是新制度经济学中重要的制度变量），但却没有演化出

相同的乡村社会结构和社区习俗规范，其原因就是不同制度环境

导致了制度的多样性。

由于博弈论在制度分析中较为独特的解释能力，它在经济制

度分析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并且，正如诺斯所说，它也为制度

经济学展现了更为美好的研究前景。

博弈论的制度分析方法的出现并非偶然，它经历了由一种数

学分析方法，到运用这种数学方法分析经济行为，分析经济制度，

最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制度理论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

仅体现了一种数学工具在一个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切入，更重要的

是它展现了经济制度研究领域由一种思维方式到多种思维方式的

经济学方法论的完善过程和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面对经典的经济学

理性假定的演变过程。

纵观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的演变和制度分析理论的形成，大

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从理性向有限理性假定的过渡

博弈的思想源远流长，而博弈理论的雏形大致出现在１９世

纪。１８３８年古诺提出了简单的古诺双寡头垄断博弈，１８８３年伯特

兰和１９２５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双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博弈。

但是这些理论都是零散的。１９４４年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

斯特恩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博弈论问世。

在这本著作中，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研究了合作博

弈情况下的经济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合作博弈的情况是很

少见的，而非合作博弈的情况却大量存在。１９５３年纳什（１９９４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了非合作博弈中的纳什均衡理论，为

博弈论在经济行为分析中的运用提供了一条途径。之后，博弈论

的文献逐渐增多，如１９５９年Ｓｈｕｂｉｋ的《战略与市场结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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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和博弈论》、１９６２年ＫａｒｌＢｏｒｃｈ的《博弈论在汽车业运用中的

一些问题》、１９６４年Ｒ．Ｊ．Ａｕｍａｎｎ和 Ｍ．Ｍａｓｃｈｌｅｒ的《合作博弈

中的讨价还价》等。与此同时，博弈论的运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

从博弈者的完全信息走向不完全信息，从静态博弈走向动态博弈，

从简单博弈走向重复博弈。

然而，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依然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其质疑的

根本点在于博弈论关于博弈者是完全理性的严格约束。在现实生

活中，某些博弈只有一个纳什均衡解，而大多数博弈却有多个纳什

均衡解，那么，选择哪一个纳什均衡则需要根据贝叶斯法则判断博

弈行为出现的概率来决定纳什均衡点。这就要求博弈者是精于计

算、擅长演绎推理的，而现实生活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泽

尔腾（Ｓｅｌｔｅｎ，１９９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试图用颤抖手理论

说明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他认为，在博弈中博弈者存在着一种数

值极小但又不为零的出错概率，那么，另一位博弈者的均衡策略就

是在考虑其对手可能“颤抖”（出错）的情况的同时选择自己的最佳

策略。这样一来，他所选择的策略就可能不是占优策略（帕累托最

优），而很可能是次优策略。反之，另一位博弈者同样要考虑到上

述情况。结果，他们很可能都选择了次优策略。显然，泽尔腾的理

论反映了博弈者的“有限理性”（偶而出错）的特征。早在泽尔腾的

颤抖手理论之前，１９６０年谢林（Ｓｈｅｌｌｉｎｇ）通过实验提出了凸显性

或凝聚点理论，他也提到了类似的有限理性问题。他认为，所有人

都会按他人预计到的方式行事，因而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凸显点

或凝聚点，这种点并非完全出自人们的逻辑推理，因而可能是出自

想像力，也可能出自某种模仿、前例、偶然安排、对称、以致美学或

几何学的“组态”等因素。

对博弈论的质疑推动了进化博弈论的出现。１９７２年，梅兰

德·史密斯在运用博弈论研究动物冲突逻辑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

现象：一种物种群体的现象型行为模式通常是演进稳定的，它们



４６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不能被其他现象型行为模式所侵扰。梅兰德·史密斯称其为演进

稳定战略ＥＳ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ｔａｂｌ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在这个状态中，如

果占群体绝大多数的个体选择演进稳定策略，那么小的突变者群

体就不可能侵入到这个群体。或者说，在自然选择压力下，突变者

要么改变策略而选择演进稳定策略，要么退出系统而在演进过程

中消失。当系统处于演进稳定状态时（群体选择演进稳定策略时

所处的状态就是演进稳定状态），除非有来自外部强大的冲击，否

则系统就不会偏离演进稳定状态，即系统会“锁定”（Ｌｏｃｋｉｎ）于该

状态。ＥＳＳ正是进化博弈论的发端，它解决了博弈论中多个纳什

均衡存在并且难以选择（尽管有贝叶斯法则）的问题，它表明，一旦

出现演进稳定战略状态，博弈者的行为是稳定的。这也就解释了

他们为什么老是选择一种纳什均衡的原因（比如，次优的纳什均衡

解）。同时也说明，博弈者是有限理性的，这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

博弈论对博弈者完全理性的假定。而这个改变与经济学的进展是

相符合的。１９５７年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哈耶克在１９６０
年《自由秩序原理》中反复坚持了有限理性，诺斯也曾提到他在

１９８１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理性的假定的放弃。因此，进

化博弈论有限理性的假定把它自己在制度分析中的运用与制度经

济学结合到了一起。当然，梅兰德·史密斯的ＥＳＳ是约束严格

的，因而它也限制了自身的适用范围。比如，其一，他将整个生态

环境的所有种群看作一个大群体，忽略了同一种群的个体差异乃

至其对其行为的影响。而且，只重视了单群体的情况而忽略了多

群体情况；其二，他将外界的突变因素归结为依序而来，依序消失，

而现实生活中的突变因素是无序出现的。其三，他定义的系统是

静态的封闭系统，忽略了动态的开放系统的情况。泽尔腾１９８０年

将ＥＳＳ扩展到了两群体博弈的动态领域。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８年泽尔

腾又分别将角色限制行为（Ｒｏｌ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引入非对

称博弈的ＥＳＳ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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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１９９１年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提出了“渐近稳定结果必

定是纳什均衡”结论。在此基础上，１９９２年莱瑞·萨谬尔森和张

建波（Ｌａｒｒｙ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ａｎｄＪｉａｎｂｏＺｈａｎｇ）提出在非对称博弈中，

单调调整过程能够剔除所有严格劣的纯策略，并且能够确保均衡

结果必定是纳什均衡。同时，他们证明了“稳定点必定是纳什均

衡”及“渐近稳定结果必定是严格纳什均衡”，进而强化了弗里德曼

１９９１年的“渐近稳定结果必定是纳什均衡”的结论。

１９８８年沙弗尔（Ｓｃｈａｆｆｅｒ）首次放开群体规模无限大的假定，

考察了有限规模群体的进化稳定性并提出了有限群体ＥＳＳ（Ｆｉｎｉｔ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ｓｓ）概念。他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有限群体ＥＳＳ并

不是纳什均衡策略”。１９８８年哈佛保尔和西格蒙德（Ｈｏｆｂａｕｅｒ

ａｎｄＳｉｇｍｕｎｄ）证明了“两群体对称博弈中不存在混合策略ＥＳＳ”。

１９８８年泽尔腾在考察了大量的两人对称博弈的基础上也得出了

类似的结论。１９９２年克瑞斯曼（Ｃｒｅｓｓｍａｎ）定义了有限两群体非

对称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他认为，在模拟者动态下，只有在一个

群体的突变者所得到的平均支付少于选择稳定策略者所获得的支

付，才能保证静止点的渐近稳定性。

针对梅纳德·史密斯关于突变因素不连续且不重叠的假定，

１９８８年帕克和菲尔德曼（ＰｅｃｋａｎｄＦｅｌｄｍａｎ）认为，由于群体规模

和后代数目很大，随机因素对动态系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的。

但是，经济演进系统常常会受到来自突变和其他偶然事件的冲击，

这些因素可能会对系统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为此，１９９０年福斯

特和扬（Ｆｏｓｔｅｒ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１９９０）提出了随机稳定均衡 ＳＳＥ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ｔａｂｌ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他们认为，首先，在现实中系统

常常会受到连续的随机冲击。如果假定有一个因素的影响消失以

后，再考虑另一个因素对系统的影响，那么，系统当然就不会远离

原来的均衡状态；其次，现实中，尽管单个随机因素对动态系统的

影响较少，但它们却可能对系统产生累积作用而定量地改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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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使得系统离开演进稳定状态。至于系统何时回复到最

初的演进稳定状态依赖于动态过程的全局结构。再次，由于系统

的极限行为依赖于初始条件，同时在吸引子集合中只有一部分状

态是随机稳定的，且随机稳定状态的选择还依赖于随机过程特定

的结构。ＳＳＳ状态表明，如果某个状态是随机稳定的，在很长的时

间里，随着随机冲击因素影响的不断变少，系统几乎一定不会离开

它自己的任意少的邻域，其随机稳定的群体向量总是存在的，它是

一个最小闭集。１９９３年用他的这些博弈模型分析了租佃分成制，

其分析结果与Ｂａｒｄｈａ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印度乡村所作的租佃制

实际调查数据完全吻合。１９９８年扬在《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

度的演进理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动态随机稳定 ＤＳ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概念及模型。

　　二、由行为分析向制度分析的过渡

“在一个非人格的市场———这是经济效率的基础———之中，导

致低成本交易的条件并不是自发出现的。博弈论很好地说明了这

一点。在交换中个人通常会发现，当博弈重复进行时，当有关博弈

者以往表现的信息完备时，当参与博弈的人数足够少，亦即以人格

化交易为特征的小社会条件得到满足时，与别人合作是有利可图

的。而当博弈不是重复进行（或博弈次数有限）时，当关于其他博

弈者的信息不足时，当参与博弈者众多，亦即以现代经济非人格化

交易为特征的相互依存世界之条件得到满足时，合作是难于维持

的。创建可以改变成本———收益比率并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是经

济绩效的主要问题，因为这必将导致有效的（亦即生产性的）经济

和政治制度的创立。”①诺斯上述分析展现了博弈结果导致制度出

① 约翰·Ｎ·德勒巴克等：《新制度经济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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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也使得博弈论从经济行为分析逐步也是

必然进入制度分析的领域。这个进入也表明了人们在经济分析过

程中思维方式的转变：制度是一系列行为的轨迹，并且，它也是其

他相关博弈者的行为规则。因此，制度研究实际上包含了行为

研究。

１９８１年肖特（ＡｎｄｒｅｗＳｃｈｏｔｔｅｒ）在其著作《社会制度的经济

理论》中沿着诺齐克的国家创生理论假设了一个洛克式的自然状

态，用博弈论模型再现了制度出现的情景，以此验证了哈耶克的自

发社会秩序理论。对制度形成过程的博弈模型模拟展现了制度逐

渐显现的规律性，它从实证的角度表明了博弈模型中博弈参与人

的现象型行为具有一种制度化的倾向。正如肖特所说，制度的出

现，是为了解决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弈局和其

他协调博弈问题。首先，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反复面临着某种囚徒

困境弈局，那么按照效率原则，博弈就会演化出某种有效率的规

则，以避免无效率的博弈行为出现。而且，这个规则会演化成一个

惯例，为博弈者所遵循以约束博弈者在重复博弈中的行为。同时，

由于生活中普遍存在囚徒困境，对博弈参与人而言，每次重复博弈

均存在偏离制度规则的激励，促使他们不选择占优策略（帕累托最

优）的制度规则（帕累托次优），而总是选择次优策略。这种偏离制

度规则的激励来自于博弈参与人的有限理性。由此可见，肖特的

研究不仅打开了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大门，而且，由于其对有限理性

的涉及，为进化博弈论在制度分析中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研究

基础。

如前所言，进化博弈论的出现和不断完善意味着有限理性的

假定在博弈论中的确立以及博弈论制度分析约束条件的放松，它

使得博弈论制度分析模型所模拟的情景与现实生活越来越接近，

其结论也越来越具有说服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化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内部出现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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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研究倾向：其一，以萨格登、扬为代表的学者对制度演进次

序的分析。这项研究是在对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进行进化博弈论

阐释的基础上的向前推进，它将哈耶克提出的习俗、惯例、规则和

成文法等制度演进过程的发展顺序进行了逻辑梳理，提出了习

俗———惯例———规则———成文法的制度演进次序，从而更进一步

地完善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其二，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学

者对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及多样性的研究。按照哈耶克的自发

社会秩序理论，制度应当总是演进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数千

年来中国和其他东方社会一直保持着封建社会的超稳态结构，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在此自生自发地型构出来。关于这个问

题，诺斯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张小军、韦森

等人认为，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制度的内卷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

社会的超稳态结构。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但它的缺陷是没有解释

制度的内卷过程，使得人们对内卷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形象的解释

上面。青木昌彦的制度关联性、互补性理论则从理论上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图解。

随着进化博弈论在制度分析领域的不断深入，进化博弈论的

制度分析理论也日臻成熟，它基本上形成了四大理论板块：第一，

关于制度内生性理论；第二，关于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理论；第

三，关于制度的多样性理论；第四，关于制度演进的理论。

由于进化博弈论制度分析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实证分析基础上

的制度分析理论，随着其实证案例的增多，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

上述理论板块的内容也将会进一步充实和扩展。比如，Ｇｅｏｒｇｅ

Ｂａｋｅｒ和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ｂｂｏｎｓ等人运用进化博弈论对企业纵向一体化

问题的研究，就将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分析的内容扩展到博弈论

制度分析理论的行列，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进化博弈论关于产

权的制度分析理论也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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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新老制度经济学对内生性制度有诸多的论述，但

是，由于老制度经济学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使得其研究只能停留

在对制度形态的发散性研究之中，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

学的框架中得以对内生性制度逐步进行深入的研究。纵观新制度

经济学对内生性制度的研究成果，其中进化博弈论对内生性制度

的特征的研究尤为深入。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萨格登、

扬、青木昌彦等人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演进稳定策略概念及内生博

弈规则论证了制度的内生性，较好地避开了制度的循环论证问题。

其二，青木昌彦通过对不同的域之间的嵌入与捆绑的讨论探讨了

制度具有耐久性的原因，论证了制度的关联与互补特性，从博弈论

的角度重新演绎了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其三，扬和青木昌彦从

博弈均衡的概念出发提出了制度演进过程的“断续均衡效应”和

“刻点均衡”特性，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四，

青木昌彦和扬提出了制度的多种均衡问题，并通过主观博弈模型

和随机稳定策略分别论证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制度出现多样性的可

能性。

第一节　自然特性：内生性制度的
内生性和演进性

　　肖特是最早论证制度内生性的博弈论学者，他利用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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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模拟了制度出现的博弈场景，以此说明了制度的内生性及起

源。但是，由于博弈论对完全理性的假定以及其对博弈参与者人

数的限定，人们对其模拟的真实性提出了一些疑问。

博弈论的缺陷催生了进化博弈论。进化博弈论放松了博弈论

的约束条件，并认定人是有限理性的。为此，萨格登（Ｓｕｇｄｅｎ）和

扬等人通过进化博弈论的演进稳定策略概念重新演绎了制度的起

源。进化博弈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状态：当某

个博弈群体采用了一种策略，那么这个群体之外的其他博弈群体

所采用的策略都不能侵扰上述群体所采用的策略。这种状态就是

演进稳定策略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博弈群体采取的策略都

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在博弈中存在三个纳什均衡点时，博弈结

果仍然有解，博弈者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作出自己的策略选

择，而且，这种选择往往是稳定的。它恰恰好比双方博弈参与者锁

入了一种事态，一种情形，偏离这种演进稳定均衡的任何一方博弈

参与人的所得和支付总是比保持自己过去的策略选择要少，即偏

离这种演进稳定均衡的任何一方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而，长

此以往，这种稳定均衡就成为了一种习俗或是一种惯例，一旦这种

习俗或惯例在一种群体中生长出来，每个社会成员均会自觉地遵

从它。而且，遵从的时间越长，遵从它的人就越多，它也越稳定，驻

存的时间也就越长。扬称之进入了一种“吸同状态”，这种状态也

可以称为“局部遵同效应”。青木昌彦认为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

是，在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选择中存在一种“策略互补”关系，当博弈

中一种策略被采用时，其他博弈参与者会受到采取同一策略的激

励。然而，当一旦一种偏离这种习俗或惯例的博弈均衡成功，那么

它就会被重复、被效仿、被复制，又成为一种新的习俗或惯例，制度

也就由此产生了。然而，进化博弈论认为，尽管所有的习俗和惯例

都是内生的，但它并非都是帕累托最优或是帕累托改进的。萨格

登认为，如果习俗或是惯例是集体刻意选择的结果，一些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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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或是惯例就不会存在。然而，正因为它们不是集体选择的结

果，它本身作一种精练的纳什均衡并不一定就是帕累托最优。关

于这一点，多种学派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新制度经济学派比如阿罗

等人认为习俗或惯例是一种交易费用的节约机制，是一种帕累托

改进。而演化经济学派尼尔逊和温特等人通过实证调查后发现企

业的管理者往往采用惯例进行管理，而且，他们所采取的惯例往往

是帕累托次优。进化博弈论的研究结果印证了演化经济学的

观点。

在此基础上，萨格登和扬等人给出了习俗或惯例———规则或

成文法的制度演进次序：参与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

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演进时，参与人在进化选择的

压力下，倾向于发展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环境认知、偏好、技

能等），惯例和参与人的特征共同演化。惯例也许最终会以法律条

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节约了因变异和错误带来的失衡成本，另

外，用文字清晰表述人们行为中已经习惯化的准则也有助于给出

具体环境下具体的行动指南。

萨格登、扬等人侧重于从制度演进的角度论述制度的内生性，

与之不同的是，另一位进化博弈论学者青木昌彦则从进化博弈论

博弈过程的性质入手定义制度并论证制度的内生性。

青木昌彦认为，均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它内生于域中，

通过其概要表征（浓缩信息）———暗含的或符号的———协调着参与

人的信念。从这个意义来看，制度是一种均衡现象，它是参与人共

有信念的均衡，是重复参与博弈的当事人自我维系的基本预期。

在博弈过程中，每个参与人最优的行动决策取决于别人的决策。

但是，在长期的重复博弈过程中，每个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行动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了解了他们在行动决策时可能采用的策

略的一些显著特征，参与人依靠这些浓缩信息选择自己在不同情

况下的行动规则。由此，所有的参与人都根据他们对别人行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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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主观认知（信念）形成自己的行动规则。并且，当参与人的信

念与其行动规则形成一致时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在这个状态，只

要参与人对别人行动规则的信念是可维持的，偏离自己形成的行

动规则是不合算的，所谓的制度就形成了，它对应着所有参与人共

享的那部分均衡信念，这部分信念对其他人的策略选择是构成影

响的。同时，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共同决定了

均衡的再生，均衡的再生反过来又强化了它的浓缩信息。这样，制

度成为自我维系的，浓缩于其中的信念也被参与人视为当然，除非

发生了动摇共有信念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制度虽然是内生的，

但同时又客观化了。

同时，制度并不是在单一域孤立内生的结果，而是在共用资

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组织场、政治和社会交换等六个域内博

弈过程中内生稳定的结果。同时，并非每一项制度同时都是内生

的。因为在博弈中存在多重均衡解，究竟哪一个均衡被选中，模型

无法内生决定。对均衡的选择依赖于对历史事件和过去通行的规

则以及邻近域所通行规则的作用。因为参与人认为可行的特定行

动也许受到历史先例的制约，同时参与人在某一域行动决策的后

果也有可能被该域的制度环境（即邻近域通行的内生性规则）决

定。青木昌彦认为，从来就不可能存在一种免于制度影响的世界，

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外生给定和人为设计的规则系统，因此，没有人

可以避开无穷循环推理的问题，但可以把无穷循环推理引向从过

去和历史继承下来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引向元博弈的逻辑结构。

由此看来，萨格登、扬等人的论证方法与青木昌彦是不同的，

前者从习俗或惯例入手，并且注重在习俗和惯例方面的论证，仍然

容易让人产生其对制度演进次序的论证是否完备和严谨的联想，

而青木昌彦对博弈性质本身的论证，把制度研究的焦点聚集在博

弈本身，确实避开了循环论证问题。然而在他的论证中信息是重

要的，历史是重要的，人们对信息的选取和判断取决于主观博弈模



第二章　内生性制度的特征 ５５　　　
型（青木昌彦提出的），而这个模型建构是否准确也就决定了制度

分析的准确性。

从表面上看，自发秩序的制度与人为设计的制度具有明显的

差异，因而其变迁应是两种模式。但青木昌彦认为，从博弈论的角

度出发，这两种制度变迁机制的差异是不明显的。它们在发生变

化时有着共同的条件：在起初的或政治博弈中，需要有达到临界

规模的参与人修正他们关于域内在结构方面的以及外在环境的表

征信念，并以协作或分散的方式共同采纳能产生新均衡的新策略。

即使审慎的、集体的方式选择了一种新的法律并引入了一个新的

代理人来执行，也需要分散的私人实验的积累或政治域内参与人

在相互的思想实验中达成协议。因此，对于这两种制度形式的变

迁，完全可以根据内生博弈规则的制度观认定其为一般制度变迁

即相当于博弈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结果不仅是参与人行

动策略的整体变化，而且是共有信念的变化。正因为如此，这两种

制度变迁模式可以在博弈论的视角下当成一种模式来考察。

由于制度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所以制度是耐久的，其变迁并

不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原因有四：第一，由于制度是参与人关于

博弈重复进行方式的共有信念系统，它对于环境的微小而连续的

变化是稳固和耐久的。比如，一项法律的变更除非同时系统地改

变了参与人关于策略互动模式的认知，并且相应地引起他们实际

策略决策的变化超出临界规模，否则它无法引致制度变迁。第二，

制度化和参与人能力发展之间的反馈机制将强化制度的耐久性。

制度以特定的方式根据参与人的物质和人力资产的情况赋予他们

不同的内在价值。作为反应，参与人沿着增加其价值的方向积累

资产和发展潜能，反过来又支持了制度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制度

也同时按照维持现状的方式根据参与人的政治权力和技能赋值，

从现存制度获益较多的参与人赋有维持现状的资源和能力，而在

另一种制度下可能获益的参与人也许缺乏实现这种潜在利益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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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第四，各种制度关联将使得制度很难以渐进方式发生变化。

真正的制度变迁发生在外部冲击和客观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

结果的影响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在这一点上，青木昌彦与扬有

所不同。扬认为制度变迁发生在一种博弈者在重复博弈的策略选

择中不可解释的“随机偏扰”上）。如果只有外部冲击，相关域的参

与人为了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可能只是在边际上更新主观博弈

模型，而不需改变行动决策的基本特征。当然，也存在经济面临严

重的外部冲击，经济无法产生有效的策略应对，导致普遍的制度危

机的情况。如果相关域的经济绩效令人满意，参与人未感到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明显差距，创新性变异的影响则会非常有限。正是

当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结合导致参与人的主观博弈模型出现普遍认

知的严重失衡，引发参与人开始重新定位主观博弈模型，原来在稳

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状态下无利可图的变异决策现在可能变得有

利可图，或者预期将会有利可图，参与人开始重新审视过去决策启

用集合的有效性，力图发现新的决策机会，如采取迄今为止不被人

所知的新行动，或者是试图对不同域现存行动集合的重新捆绑，扩

大原有的决策启用集合。变异决策和新决策如果被证明是成功

的，其他参与人就会竞相效仿。并且，当搜寻和模仿行为在解决问

题的激励下受到鼓舞时，结果又对搜寻和模仿过程有反馈作用：

消除搜寻和模仿的随机性。

一旦许多参与人开始同时修改其决策启用集，系统实施新决

策，则现存制度在新出现的决策组合中不再是有效的概要表征（浓

缩信息），因而不再有助于降低参与人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就不再

成为个人决策的有用指导的约束了，这种情况称为制度危机。在

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中，参与人需要重建包含更多维度

的主观博弈模型，他需要认识其他参与人新的决策模式，并对此形

成预期。他可以利用各种预示未来博弈规则的信息。比如可以模

仿在其他域已经成功的做法，从国外经济域的先进经验中触类旁



第二章　内生性制度的特征 ５７　　　
通，吸取经验，最后总有几个主要的预测性和规范性信念系统逐渐

演化出来，相互竞争。最终哪一种信念系统成为预收敛的聚集点，

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主要取决于学习、模仿、适应和惰性如何在

相关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新的主观博弈模型达到认知均衡时，

制度的转型过程趋于完成，一种概括新均衡决策组合的主要特征

的新制度方式也将演化和形成。伴随着新制度的确立，制度演进

的转型过程开始告一段落，迎来了另一个在一定时间里相对稳定

的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制度演进过程一方面是一个渐进过程，另一方

面是一个间断地被一些转折点所穿越的过程。它类似于“刻点均

衡”。即长时间的静态均衡偶尔被短时期迅速出现的制度形成所

打破。在关键性转折点上选择的决策规则的基本特征会对未来的

机会施加一定的约束（路径依赖），但从初始的失衡状态转移到新

制度的路径是否唯一，是不确定的。主观博弈模型最终变成一般

认知均衡取决于环境、跨域互补性决策、个体参与人的主观设计、

学习、模仿和试验之间的复杂互动。因此，制度演进的特征可以概

括为路径依赖和创新，也可以概括为间断和进化选择的均衡。对

此，扬也有类似的演绎。他认为制度的演进具有“断续均衡效应”。

即当一种惯例一旦形成，它就倾向于在一定时期驻存，社会成员会

在大多数时间里遵从它，从而此时的制度安排维持均衡状态。然

而，这种局部遵同的均衡常常会被随机偏扰所打破，形成制度的转

折点。刻点均衡的理论及断续均衡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诺斯的路

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理论。

第二节　制度环境：内生性制度的
关联性和互补性

　　按照制度外生理论，制度是可以被设计的，因此一些绩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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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体制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设计和完善其规则，并尽可能从别

国借鉴更好的实际经验来加以改善。但是苏联的改革实践证明，

这种移植是不成功的。还比如，尽管一些领域在独自地努力改革，

但整个制度安排却持续存在着帕累托无效率状况。面对这种情

况，青木昌彦认为，造成上述现象存在的关键原因在于制度的关联

性和互补性的作用。旧制度的遗产和一些现存非正式的规则等初

始条件影响了公共政策对制度变迁的实施作用，以及政体中的规

则设定与其他域中内生博弈规则的演进发生了互动，使得制度具

有耐久性，阻止了改革的进程。

这个理论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在此之前，诺斯提到产权、国

家、意识形态、政治市场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但他只是分别地在产

权、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市场领域内讨论制度变迁，并未涉及到

多个领域的交叉作用。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小军曾经提到制度变迁

中的内卷作用，他认为由于内卷作用使得制度的变迁缓慢。但他

并未讨论内卷的真正含义。扬也曾提到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当地

交往”对制度的重要性。但是，类似于青木昌彦关于制度关联性和

互补性的讨论还没有出现过。

青木昌彦首先将制度空间分成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

织、组织场、政治、社会交换等六个区域。他认为，在博弈中往往存

在着这样一种情形：人们在不同域协调其策略，结果产生的制度

是人们单独在不同的域分别做决策所不能导致的。这种关联可以

创造一定的外在性，使所有或部分参与人从中获得租金，从而促进

这种关联的延续。参与创造这种关联的参与人可以是一个社区、

一个内生形成的俱乐部、单个参与人、第三方实施者、市场参与人

或者他们的某个组合，并且由此产生的制度虽然在逻辑上是一致

的，但在形态上却各具特色。反过来，由于有了跨域协调策略的可

能性，参与人的决策空间随之扩大，以前因缺乏这种关联而不可能

产生的新制度现在则有可能出现，这种促使制度产生并反过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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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维系的不同域的关联称为制度化关联。制度化关联有多种形

式：其一，社会嵌入。这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化关联形式，它是指社

会交换域“嵌入”到其他域，使得某些在关联发生前并不可能的策

略组合成为可能。其二，合同关联。在同一批参与人中间以合同

联结。其三，整合性捆绑。由所有关联的域所共有的单个参与人

将相同类型的域捆绑在一起。其四，中介性捆绑。由不属于任何

初始域的第三方进行的域的捆绑。其五，以市场为中介的关联。

由市场参与人进行的（同一）域的捆绑。

由于在制度转型时期（即均衡的“刻点”时期），参与人为了应

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危机，竞相进行各种决策试验，以寻求一种有活

力的新策略，替代旧策略。但是，有活力的新决策以及新制度并不

是完全以随机的方式进行选择，而是受到不同域参与人策略的动

态互动影响。所以，与制度的共时（横切面）关联相平行，还存在着

制度的历时（时间上的）关联。

制度的历时性关联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域的重叠嵌入。正如共时性社会嵌入所述，制度的

产生可以通过从社会交换域嵌入到其他私人域，或者将不同的私

人域联结起来的方式来实现。从时间纵向来看，域的参数特征如

政策和法律参数、制度专用性技能的积累水平等都将随着时间而

变化，其变化速度取决于域的类型。社会交换域的特征变化一般

要缓慢一些，而新的私人交换域则更经常涌现新的组织形式，使得

旧的私人交换域因技术、人口和其他原因逐渐衰落，最终趋于消

失。在社会嵌入机制下，社会交换域的社会资本制止了在共用资

源域、交易域和组织域的非合作行为，并且由于社会交换域的均衡

决策规则的基本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相对稳固性，因此，域

的重叠嵌入使得制度变迁具有高度的路径依赖性。而外界植入的

制度在这种重叠的域面前难以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只能随着高度

的路径依赖惯性变形生长，这也就是俄罗斯的改革不成功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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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第二种：对博弈关联方式的重新组合或重新捆绑。该机制又

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随着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展开，过

去在地理上相互分隔的交易域得以融合，参与人开始跨域选择策

略。以前各个域流行的旧制度在参与人策略互动的新条件下可能

消失，也可能继续存在，或者由新组织取而代之，居中协调着域的

新型捆绑方式。第二种类型：制度变迁在中介性组织的协调下作

为域的新型捆绑方式出现，相应地，旧的捆绑方式必须拆散。

与制度关联情形相对应的另一种情形是：人们因决策空间或

认知程度有限，或其他原因，无法在不同域协调策略决策，但决策

在参数上受到其他域流行的决策规则（制度）的影响。其结果，制

度之间跨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即所谓的制度互补有可能随之出现。

制度互补对应着两种情况。其一，参与人在某个域作个人决

策时，因认知和决策的有限理性，也会把其他域的流行制度视为外

生参数，这些参数对他们来说构成一种制度环境。其二，某个域的

参与人面对另外域的制度参数作出的策略决策实际上也会对另外

域的参与人的决策和制度产生反馈作用。因此，制度间共时性相

互依赖可能会作为每个博弈域的均衡结果出现，这种相互依赖就

是制度的互补性。互补性的存在意味着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在

结合不同域的制度的意义上，构成一种连贯的整体，任何单个制度

在孤立情况下都不会轻易被改变或设计。这也就是上述提到的局

部改革往往影响不了全局效率的原因。同时，制度的互补性还意

味着，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不一定必然是帕累托最优，但它能够经

受住那些试图克服单个域非效率的孤立试验的干扰。

与制度的关联一样，制度的互补也存在历史性制度互补的情

形。制度互补性对制度发生系统变化的方式具有显著意义。新启

用的决策集形成的决策或某种变异性决策，单独看来不合算，但如

果另外的域已经有了一种互补性制度，或是参数发生了变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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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相互支持会使得新决策获得强大的推动力。通过这种互补性

机制，发生在域内的博弈形式的参数变化（如系统性政策改革），其

效果会被放大和强化，有时可能导致一种全新的整体制度安排。

然而，引发博弈形式变化的参数变化不会自动发生，它取决于制度

相关参数和对应的内生变量之间以及不同域的内生变量之间互补

性的强度。也就是说，一种制度的出现，或者整体性制度的安排变

化作为制度相关参数的反应，在开始阶段只是隐蔽的，然后当相互

强化的累积性结果足够大时才最终产生。

第三节　多重均衡：内生性
制度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为制度的多样性感到困惑，并力求找到一

种完美的制度试图大面积地推广，以便让绝大多数人享受这种完

美制度带来的福利，但事实总是与人们的理想相违背，同一种理论

上完美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不同的实施效果，而相同

的生态、技术与社会条件的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内生出同样的制度。

进化博弈论认为，制度既然是一种均衡现象，那么多种制度均衡的

存在是可能的。青木昌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一种制度在不

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各地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

的不同。在证明特定博弈模型存在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情况下，可

以根据相应的历史经验资料，确定在特定经济中重要的历史、政治

和社会因素，依靠这些因素从众多的均衡中选出合理的均衡，而依

据不同的因素其选择出来的均衡是不同的，这也就是制度多样性

的原因。扬也认为，制度存在着“整体多元化效应”，即使两个社会

或社群从同一个原始状态（习俗）进行演进，在未来的一个足够长

的时期内，很有可能二者会在不同的惯例中运作。因为在社会或

社群中总是存在着某种惯例，那么同时也总会存在着一些人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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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惯例行动的概率，最后，哪一种策略获胜取决于其出现的概率

大小。

进化博弈论认为，制度的多样性并非坏事，它只是一种社会均

衡现象。青木昌彦认为，造成制度多样性基本原因是个体参与人

的有限理性。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条件约束下，制度以浓缩

的形式为参与人提供了有用信息。但是，不论制度如何发挥信息

传递作用，信息都不可能以明确的方式做到完全透明和完全可传

递。事实上有些经济上有价值的信息并不是成文的，一些制度得

以出现，以更好地利用这类信息。这种情况不像经常被误解的那

样只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其实也存在于大多数发达的市

场经济之中，这是制度多样性将继续演化的最重要原因。从另一

方面来看，在制度互补条件下，均衡制度安排有可能不是最优的。

相嵌社会资本分配的类型和从事博弈的创造性捆绑、寻求创新租

金的参与人（内部或第三方）的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均衡制

度安排的性质。因此，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共时关联结构可以是多

重的和多样化的。虽然在市场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下某

些制度安排出现了一定的趋同，但显著的制度多样性仍然是可以

随时观察得到的。



第三章

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互动

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互动有两种形式：自觉互动与不

自觉互动。自觉互动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内生性制度产生制度

化的要求，自觉向外生性制度过渡。第二种：外生性制度主动对内

生性制度产生互动要求，如政策和法律对内生性制度的作用。不自

觉互动则是指由于内生性制度或外生性制度的先期存在，它们彼此

构成制度环境，形成制度的关联与互补，这种制度的关联与互补有

时对整体的制度安排是帕累托改进的，有时则是效率递减的。

第一节　制度化：内生性制度
向外生性制度的过渡

　　根据门格尔、哈耶克制度演进理性主义理路，习俗、惯例和规
则等内生性制度会向法律规则（正式制度）演进，其演进过程就是

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关于这一点，侧重于人为设计制度的康芒

斯、诺斯等人也并不否认这一事实。

康芒斯在其交易、组织和运行规则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了运行

规则的两个来源：第一个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或其他绝对命令，

或者是“立法机关有意识的决定”。第二个是习俗、惯例以及法院

在解决争议时所作的裁决。并且，大量的运行规则来自后者。康

芒斯讨论了法院对习俗、惯例接纳的情形。他认为，如果某一种规

则、惯例或习俗存在的争议交给法院处理，法院将会依据它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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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标准、公共目的标准和合理性标准来测定哪些惯例是“好的”，

而哪些是“不好的”，“好的”惯例将被其接纳，获得法律的认可，成

为国家的习惯法。康芒斯认为，正是通过该习惯法的决策过程，集

体行为才“接受⋯⋯商业或劳工习俗，并实施或限制个人行为，而

不论在法院看来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公众利益及个人权利”。

同时，康芒斯还认为，某个特殊组织的惯例也可能成为整个国

家的习惯法。他分析了美国的工会制度，他认为，市场的扩张往往

改变和增加了劳工所面临的竞争挑战，工人出现了组织和再组织

的新要求。在对这些新要求的回应中，组织不断建立起新的惯例，

而这些新惯例则成为了影响习惯法或影响政府立法或调控的司法

裁决的基础。

然而，内生性制度为什么会产生制度化过程？

波斯纳在其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认为，习惯法倾向于产

生有经济效率的解决方案。其原因，一是习惯法中的判例在约束

法官的裁决上起了重要作用。二是法官的判决是法官对公共物品

的（意识形态上的）信念的结果。

同时，波斯纳还认为，“立法机关拥有强有力的财富再分配工

具，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劳动分工就是使立法部门集中处理利益集

团的财富再分配要求，而司法部门集中关注基础更为广泛的社会

要求，即以有效率的规则来保护安全、产权和交易”。相对而言，尚

未制度化的内生性制度其权威性远不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尽

管在内生性制度的遵从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触发抉择”，对违反规

则者进行受罚，但是，这种“触发抉择”也是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选

择，而非强制性的，这对于内生性制度的效率而言，是大打折扣的。

对于制度本身而言，其产生于资源稀缺所造成的利益困境。私人

暴力解决资源稀缺的方法之所以被制度所替代，正是因为制度可

以更经济地解决资源稀缺的争端。因此，追求效率应当是制度的

本原要求。从这一点来看，内生性制度具有向正式制度演进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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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劲的资源配置手段的要求。这一点在英美普通法（判例法）的

演进过程表现得尤为明显。

同时在一些国家，除法律手段之外，经济与行政手段也是其资

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因此，内生性制度在其追求制度效率的总目

标要求下，它也会自然追求在国家经济与行政手段的纳入，即要求

国家政策的接纳或承认。

因此，从这里来理解内生性制度制度化的含义，可以发现，内

生性制度的制度化既包括了从习俗、惯例和规则向法律制度过渡，

同时它还包括被国家政策所承认和包含的过程。

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初期演进过程是隐性的，如组织惯例就

往往发生在组织内部。当组织趋于扩大而惯例趋于稳定时，这个

惯例的演进就开始显性化了。如一些著名的企业内部规则在企业

成为世界著名企业之后往往成为许多发展中企业模仿或遵从的企

业规则。

在内生性制度显性化的过程中，内生性制度的附着体———社

群、企业或组织本身的绩效是其显性化的内在的推动力，还有两种

重要的力量是其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力。其一，组织或个人。有一

定影响力的组织与个人对某一项内生性制度的推崇可以使一些不

为社会关注的内生性制度脱颖而出，从而为社会所关注。而这些

有影响力的组织与个人对这些内生性制度的推崇目的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为了在社会上推广此内生性制度，使其效率扩展。第二

种是为了引起国家立法和政策的注意，推动其制度化。无论二者

中的哪一种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目的：引起社会的重视。其二，媒

体。媒体也是内生性制度显性化的外在推动力。媒体的报道往往

使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内生性制度路人皆知，其在使内生性制度获

得社会承认方面具有独特的威力。而获得社会承认往往是内生性

制度进入国家法律和政策轨道的必经过程，这对内生性制度的制

度化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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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的内生性制度都会实现制度化，正如康芒斯所

说的“好的”与“不好的”的惯例会在制度化过程中得到甄别，而这

种好与不好的标准以现代经济的眼光来看应当是其资源配置效率

的高低。如一些并不对资源配置发生直接作用的习俗、惯例和规

则就不会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而进入道德、伦理和礼仪的范畴，

仍然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然而，一些对资源配置起阻碍作用

的惯例则不可能进入制度化。如速水在东南亚某些地区所发现的

大多数农民之间产量抑制行为的惯例就是一种阻碍资源配置的惯

例，它就不可能进入制度化的轨道。

在现代社会，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进程加快了。原因之一是，

市场范围的巨大扩张和人们交易、交换活动的频率加速，使得习俗

和惯例在普通法运作机制中变为判例法中先例的速率加快。原因

之二是，随着信息时代来临和网络经济的形成，在当代世界经济一

体化进程中人的理性计算的成分与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因而使得

市场中的习俗和惯例向法律规则过渡与转变的进程也越来越短，

随之正式法律、法规所调控着的人类生活的范围也越来越大①。

第二节　制度效率的增进与递减：内生性
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互动

　　几乎所有制度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内生性制度与人为设计性
（外生性）制度的存在。但是，对于二者的关系，不同的经济学家有

不同的看法。

哈耶克是内生性制度的主张者，尽管有时候他也表示自发演

进未必导致有利的后果，但他仍然认为外生性制度具有天然的缺

陷。他说：“如果‘社会过程’是指产生比审慎设计更好的解决方案

① 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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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步演进，那么那种将大多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少数人的做法就

不太能作如是观了。后者根本不同于习俗和制度得以生成的自由

发展进程，因为它的强制性、垄断性以及排他性破坏了自我矫正

力，而在自由社会抛弃错误、弘扬成功的正是这些自我矫正力。”①

因此，他反对制度的人为设计。在他那里自然也就不存在内生性

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互动。

肖特主张将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分开处理。他将内生性

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产生归结为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由此，他针对不同的问题，将社会制度作了一个分类，明

确提出了内生性制度和外生性制度应当分别解决问题。并且，还

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分别针对不同的制度研究范围。

表３ １　社会制度的分类

问题的类型
创　生　的　方　法

有 机 孳 生 人 为 设 计

协调问题 　由博弈论研究
　 谈 判 问 题———博 弈 论 不
研究

囚徒困境问题 　由博弈论研究
　有约束力的和显性的契约
的创生———博弈论不研究

不平等问题
　博弈论不研究（属
于 协 调 制 度 的 一

部分）

　由国家或某种强制力执行
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博

弈论不研究

合作博弈问题 　博弈论研究
　 计 划 问 题———博 弈 论 不
研究

　　肖特的社会制度分类为我们分别提高对内生性制度及外生性
制度的特性、适用范围及二者之间的互动非常有帮助。依据肖特

① 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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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类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在

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方面做了非常多工作，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

为了应对市场失灵的出现。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内生性制度与外生

性制度的朴素关系：即当在市场经济范围自我演进的内生性制度出

现制度效率问题时，就必然会催生更多的人为设计的外生性制度。

然而，外生性制度对原有的内生性制度并非是排斥的。在诺

斯关于制度的三大理论基石中，意识形态（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

的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纳入了一个理论框架。尽管在诺斯的新古

典框架中，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

而意识形态也被认为是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功能必须将国家理论

和产权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理论。诺斯认为，产权理论可以对人类

力图降低交易费用和组织交换的经济组织形式作出解释，但是，国

家界定产权结构，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

结构效率负责，产权的出现也往往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

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因而国家理论是

根本性的，它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 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

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然而，这显然是不

完整的。遵从规则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在对个人的最大化行为

缺乏某种制约的情况下，任何规则的执行都将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无

法存在。因而，需花费大量的投资去使人们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

性，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理论一定要与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①。

在诺斯那里，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互动表现为意识形

态为国家和产权提供辅助性的交易成本节约机制。并且，诺斯还

提到了意识形态对国家与产权的适应性。他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

应当是灵活的，即适应国家和产权变化的。同时，在外生性制度的

制度化过程中，诺斯认为，在主体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要对制度做

①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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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件工作：１ 以规则和条令形式建立一套行为约束机制。２ 设

计一套发现违反和保证遵守规则和条令的程序。３ 明确一套能

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与伦理行为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内生性制

度也必须与外生性制度同时制度化，即对其确认，使其得到社会承

认，为公众所遵从。

在诺斯后期，内生性制度在其理论中的分量加重了。他反复

提到，制度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混合体。而且，在经济体

制改革过程中，光对正式规则进行调节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与之

相适应的非正式规则的环境。为此，他提到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

则的“互动”。他认为，必须从（制度）演进的那一时刻起，对正式与

非正式制度的演进、在一定的知识储备下它们是如何互动，在人口

统计性质发生变动时它们又是如何互动，以及这三者如何影响政

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演进等有一个充分的了解①。

青木昌彦比诺斯又进了一步，他将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

的互动完全融为一体。他认为外生性制度是博弈的外生性规则，

它作为一种外生性约束对内生性制度的形成和演进过程起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任何一种内生性制度的形成都是与外生性制度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如表：

表３ ２

制 度 类 型
参数性数据

（博弈的外生规则）
内生性变量

内生于参与人（微观） 　（Ａ）行动的固定集合 　（Ｓ）惰性模仿和变异

外生性约束（宏观）
　（ＣＯ）从观察中获得
的关于策略适合性的

知识

　（Ｅ）来自有限记忆的
推断（静态预期）

① 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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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木昌彦的上述进化博弈结构的科斯盒子中，青木昌彦认

为，制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自主性制度，这种制度是自主

产生的，它在博弈的外生规则下进行着自组织并发生制度化。第

二种诱发性制度，这种制度是精心设计的改变博弈形式的产物。

增加一个拥有独特行动决策集合（如法律惩罚手段）和偏好序的参

与者（组织），或改变立法者的法律都可以改变博弈的形式并诱导

出诱发性制度。青木昌彦所指的诱发性制度实际上就是指外生性

制度，但他所指的诱发性制度更具有现实性合理性，因为绝大多数

外生性制度都是通过法律和博弈参与者的改变而形成的制度，凭

空想象的制度是很少的。

在青木昌彦那里，制度必须是作为博弈的均衡结果来维持的，

而“制定的”法律只规定了诱发均衡的博弈外在规则（后果函数）的

一个参数，不论这种诱发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因此，颁布一项

“制订的”法律本身不能看作是制度化，而只能将其看成是增加了

一种博弈的外生规则。真正的制度都是内生的，它在外生博弈规

则以及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的预期下会演进成一部与外生性制度

相仿的制度，同时也可能会演进为另一部出乎制度设计者意料的

制度。如一部禁止毒品走私的法律颁布了，如果执法人员时常接

受贩毒者的贿赂，一种腐败的制度也就会诱发出来。因此，在青木

昌彦那里，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是与外生性制度的互动融合在一

起的。而且，自主性制度和诱发性制度的区分并不那么一目了然。

青木昌彦甚至认为，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一种纯粹的自主性制度，因

为很难想象一种博弈情形，其中所有的规则对于域的参与人来说

都是技术性的和外生性的。即使惯例和规范的演化也主要发生在

业已存在既定法律的域中。因此，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互

动往往就是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过程。为了内生的非正式规则的

含义确切无疑地被人们理解，甚至改进其实施效果，非正式规则有

必要成文化和精确化。比如，以前流行的实践在成为人们信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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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的聚焦点之后进而演进成政治家和立法者设立的政策。

青木昌彦认为，博弈内生性的制度一旦确立，不论其是自主性

的（内生的）还是（外生性制度）诱导的，在与既定法律和新环境的

互动作用下，都将成为进一步制度化的基础。而且，这个过程可以

螺旋式无限进行下去。因此，内生性制度的制度化过程是一个累

积性和长期性的过程。

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自觉与不自觉的互动，一方面是人

为的，另一方面是非人为的。无论人为和非人为的，其互动的最终

结果都会对整体的制度安排造成效率影响。当然，作为效率的追

求者，人们总是希望得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内生性制度与外生

性制度的自觉互动要求中，人们总是寄予了最优效率的希望。而

对于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不自觉互动，人们也总是先期考

虑外生性制度的效率，以利于其在与内生性制度不自觉互动中形

成良好的整体效率。然而，由于制度的关联性与互补性，后者往往

是不可控的。

同样，自觉的互动也并不能都达到理想的效果。比如，内生性

制度的制度化与外生性制度的实施可以产生以下五种制度效果：

１．它帮助个体参与人节省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２．它又对

个体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使得参与人的决策过程被制度引向

某种特定的方向，而放弃了许多理论上可能的其他方向。３．它的

分配后果隐含了按能力赋值的程式化，正如诺思所言的“不同的制

度规则为意会的知识带来不同的激励”，制度化与政策法律实施将

强化这种按能力赋值的差距，并鼓励某种能力类型发展，导致其他

能力类型价值的降低。４．制度化和政策法律实施的结果可能会

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会阻滞经济的发展。如“好的”与“不好

的”制度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同效果。５．制度化后的外生性制度

构成了经济其他域的制度环境，进而会影响后果函数的参数环境，

构成了经济不同域的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这种关联与互补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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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体制度效果是不确定的，而且，它还增强了现有制度的耐久

性，增加了制度创新的难度。

仔细分析上述可能影响制度效率的原因，其原因有二：其一，

制度本身的优劣，即“好的”与“不好的”制度。其二，制度之间的关

联与互补构成的制度环境。对于第一点而言，讨论是复杂的。

“好”与“不好”涉及制度立意是否优劣与实施效果是否令人满意两

个方面。而制度的立意又包括制度的立意是否有利于部分人还是

绝大多数人两个方面。对外生性制度而言，对制度立意的讨论已

经进入政治学的讨论范畴。而关于制度的实施效果，它一方面包

括制度的立意本身和制度的实施内容及方式设计，另一方面也包

括它与制度环境的互动情况。制度的实施内容与方式是否设计得

合理也最终决定了它与制度环境的关联形式。因此，对我们的内

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互动讨论而言，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的

讨论是重要的，它是影响制度效率的重要因素。这个结论同样适

合内生性制度。因为内生性制度并不存在人为设计，显然，它的立

意是符合制度博弈者需要的，其制度的表现形式也是功能主义的，

而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影响了其制度博弈均衡，增进或递减了

最终的整体性制度效率。因此，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是我们把

握内生性制度演进逻辑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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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就业制度安排

及效率影响因素



第四章

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的

内生及其演进

　　选择农民工就业制度作为内生性制度分析的对象，其前提是

它应当是我们关注的内生性制度。因此，本章将从农民工就业制

度的起源和演进两个方面对其内生性进行确认，并厘清它在内生

与演进过程中与外生性制度的关系。而且，第二章“内生性制度的

特征”为我们理解和确认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内生性提供了一般意

义上的认识基础或检验标准，第三章“内生性制度与外生性制度的

互动”为我们了解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在起源与演进过程中与

外生性制度的互动过程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第一节　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
安排起源的内生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

动力向工业及新兴部门转移的趋势。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间，约１．３亿

农民转移到各类乡镇企业及其他一些非农部门。１９８９年初以来，

大规模的跨区转移趋势出现。据不同的研究估计，９０年代中期，

农村年流动规模在２５００—８０００万人之间①，并且，这股异地转移

① 刘豪兴：《“民工潮”的发展趋势初探》，《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５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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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浪潮一直持续至今，被人们称为“民工潮”。

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出现伊始，中国经济学即关

注到了这一经济学现象，并开始了追踪研究。在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动因的研究中，大量的文献都已经确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的动因与托达罗（Ｔｏｄａｒｏ）的绝对收入差距假说理论的一致性：农
民的转移行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乡之间存在的预期收入差

距的反应。但是，近两年在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近２０年转移轨
迹的观察中，蔡昉、赵耀辉等人发现，现实的转移轨迹与托达罗绝

对收入差距假说存在一些不相符合之处：其一，西部地区与东部

地区收入差距最大，但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规模却远远小

于中部地区。其二，具有最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者优先选

择的转移领域是农村的非农产业，而不是异地转移；同时最具转移

动机的家庭却不是最贫困的农户①。

为此，蔡昉等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适应另一个解

释框架：伊斯特林的相对贫困假说。该假说认为，农村剩余劳动

力是否迁移，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

还决定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迁移之后按照接收

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②。蔡昉等人运用调查数据

检验了相对贫困假说，并说明在贫困地区当相对贫困达到一定程

度时，人们往往失去了迁移的能力，由此解释了西部地区迁移规模

小于中部地区的原因。同时，该模型还说明绝对收入是迁移的必

要条件。当绝对收入增加到一定水平时，人们更倾向于留在居住

地就业。

同时，蔡昉等人还指出，由于相对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因此

是否决定迁移，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不同参照系的心理感受。

①
②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中国

人口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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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迁移后在城市中仍然感受到相对贫困，他们就会考虑重

新迁移或回迁。然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往往不把城市人

口当做自己的参照群体，因此他们没有感受到相对贫困，即使他们

的相对收入在城市中变得更低，这种相对收入也不会构成他们再

度迁移的动机。但是，当他们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并远离原有的农

村生活环境，他们的参照群体也会逐步改变。一旦他们将城市人

口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就会感受到更为强烈的相对贫困，于是再

度迁移或回迁将会成为他们的行为选择①。

尽管相对贫困假说很好地解释了绝对收入假说所遇到的两个

解释障碍，但它本身也仍然遇到了两个解释障碍：其一，如上所

述，相对贫困假说认为，一旦农民工将城市人口作为自己的参照群

体，就会感受到强烈的相对贫困感，就可能会产生重新迁移决策。

事实上，依照相对贫困假说，在目前的政策和经济环境下这种重新

的迁移决策几乎是不可能的。１９９９年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普
查表明，一半农民工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超过１／４的农民工居住在
工地的工棚、市场摊位以及工厂的宿舍，这种居住环境决定了他们

难以与城市的主流生活融为一体。而且，他们平均每年回乡１．６６
次，与家乡的生活环境保持着联系而不能远离原有的农村生活环

境和原有的社会关系。朱宝树对上海流动人口长期滞留生命表研

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中居留的时间越长，其居留倾向越

强烈②。但是，作为边缘群体的农民工（近一半人居住在市区）他

们不可能一点也感受不到自己与城市人口之间的相对贫困，但是

他们却还有如此强烈的居留倾向。其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实践已经进行了近２０年，２０年来，依年龄段划分，几乎是两代农
村剩余劳动力参与了转移实践。见下表：

①

②

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中国

人口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朱宝树：《上海市流入人口滞留态势分析》，《中国人口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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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　分年龄组农民工比重（％）

年 龄 组

（岁）

１９９３年上海市第
五次流动人口

抽样调查

１９９７年上海市
第六次流动人口

抽样调查

２００２年上海市流
动人口抽样调查

１５—１９ １０．１ ７．２ ８．２

２０—２４ ２２．６ １９．４ １９．５

２５—２９ １９．４ ２３．０ １８．５

３０—３４ １１．７ １７．５ １７．７

３５—３９ ８．９ ７．５ ９．６

　　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所处的年龄段也在向前推移，更低层次

的年龄段由新农民工所填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绝对收

入和相对收入的差距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的迁移决策，他们的转

移轨迹符合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贫困假说理论。而对于第二代农

民工（其占农民工比重高达３１％①）来说，许多人是出校门进城市，

几乎没有经过农业生产的历练，因此也没有更多的生活机会去体

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所带来的相对贫困感，然而，他们的迁移

要求却比第一代农民工强得多（上海市历次流动人口调查表明，

１８—２４岁青年比重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２年该比重高达３４．３％）。

显然，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下，对早期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的现有研究框架遇

到了解释障碍。

从内生性制度的演进角度来观察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情况则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解释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之后的从业状态有许多种，从事农民

工职业是其中的一项。但是，无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从事何

①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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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职业，转移是其新就业的起始点，发生了转移，就意味着农民新

职业的开始。对农民工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农民工就业制度的

起源实际上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决策的选择起点。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制度分析理论，我们可以构造

博弈模型对农民工的转移决策进行模拟。

显然，最初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动因来自于经济收入差距

的直接激励，然而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

践，它就会朝着惯例和制度的方向演进。根据内生性制度分析理

论，新制度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外界环境的冲击即外生博

弈规则的改变。其二，内生的重复博弈的结果累积。对于农村而

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从农民就业的角度来看，这场改革大大改善了农民就业的

选择性。农民第一次可以根据自己的福利水平及其预期选择自己

所要从事的职业。因此，在一个农村社区，在中共中央已经营造了

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适当转移的外生性博弈规则时，并且，在这个

社区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农民转移事实时，相对于原有的农业生产

就业制度的均衡状态，有可能出现以下弈局：

　

农民Ｂ 农业

转移

　

农民Ａ

农业 转移

１，１ １，２

２，１ ２，２

图４ １

假设，相对于农民Ａ和农民Ｂ来说，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都

是１个单位，转移出去当农民工的收益都是２个单位（绝对收入假
说既定了转移收入大于农业生产收入，否则转移不会发生）。如果

农民Ａ和农民Ｂ都从事农业生产，那么他们的收益都是１个单

位，如果农民Ａ从事农业生产而农民Ｂ转移，则农民Ｂ的收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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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民Ａ１个单位，如果农民Ａ转移而农民Ｂ从事农业生产，则

农民Ａ的收益大于农民Ｂ１个单位，如果两人都转移出去，则两

人的收益都是２个单位。其纳什均衡解是（１，１）和（２，２），根据帕

累托最优原则，占优的纳什均衡点是（２，２），即两个人都转移出

去。这个状态是一种稳定状态，博弈参与人任何偏离这个状态的

行动都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同时，这个弈局也验证了相对贫困假说，如果 Ａ转移Ｂ不转

移或Ａ不转移Ｂ转移都会形成相对贫困感，都会造成相对贫困者

转移出去的结局。因此，无论Ａ或Ｂ一方的转移对另一方来说都

是不稳定的，必然导致最后结果：Ａ或Ｂ均转移出去。

内生博弈规则认为，制度是内生的，它是博弈参与人持续不断

的策略互动产物，它同时又是稳定地独立于个体参与人的行动选

择。从这个定义来理解上述弈局，当上述弈局反复发生时，农民Ａ
和农民Ｂ始终选择转移，那么转移行为选择就固定下来，成为一

种惯例。扬认为，当这个惯例驻存的时间越长，遵从它的人就越

多，而人们遵从它的时间越长，遵从它的人就越多，它也就越稳定，

驻存的时间也就越长，出现了“吸同状态”，最后它将被制度化，也

就形成了农民工就业的起点即起源。

根据上述弈局的分析，内生性的农民工就业制度的起源有如

下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外生性制度改变的情况下产生的。在

一个博弈弈局当中，只有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伴随着内在均

衡结果对博弈客观结构产生了累积的影响时，才会出现博弈者活

性策略集合扩大的情况。当临界规模的参与人的预期和欲望之间

存在着较大差别时，就出现了主观的非均衡状态，出现新的策略选

择。从这个意义来看，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行为是独立的，

最后的均衡结果是内生的，但是最终制度的形成首先还必须强调

外界环境的变化对博弈结构的冲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及８０年代

初中国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内生性农民就业体制变迁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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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的触发条件。

第二，它是内在均衡结果对博弈客观结构所产生的累积性影

响。内生的均衡结果的累积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采用新

策略选择规则的实验已经在某一人群中发生了，这些规则与传统、

习俗、惯例以及制度约束并不相一致。在同一农村社区已经出现

了一些农民的转移行为，它与农民在农业就业的历史及城乡二元

分割的机制有了很大的反差。其二，重复博弈的累积的结果已经

在财产的分配、权力的配置和社会分工等方面产生了悬殊的差别，

这被在该领域中的临界规模的参与人认为是不公正或不平等，通

过一段时间的转移实践，农民的务工收入已占据其收入的首要地

位，而且农村内部已经出现了收入差距，外出务工者的收入在其他

未转移的农民心理上产生了相对贫困感。其三，重复博弈的进行

已经导致参与人竞争力的积累，而这些积累在现有的规则框架内

（即转移与不转移的行动选择）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农民必须

对自己进行的多次转移行动选择付诸于实践了。

第二节　内生性农民工就业
制度安排的演进性

　　与习俗性产权制度不同，内生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

是一种约束性的规则，而是一种浓缩信息的载体。利用它、遵守它

可以获得帕累托福利最优或是帕累托福利改进，而放弃它则不能

有任何福利改进，相反则增加了相对贫困感。它出现的时间越长，

遵从它的人越多。同时，人们遵从它的时间越长，遵从它的人越

多，这种“吸同状态”实际上具备了一种自组织功能，它型构了一种

类似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这个自发秩序是真实的，并且是一种共

同知识，偏离这个共同知识的策略会使得自己在博弈的收益 支付

矩阵中的状况变得更糟糕，因而在完全理性的情况下，所有成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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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遵守这个规则，而且他们也会预期他人也会遵守这个规则。正

因为如此，在农村中外出务工成为一种惯例，一种隐含的制度，不

遵守这个规则则意味着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务工才是正常的。在

这个现象后面，最初进行转移选择时的绝对收入和相对贫困的概

念被淡化了，而规则的遵从成为了第一位。

在对规则的遵从过程中，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情

况是不一致的。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说，转移规则处于早期，其预示

的浓缩信息还不够强烈。因此，在遵从规则的同时，他们还会过多

地考虑风险因素。风险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务工中出现的

就业机会及生活保障风险。第二方面，离家后农业生产的经营风

险。因此，在其博弈的收益 支付矩阵中他们需要考虑扰动因子

ε，而ε越大，农民工的转移行动选择就越受其影响。ε越小，表明
农民承受的务工风险越小，其转移行动越坚定。

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逐渐完

善，ε的值正在逐渐衰减，对第二代农民工转移决策产生的作用也
在衰减。因而，其对风险因素的关注程度要小于第一代农民工。

然而，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青春勃发的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

生活有着更强烈的向往，并且，他们对务工收入的预期要高于上一

代人，因此，在他们的博弈收益 支付矩阵中，时间贴现因子δ的作
用要远远大于第一代农民工。同时，由于时间贴现因子δ的作用，

并且ε值较小，则第二代农民工对转移行动的选择的概率要大大
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因此，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发生不转移偏离

的泽尔腾“颤抖的手”出现的概率也要大大小于第一代农民工。为

此，从农民工就业惯例而言，遵从规则的概率也要大得多了。因

而，它也就更为制度化。

然而，即使内生性的农民工就业制度已经形成，但是，它并不

具有天生的稳固性，外界的冲击（如外界环境变化引起的扰动因子

ε和时间贴现因子δ的变化）都会造成制度的变形和破坏。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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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制度的关联和互补，使得制度具备了

抗击外界微小的干扰并保持其坚固的耐久性能力。而这个耐久性

表现在农民工的回迁或是迁移决策的改变概率越来越小，其城市

居留倾向越来越强烈。

土地对农民工来说，并非是一种生存资源，但是在现有的二元

资源配置体系下却是他们的社会保障资源。对农民工来说，失去了

土地，则意味着失去了一种隐性的社会保障。从下列数据中可以看

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土地基本上是由家庭成员耕种土地，而这

些家庭成员基本上是老人和妇女。在失去土地承包权这样一个理

论假设前提下，接近半数的农民工还是决定留在外地继续务工。

表４ ２　农民工家乡土地耕种情况（％）

土地耕种情况 北　　京 无　　锡 珠　　海

由家庭其他成员耕种 ７７．０ ７２．０ ７０．０

出租或雇人耕种 ８．０ ６．０ ７．０

村集体耕种 １．０ ２．０ １．０

土地搁荒 １．０ ０．０ ２．０

没有土地 １３．０ ２０．０ ２１．０

　　资料来源：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

表４ ３　农民工在失去土地承包权前提下的就业选择（％）

假定失去土地承

包权，农民工回

乡务农的选择

北　　京 无　　锡 珠　　海

继续在外地务工 ５１．０ ４９．０ ４４．０

回家务农 ２３．０ １９．０ １５．０

不确定 １３．０ １３．０ ２０．０

没有土地 １３．０ ２０．０ ２１．０

　　资料来源：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



８４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其中，对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外出打工后形成的家庭消费模

式和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其外出务工后形成的个人消费模式与内

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出现了制度关联，增强了内生性农民工就业

制度的耐久性，从而增强了农民工的城市居留倾向。

首先，第一代农民工务工的动因就是为了改变家庭收入，因

此，将务工收入寄回家乡已经形成了惯例，而这个惯例改变了家庭

原有的收入结构。

表４ ４　农民工往家乡汇款情况（１９９９年）

汇款数（元） 百分比（％） 汇款数（元） 百分比（％）

０ ２９．７ ２５００—４９９９ １６．７

１００—９９９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１１．２

１０００—２４９９ 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上 ８．６

　　资料来源：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
４期。

据李强分析，农民工给家庭的汇款对农村家庭收入影响的回

归系数达到０．３９７。由此说明了农民工汇款对农村家庭收入具有

的重要影响作用。据统计，１９９４年农民工外出收入占外出户家庭

总收入的比重，四川省为４３．３％，安徽省为３８．６％。收入结构的

变化拉动了消费结构的改变，它使得许多贫困家庭对必要的生活

必需品的消费克制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比如，建房、日常开支、购

买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医疗、子女受教育等①。这样一种放松必

然意味着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因为对于医疗、受教育等这些必需的

消费品而言，其消费是连续的。斯达克和卢卡斯认为，“汇款行为

是迁移农民与其家庭之间的自我约束的、合作的、契约性安排的一

① 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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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或一项条款”。“在某一时点，一方的净收益可能为零，甚至是

负值；但在接下来的某一时点，他可能是完完全全的受益者，对方

则可能是净收益为零，甚至是负值。换句话说，由于这种契约关系

天然地具有长期性，契约的每一方都面临着一个时间收益的问

题。”①正因为如此，农民工不会轻易地放弃外出务工机会，回到家

乡去。

第二代农民工也必须面临着上述契约，但是，相对于第一代农

民工而言，这个契约对其的约束要小一点。其主要的原因是他们

大多数还没有自己的家庭，这种契约主要是面对父母亲的。因而，

从农民工年龄与农民工汇款回归系数０．６０８来看，年龄越大的农

民工汇款越多，而年龄越小的农民工汇款的热情越小。第二代农

民工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投入了城市中的消费。据冯桂林的调

查，这种消费是最低限度的，节省的②，但这是相对于其在农村的

消费模式而言，仍然有一个较大的改变。新的消费模式对第二代

农民工也构成了一种制度关联，它意味着第二代农民工如果放弃

外出打工就要在两种消费模式中选择，这无形中增加了第二代农

民工就业制度的耐久性。

第三节　引发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
内生的外生性制度

　　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内生与演进是与外生性农民工就业

制度（政策）紧密相连的。

第一，外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政策）推动了内生性农民工就

①

②

ＢｅｒｎａｒｄＰｏｉｒｉｎ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ＡｓＡｎ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ＦａｍｉｌｙＬｏａ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７）２５：５８９．

冯桂林、李淋：《我国当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

研讨会论文，１９９６年６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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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制度的起源与演进。外生性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彻底

改变了农村经济原有的制度环境。根据青木昌彦的理论，大规模

的制度创新会使新的内生性制度产生，因为它改变了外生的博弈

规则。在农民工就业制度的起源过程中，首先，联产承包责任制关

于土地使用均等化及土地交易的障碍所产生的农业集约化经营困

难将制度博弈引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次，联产承包责

任制在生产功能不明显的情况下却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保障和抵御

风险的倾向，它使得这个博弈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再次，大规模

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诸多农民工可以进入的劳动力市场，

这使得农民工就业制度不必改变制度弈局，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第二，城市暂住人口登记制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登记等外生

性制度从制度层面承认了内生性农民工城市就业行为，为内生性

农民工就业制度的演进创造了条件。尽管这些制度增加了农民工

的就业成本，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民工的就业。但是，由

于正式制度对农民工就业行为的承认，使得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

度首次与外生性正式制度发生了对接，使得这些登记制度变成了

农民工就业制度演进博弈的外生规则。同时这种对接也为后续的

外生性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创造了条件：由于暂住和计划

生育登记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建档的成本降低了。

第三，正在进行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

的演进也将有一个推动作用。苏黛瑞指出，城市对外地劳动力的

需求程度，以及城市职工自身就业的保障程度，决定了户籍制度的

改革进程。由于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形势的周期性松或紧，改变了

短期内的政府政策和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接受程度①。原有按户

籍管理的制度具有城乡分割功能，它首先将城乡分割成两部分，然

① 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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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城乡身份进行城乡不同的社会福利分配，并且，城市的社会福

利水平大大高于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其城乡分

割作用，让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能享受到城市居民同样

的社会福利待遇。在江浙一些地区已经实行了部分户籍制度改

革，这种制度创新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而言，将会给予其制度

博弈收益 支付矩阵中的收益赋予更高的值，将推动博弈向稳定的

农民工就业制度演进。

第四，某些外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政策）形成了内生性农民

工就业制度演进的扰动因素。如为了保证城市居民的就业，一些

城市颁布了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政策。事实上，这些政策并不能阻

止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演进。对于制度博弈而言，所有相关

的外生性制度都构成博弈的外生性规则。在一组外生性规则中，

一项规则的改变，而且当其他制度的组合效率高于这一项规则时，

并不会影响博弈的进行，只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博弈进行的方

向。在上述多项对内生性制度演进具有推进作用的外生性制度

中，一项或两项与之相背的制度并不会完全改变制度博弈的方向。

然而，其对制度博弈的扰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其关键性的作

用就是使内生性制度改变直接向制度化演进的方向，呈现出一种

扭曲的演进轨迹。例如，由于城市的就业限制，农民工就业则会更

多地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就业，而不是在进入城市后顺利地

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市场需求还需通过社会关系这个中介，这对

于劳动力配置而言增加了交易费用。其次，它使得那些缺乏社会

关系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城市中来。

同时，现有的户籍制度也是一项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制度

化造成阻碍的制度。由于它不能与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对接并

发生互动，使得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只能在就业的自组织上发

挥作用，却不能在农民工就业之后进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分

配，从而使得这项制度成为有作用而效率却不高的制度。



第五章

农民工市场进入、就业组织与

整体性就业制度安排

　　第二章“内生性制度的特征”告诉我们，制度并不是单纯

的，由于制度的关联与互补，制度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整体性

的制度安排。同时，不同的组织和社区具有不同的制度环

境。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同一种制度由于不同的制度关联

与互补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博弈均衡，形成了制度的多样性。

农民工就业制度并非是一项单纯的制度，它是由一系列关联

与互补的制度构成的整体性制度安排。农民工的市场引入

制度一方面决定了农民工就业组织选择的狭窄性，另一方面

决定了农民工就业组织的多样性。不同的就业制度环境导

致了不同的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通过对整体性农民工就

业制度安排与常规整体性就业制度安排比较发现，整体性农

民工就业制度比常规整体性就业制度安排增加了两个扩展

部分，这两个扩展部分正是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在非正规

渠道寻求正规就业制度效果的结果，它们是一系列内生或外

生的并发生关联和互补的制度群。

第一节　农民工市场引入制度安排

已有的研究告诉我们，由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存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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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就业并非完全市场化①，农民工不能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或

只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活动。张曙光、施贤文进一步的研

究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城市农民工市场，它是目前唯一的全国性

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农民可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务工

的成本收益分析确定务工的目标城市②。确实如此，农民工可以

选择进入任何一个城市或工业化村镇就业。但是，农民工的选择

并不是自由的，他们受制于其市场引入制度。这个制度并非是劳

动力市场的中介制度，而是一种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

这个惯例并非中国农民工首创，在美国和东南亚等国家，研究

者们都发现了这种惯例对现有正式的劳动力就业制度的补充作

用。格兰诺维特１９７４年在考察了波士顿牛顿城３００名白领就业

者后发现，求职者就业机会的获得与其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具

有相关性。同时，林南１９７５年通过对纽约州北部奥尔巴尼———特

洛伊———斯堪耐特迪大都会地区３９９位２１—６４岁男性普通劳动

力的抽样调查发现，无论是在寻求首次还是目前的工作，均有半数

以上的被访者通过社会关系来获得帮助。边燕杰１９８８年在天津

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在９４８名在业被访者中，４５％以上的人是通过

社会关系获得了第一份工作。１９９７年边燕杰和宋·安在另一项

关于中国和新加坡职业流动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虽然这两个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体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两国的多数求职者更经常地通

过社会关系获得新工作。由此所见，这几项研究都具有了一个共同

的结论：那就是，社会关系在就业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当然这种作

用是有差异的。其中，美国求职者主要是通过弱关系（如相识或工

①

②

见蔡昉的《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
期。李建民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张曙光、施贤文：《市场分割、资本深化和教育深化———关于就业问题的进一

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经济学卷２００３年第２卷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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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而不是通过强关系（如亲属和朋友）获得帮助，而且，他们从

中获得的是就业信息而不是就业影响。而中国和新加坡的求职者

主要是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就业影响而非就业信息。

在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是依赖于亲缘和地缘介绍惯

例，多项调查表明了这一点。

表５ １　农村剩余劳动力初次转移方式（％）

外出方式
自　组　织 有　组　织 无组织 其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百分比 ３１．９ ２６．０ １７．７ ７．８ ３．９ １．９ ６．９ ３．９

合　计 ７５．６ １３．６ ６．９ ３．９

　　① 外地亲友帮助联系　　　　② 本地外出民工介绍
③ 跟随他人一道外出　 ④ 劳动服务组织介绍
⑤ 外来企业人员招工　 ⑥ 村集体组织外出
⑦ 无人帮助自己闯荡　 ⑧ 其他
资料来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组

织化特征》，《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表５ ２　找到目前工作的主要方式

方　　式 样　本　数 ％

无工作 １６３ ８．８

家乡组织介绍 ７１ ３．８

单位招工 ３３ １．８

职业介绍所介绍 ３７ ２．０

亲友同乡介绍 ７１０ ３８．４

自己找 ７４０ ４０．０

其他 ９４ ５．１

合计 １８４８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１９９９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流动人口调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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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两表看出，农民工就业不仅与亲缘关系有着很大相关

性，而且，其从家乡出来也主要是依靠亲缘或地缘关系的信息或帮

助。１９９９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还表明，农

民工独自来沪的占３９．２％，与亲属同来的占３３．０％，与其他人同

来的占２．６％。其中，来之前已经找到工作的占５１．８％。根据表

５ ２判断，这些工作主要是亲友同乡介绍的。

农民工社会关系介绍就业惯例与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社会关

系介绍惯例有着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发达的劳动力市场中，出现这个

惯例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情况（阿克诺

夫、斯宾塞等人对此已有研究），求职者需要通过社会关系中的弱关系

（相识或过去的工作关系）来弥补就业信息的不足。他们之所以使用

弱关系而不用强关系（亲属和朋友关系），是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只有那些在各方面与自己同质性较强的人才有可能与其建立起比较

密切的关系，而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与自己差别不大。而与自己关系

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与之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因此也就有可能提供

此人及其周围圈子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求职更有价值的信息。

农民工对于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的使用①则有两个原因。第

一，与美国劳动力市场一样，中国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

称情况。其信息不对称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业信息的不对称。

由于交通、通讯以及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机制等方面的缺陷，农村

剩余劳动力无法知晓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其二，企业对农村

剩余劳动力个人能力和品德信息不了解。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阿

克诺夫和斯宾塞等人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受教育水平来识别求职

者的能力信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的合同契约设计让劳动者进

行能力自选择。但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首

① 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分析》，经济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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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平均水平为初中文化程度）。其次，

大多数企业还不熟悉利用契约设计辨识劳动者信息的运作方法。而

且，对于低质的劳动力来说，契约设计的实现还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现象造成了亲缘和地缘介绍

惯例对劳动力市场中介制度的替代。据蔡昉、李建民等人的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独特的多重分隔现象。蔡昉认为，城乡二

元结构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并且，这个二元劳动力市场在实行

市场化改革２０余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已经从城乡之间扩展
到城市内部，即在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①。李

建民认为，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并不是二

元或多元结构，而是存在着多重分隔。它既有传统部门与现代部

门之间的分隔，也有制度性分隔。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

也可以进入正式部门，但难以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制度

限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被强制性地导入从属性劳动力市

场。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从属性劳动力市场变得十

分拥挤，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②。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

农民工不仅需要通过亲缘和地缘这种强社会关系获得就业信息，

还需要通过他们对企业施加影响以增强进入的竞争力。

亲缘与地缘介绍惯例的产生也适合于博弈模型：

　

农民工Ａ 介绍

不介绍

　

农民Ｂ

利用 自己闯

４，４ １，０

－１，０ －１，１

图５ １

①
②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李建民：《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

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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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农民工Ａ与农民Ｂ有亲缘或地缘关系，其中，农民Ｂ具

有中等的个人能力赋值。在这个博弈中，对于农民工 Ａ来说，有

两种行动选择：介绍或不介绍农民Ｂ务工。对于农民Ｂ来说，他

也有两种选择：利用Ａ的关系或是自己出去闯。农民工 Ａ如果

介绍农民Ｂ，他可能会获得两种租金：其一，农民Ｂ打工后会感谢

自己（精神上的）或是会利用他在打工时建立的关系为自己提供回

赠式的帮助（物质上的）。其二，社区或村庄里的亲友或乡亲会称

赞自己（精神上的）或是他们在自己离家后会对自己的家庭提供帮

助（物质上的）。反之，他不仅要承受上述福利损失同时还可能要

承受亲友和乡亲责备，即其收益为－１。相对于农民Ａ的策略选

择，农民Ｂ如果利用农民Ａ提供的帮助，他可以获得最大收益４，

而如果他自己闯不要农民Ａ的帮助，他可能会获得收益１，但是，

这时农民Ａ已经提供了帮助而他没有利用（即他不遵从亲缘和地

缘介绍惯例），那么，他将受到亲友或乡亲的责备和可能的非难，这

时，他的收益将从１减为０。而如果农民工Ａ不介绍农民Ｂ，让农民

Ｂ自己闯，那么农民Ｂ可能能获得自己的收益１。在上述博弈模型

中，只有（４，４）是纳什均衡，因此，最后的博弈结果是（介绍，利用）。

当然，在这个模型中，农民Ｂ的个人能力赋值对该收益 支付

矩阵影响很大。如果农民Ｂ的个人能力赋值很大，能力很强，那

么，他自己闯将会获得超过１的收益，如果其收益大于４（利用介

绍获得的收益），那么，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均衡，即农民Ｂ选择自

己闯，不需要农民工Ａ介绍，农民工Ａ也无从获得租金。这也就

是农民工就业的另一种形式了。

同时，在上述弈局中，农民工Ａ与农民Ｂ是有差异的，即按照

史密斯的演进稳定策略理论，他们俩具有不同的现象型行为。萨

格登发现，这样一种具有两个不同现象型行为的不对称弈局往往

最容易衍生出稳定的均衡。这种稳定均衡表明，农民工Ａ总是选

择介绍，而农民Ｂ总是选择利用，偏离这种演进稳定均衡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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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所得的支付总是比保持自己过去的策略选择要少，也即偏离

这种演进稳定均衡的任何一方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博弈双

方被锁入了一种事态，一种情形。青木昌彦的主观博弈模型理论

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同样的制度下，当参与人重复地使用同样的规

则来对环境状态进行推测，预期收益并选择行动，则参与人的主观

博弈模型被创造出来了，均衡将被维持着。在这种情况下，亲缘与

地缘介绍惯例也就形成了，它成为了一种被遵从的规则。遵从它

就是正常的，不遵从它就是不正常的。

而且，农民工不仅遵从亲缘和地缘的工作介绍，还要接受他们

自己的工作选择。比如，农民工跟随包工头的建筑队、装修队流

动，跟随着某人从此企业流动到另一个企业，从此地流动到彼地。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隔，先期到达城

市的农民工所能选择的工作信息范围也只能是他自己所能触及的

工作范围，因此，由他带出来的人也只能与他从事同一种职业，调

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①。这种情况也由此划分了农民工从事的

产业类型。比如，在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全村９０％以上的青壮

劳动力皆外出务工。２０年来，这些农民工只在两个地方的同一个

行业就业。一个是浙江的鸥江，另一个是深圳，而且都是眼镜生产

企业。并且，他们流动到深圳的原因是原先在浙江眼镜厂打工的

亲友和同乡到了与浙江眼镜厂有关系的深圳眼镜厂打工。同样，在

安徽安庆的王村，在村里出现了一个建筑包工头之后，又连续衍生

了好几个建筑包工头，之后，全村及相邻村庄的农民工都跟随这几

位包工头从事装修业。与此相同情况的还有，在北京从事服装生产

的浙江村以及从事垃圾回收的河南村等。同时，这种跟随性的流动

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力量，使得先期流动的农民

①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组织
化特征》，《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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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与跟随其流动的农民工及其还未转移的农民之间的博弈结构

中具有了更高的赋值，他们之间的差异越大，演进的策略越稳定。

当然，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并不是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唯一制度，一小部分农民工也利用了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

制度。显然，这种情况只在一小部分农民工身上发生，而且，它大

多发生在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身上。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

人力资本赋值，在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外围他们还能够找到一些适

合自己的劳动岗位。

从这个意义而言，尽管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替代了劳动力市

场中介制度，但是这种替代并非是高效率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

力市场中介制度具有组织配型功能，它可以根据人力资本的类型

进行劳动者就业组织的选配。按照青木昌彦的理论，人力资本和

组织结构类型之间必须存在耦合关系。在他看来，拥有个人型技

能的劳动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两个产业中流动，而拥有背景型

取向型技能的劳动者只适合在特定的产业组织环境中流动。由此

决定了个人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显然，亲缘和地缘关系

并不能使农民工与企业之间形成完全的信息对称。我们可以构造

其信息传递模型：

模型一：

亲缘和地缘关系　

通过自己先期的劳动

→
体验获得企业信息

　企业的信息传递
←

　

企业

图５ ２

模型二：

农民工←
经过加工的企业信息

亲缘和地缘关系

农民工先期劳动

→
和生活印象

企业

图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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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模型中，首先，亲缘和地缘关系通过自己先期在企业的

劳动获得了企业的信息，然后，他将这些信息进行加工之后传递给

由他引入的农民工，并将他通过共同生活或劳动知晓的农民工信

息传递给企业。在这里，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因为亲缘和地缘关系传递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然而，在劳动力市

场上，情况则不一样。

模型三：

→
←

→
←

劳动者 市场中介 企业

图５ ４

在劳动力市场中，市场中介只起信息传递作用，它并不需要也

没有必要进行信息加工，其信息传递的租金已由劳动者和企业支

付，因而，也不存在其恶意修改信息的企图。因此，劳动者与企业

的信息传递过程几乎没有信息损失。尽管劳动者与企业之间还存

在着斯宾塞所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但是，中介的信息损失还是可

以避免的。在通过激励机制设计克服了柠檬市场的情况下，企业

与劳动者之间的自由选择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农民工的情况并

非如此。不仅由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信息传递不完全，而且，亲缘

和地缘关系对企业的选择也决定了农民工对企业的选择。因此，

这也就根本不存在劳动者根据自身人力资本对企业组织的选择

问题。

同时，由于企业对农民工信息不知晓，因而人力资本也就不能

作为其针对自身企业进行组织配型的因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因

素被掩盖了。同时，在劳动力市场，文化程度是人力资本识别的标

志之一。而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这种状况无形中

也形成了人们的惯常认识：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是不重要的，因为

它并不能将农民工区别开来。所以，对企业而言，由于文化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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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为鉴别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信号，而农民工在工作和学习中发

展出来的人力资本又有待鉴别，因此，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不要去考

虑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不考虑人力资本的后果是企业对激励机制

创新不重视。由于缺乏激励，农民工产生频繁流动，并且在社会福

利、劳动保障等方面陷入困境。

然而，以亲缘和地缘介绍为主的农民工市场引入制度还是一

种耐久性制度，它的创新即市场中介制度对其的替代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首先，它取决于国内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其次，

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产生的制度关联性使其具有耐久性。正如在

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完善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业缘关系的介绍惯

例。演进出来的亲缘和地缘惯例是亲缘和地缘关系这种社会交换

域在经济交易域中的嵌入，这种嵌入使得某些在制度关联发生前

不可能的策略组合成为可能①，它将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农民嵌

入了城市就业这个经济交易域中。一旦农民工选择回迁或是选择

其他的转移行动，他还必须考虑到亲缘或地缘关系所承受的租金

损失以及这种损失反过来造成的利益损失。因为他们的行为选择

既在经济交易域也同时处于社会交换域，对他们而言，单纯域的行

动选择已经不可能了。

同时，作为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中的中介方来说，他们相当于

青木昌彦所指的制度关联关系中中介性捆绑方式中的第三方，中

介方联结不同博弈的激励，并且获取来自捆绑所带来的租金。其

租金来源可以是新的信息，也可以是初始参与人激励结构的改变。

而且，大多数情况属于后者。由于承担介绍任务的农民工不光是

介绍信息，更多的是对劳动力需求方施加影响，因此，并非每一个

先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都能承担介绍责任，而每一个打算转移的

农民也并非相信前者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与后者所预期的风

①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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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相连接的。对于大多数清贫的农民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多少迁

移资本，极少的迁移资本预示着他们缺乏独自在异地抗击风险的

能力，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找到工作。而且，他们

在拿到工资前的生活也还需要前者的帮助。因此，作为一个介绍

人，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拥有一定的就业信息；其次，具有

一定的对劳动力需求方施加影响的能力，或者他自己就是包工头

即劳动力需求方；再次，他具有一定的生活帮助能力。符合这三个

条件的一般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建筑包工头或小工厂、小店的老

板。第二种人是流动经验丰富、出来务工后联结的社会关系较多、

善于处理协调各种事物，或者是在村落中辈分较高、威望较高的

“能人”。杜鹰和白南生对包工头个案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包工头

一般外出时间较长，平均达１３．９年，职业变动达３．６次，地点变动

２．８处①。由于他们丰富的流动经验，他们在流动生活中易受到

其他流动者的信赖和拥护。“能人”与一般的农民工相比，具有更

多的城市社会关系，但是，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区域来看，他们仍

然难以与城市居民融为一体，他们仍然生活和工作在农民工的生

活和工作氛围当中，因此，他们对来自于介绍博弈结构的租金（无

论精神和物质的）都很在乎，租金的激励会使他们很愿意承担介绍

工作。因此，这也就从另一方面加强了亲缘与地缘介绍惯例的稳

固性。

第二节　农民工就业组织及就业
制度安排的多样性

　　由于农民工市场引入制度的局限，农民工进入的地区和企业

① 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分析》，经济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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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的，而且，农民工个体对企业的选择性也是很小的。但是，

农民工就业组织仍然呈现了多样性。

从老制度经济学传统开始，技术往往被作为制度创新的唯一

条件，新古典模型中的唯一解常被作为合理的制度表述，而多重解

或博弈论中的多重均衡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在博弈论中，多重均

衡往往要通过子博弈精炼使单一的纳什均衡成为可能。这样做，

尽管得到了单一的答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其他的纳什均衡解

仍然具有存在的可能性。进化博弈论的制度分析对多重均衡的制

度解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它认为，根据博弈均衡观，制

度博弈的过程中出现的多重均衡表明在不同的技术、文化和生态

条件下，内生性制度会呈现出多样性的表现形式。这个观点从制

度起源的根本上承认了制度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

由于农民工对就业组织的选择受制于市场引入制度，因此，农

村中“能人”的就业与流动方向对农民工的就业与流动具有重大的

影响。而这些“能人”的就业与流动又往往与其家乡的技术、文化

和生态条件紧密相关。一般来说，在江浙、广东等商业意识较为浓

厚的地区出来的“能人”比较强调个人技艺，他们较多地从事小企

业、小商业、建筑业、装修业等对技术和市场意识要求比较高的行

业，由他们带出来的农民工也大多从事与他们相同的行业。而北

方等地的“能人”大多进入工业企业，由他们带出来的农民工也大

多进入工业企业。与此同时，无论在南方和北方，同样存在着一批

懂市场经营、善于管理的“能人”，他们通过兴办集体企业或私人企

业带动了一大批当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了社区

就业，同时也为异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正因为如

此，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博弈过程是多重均衡的，根据农村剩

余劳动力不同的转移模式，呈现出了不同的就业制度类型，如，农

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异地村镇就业制度、社区就业制度、

城市大中型企业就业制度、异地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城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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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就业制度以及临时性的就业制度等。这些不同的就业制度类

型与不同的技术、文化和生态条件相关，它是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

制、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等一系列外生的博弈规则影响下，以

及在不同地区的技术、文化和生态条件影响下农民进行制度博弈

的最终结果。

从农民工就业的最终形式来看，农民工就业的组织有两类：

一类是各类企业，另一类是机关与事业单位（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

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在农民工比重占８０％以上的流动人口中，

其就业组织比重是：企业占９５．３％，机关和事业单位占２．８％）。

农民工进入组织的方式有两种：一种自创企业组织，如自我开办

小商业、小服务业企业，组建各类建筑队装修队或施工队，另一种

是直接进入正规的就业组织，如直接进入城市和村镇的各类企业，

直接进入城市中的各类机关和事业单位和村镇政府附属单位。因

此，农民工就业组织的性质也是多样性的。如下表：

表５ ３　农民工就业组织的性质

地　区 企　业　性　质

城市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企业、机关和
事业单位

村镇
　村镇办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个体企业、村镇
政府附属单位

　　以济南市为例：

表５ ４　济南市农民工就业结构（％）

自我雇用 私人个体 集体企业 三资企业 国有企业 其　　他

１２．１ １６．３ ３６．８ ２．３ ３２．３ ０．１

　　资料来源：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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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姆森曾经将六种企业组织形式总结为三种类型：个体型

企业组织、集体型企业组织和企业家型组织。这三种类型基本上

包括了上述农民工的就业组织类型。根据制度经济学“产权结

构———制度环境———员工的行为努力———企业的经济绩效”①的

逻辑思维顺序，不同就业组织的制度环境是不同的，其形成的农民

工就业的整体性安排是不一样的，如表５ ５。

第三节　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
安排的基本内容

　　正如正式的就业制度（城市职工就业制度），内生性农民工就

业制度并非是一个单项的惯例或制度，它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

即青木昌彦所说的整体性制度安排（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ｒａｎ

ｇｅｍｅｎｔ）。正式的就业制度包括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职业介

绍制度，劳动者进入企业之后的工资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劳动激

励制度和劳动权益保护制度，以及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的

社会保障制度。从一般意义而言，一项就业制度应当具有规范、激

励、配置和保障等四大功能，它可以保障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进

入———就业———劳动力市场退出的全过程中，首先，可以得到市场

的准入，其次，可以得到充分的激励和有效的配置，最后，在退出劳

动力市场后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且，从制度层面而言，它

将使得这一系列的过程程序化、稳定化，得到社会的遵从与遵守。

由于就业制度的四大功能是针对进入劳动适龄人口之后的劳

动者一生而言的，而不是简单地针对劳动者的某一个劳动时间段

而言，因此，就业制度的四大功能框架是与就业有关的相关参与人

博弈形成的。与就业有关的博弈参与人首先是企业和个人，其次

① 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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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从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来看，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博

弈可以形成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所必须的各项制度。但由于企业

与劳动者在博弈中不同的强势地位会产生不公平的制度均衡。比

如，由于劳动力是流动的，因此，企业只可能会考虑劳动力在本企

业工作期间的劳动报酬，而对于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生活

保障则不会考虑。因此，这就需要国家担当公平的主持人，通过劳

动法律和法规的颁布来维持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博弈公平。同

时，市场也会在相关的就业制度形成过程中起很大作用。它会根

据劳动力和企业的需要，通过市场的力量将相关的制度博弈者拉

在一起，进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博弈。因此，就业制度一般由四部

分组成。其一，由国家设计和颁布的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劳动

法、保护劳动者在劳动中人身安全的劳动保护法以及保护劳动者

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的必要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法规。其二，

企业中保证劳动者基本生活和精神需求的工资制度、激励劳动者

努力劳动的激励制度、劳动力自由流动制度、劳动力培训制度，以

及企业愿意承担的与劳动者就业有关的相应制度如住房分配制

度、福利分配制度等。其三，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就业有关的制

度安排，它包括三类：第一类保证劳动力供给的基本生活制度安

排，如住房制度安排（集体租房、自行租房等）；第二类保证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如流动惯例；第三类保证劳动技能不断提高

的制度安排，如业余培训制度安排。第四，由市场形成的相关就业

制度安排，如，劳动力中介制度、劳动力培训制度等。

对照表５ ６和表５ ７，显然，农民工就业制度与常规的就业

制度安排是不同的，它是一个扩展的制度体系。在保持了与常规

就业制度安排相同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三部分制度内容之外，针对

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中介缺位、农民工与国家劳动法律

和法规互动困难，以及农民工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关系等问题，由

农民工与相关制度博弈参与人内生了第四部分制度———中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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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６　整体性的就业制度安排

国　　家 企　　业 劳 动 者 市　　场

１．保护劳动者
基本权益的
劳动法。

２．保护劳动者
在劳动中人
身安全的劳
动 保 护 制
度。

３．保护劳动者
在退出劳动
力市场之后
的必要生活
保障的社会
保障法规。

１．保证劳动者基本
生活和精神需求
的工资制度。

２．激励劳动者努力
劳动的企业激励
制度。

３．劳动力自由流动
制度。

４．劳动力培训制度。
５．企业愿意承担的
与劳动者就业有
关的相应制度如
住房分配制度、福
利分配制度等。

１．保证劳动力供
给的基本生活
制度安排，如住
房制度安排（买
房、集体租房、
自行租房等）。

２．保证劳动力自
由流动的制度
安排，如流动惯
例。

３．保证劳动技能
不断提高的制
度安排，如业余
培训制度安排。

　劳动力中
介制度、劳动
力培训制度
等。

表５ ７　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

国　家 企　业 农 民 工
中间制度
（农民工）

外生与内生的相
关联与互补的制度

１．保护劳动
者基本权
益的劳动
法。

２．保护劳动
者在劳动
中人身安
全的劳动
保护制度。

３．保护劳动
者在退出
劳动力市
场之后的
必要生活
保障的社
会保障法
规。

１．保证劳动
者基本生
活和精神
需求的工
资制度。

２．激励劳动
者劳动努
力的企业
激励制度。

３．劳动力自
由流动制
度。

４．劳动力培
训制度。

５．企业愿意
承担的与
劳动者就
业有关的
相应制度，
如住房分
配制度、福
利分配制
度等。

１．保证劳动
力供给的
基本生活
制度安排，
如住房制
度安排（买
房、集体租
房、自行租
房等）。

２．保证劳动
力自由流
动的制度
安排，如流
动惯例。

３．保证劳动
技能不断
提高的制
度安排，如
业余培训
制度安排。

１．衔接劳动力
市场的制度
（如亲缘和地
缘 介 绍 惯
例）。

２．与正式法律
制度相衔接
的中间制度
（如亲缘、地缘
关系与企业谈
判惯例）。

３．补缺式社会
福利制度与
社会保障制
度（如村镇、
社区社会福利
制度和社会保
障制度）。

４．与农村相衔
接的制度（如
土地转包、转
租惯例、存钱
建房惯例）。

１．农民工建构
的企业组织
制度（如包工
制、包 工 头
制、农民小店
家庭管理制
度）。

２．嵌入农民工
就业制度中
的制度（乡土
秩序、块状经
济体制、共有
制、土地等资
源 管 理 制
度）。

３．内生的相关
制度（如不流
动惯例、从内
及外的就业
惯例、不断扩
展的从业惯
例、互 惠 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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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作用是连接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的农民工就业制度，使之发

生互动。此外，根据内生性制度理论，在农民工就业制度的演进过

程中还会与一些相关的外生性制度发生关联与互补；同时，它还会

与一些与之共同内生的制度发生关联与互补，这些制度会对就业

制度的均衡产生影响，由它们构成了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

中的第五部分。



第六章

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的

效率及影响因素

　　第五章已谈到农民工就业制度是一个整体性制度安排，根据
第五章的分析可知，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已经具备了常规

就业制度的规范、配置、激励和保障四大功能的雏形，然而，这四大

功能的效率如何呢？本章将通过对这个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分析发

现，它并不是一个高效率的制度安排。企业的激励机制弱化是影

响其效率的重要因素，而制度的关联和互补又是造成企业激励机

制创新困难的重要原因。并且，由于制度关联和互补造成的制度

耐久性，使得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是困难的。而由于不同形式的

制度关联和互补，在不同的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环境下企业激

励机制创新的途径是不同的。

第一节　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
安排效率的一般评价

　　一、关于国家劳动法律和法规

总体评价：国家颁布的劳动法律法规在广度上是普适的和齐

全的，但是，在深度上有所欠缺。

首先，对《劳动法》及劳动法规而言。１９９３年《劳动法》颁布
后，对依法调整社会劳动关系，规范用人单位行为，维护劳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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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劳动法》对涉及保护职工收入所

得、社会保险、人身保护方面的规定不够具体，缺乏与之配套的《劳

动合同法》、《工会保障法》和《工资法》等项法律。而且，现有的劳

动争议仲裁制度也有不完善之处，半数以上经过劳动仲裁机构仲

裁的劳动争议案件最终还要经过法律诉讼程序，这无形中增加了

农民工的法律诉讼成本。由于农民工劳动力资源供给旺盛，一些

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忽略了外来农民工权

益的保护，有些地方性法规甚至与国家法规相抵触。比如，从工伤

赔偿的诉讼程序来讲，外来农民工往往要先进行行政诉讼，再打工

伤赔偿官司。根据深圳律师受理这方面案件的诉讼经验，由确认

工伤到行政诉讼到仲裁到工伤赔偿大约需要１０７４天。外来农民

工面临如此漫长的诉讼过程，可想而知，其维权的道路是多么艰

辛。还比如，按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１０条和

第１１条规定，工伤性质确认由劳动部门认定。然而，一些劳动部

门找出种种借口，不受理伤残员工关于工伤性质认定的申请。深

圳律师周立太从１９９７年起先后代理伤残农民工分别对深圳市龙

岗区劳动局、宝安区劳动局、深圳市社保局、深圳市南山区社保局

以及河北沙河市劳动局、四川宜宾县劳动局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

均判决上述行政部门败诉①。还比如，国家物价局、劳动部规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每件收费标准为２０—５０
元，有些法院及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自行制定

了高额的收费标准，当事人如不在规定时间内缴费则按自动撤

诉处理。

其次，对于社会保障法规而言。国家的社会保障法规是分企

业类型实施的。并且，随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全面铺开，国

① 程义峰、文远竹：《“最易受伤的群体”———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农民日报》
２００２年７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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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会保障法规的实施会由企业家型企业逐步向集体型企业，然

后是向个体型企业推进，最终它将覆盖所有企业的所有劳动者。

正因如此，这个过程使得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均匀。而

且，目前农民工最需要的工伤和医疗保险制度缺位，形成了绝大多

数农民工有病不敢看，有伤不能疗的现象。

　　二、关于企业的用工制度

在企业中，其各项制度的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现

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成果。到目前为止，企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

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不仅包括国外企业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所积累的企业制度成果，而且也包括国内企业在计

划经济时期及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所积累的企业制

度成果。由于制度的承继性和遵从性，这些成果是可以在现代

企业中应用的。第二个方面，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建构的制度。

根据制度经济学，企业对制度的选取依据于其产权结构以及相

关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因此，任何一个企业的建构不会完全

按照同类企业的模板来建构自己的制度。即使是同一模板的企

业制度复制，由于制度环境中不同的制度关联和互补，仍然会形

成不同的制度均衡。因此，可以说，绝大多数企业的企业制度都

是在现代企业制度成果上的重新制度博弈成果。由于农民工的

社会资源获得方式不同于城市职工，因而其形成的相关制度也

不同于城市职工。因此，尽管在同一现代企业制度模板下，由于

相关联和互补的制度不同，最终形成的企业用工制度是不同的。

其次，农民工还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发展了许多就业组织类型，

如以包工制为主的建筑队、装修队、施工队、卫生服务队等。在

市场规律下，这些组织的演进也将遵循企业组织的演进规则，但

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农民组织特质，它们演进出来的制度是颇

具特色的。已有的研究表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构造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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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就业的一个显著性特点，即其与城市职工非掺沙子式的就业。

农民工就业的企业家型企业大多为新建企业，由农民工构成企

业劳动力主体。因此，在农民工就业组织中，其企业用工制度是

与城市职工就业组织不同的，原因在于，这两种企业中制度博弈

主体是不同的，前者为企业与农民工，后者为企业与城市职工。

比如，在城市企业就业组织中，工资制度是完善和稳定的，并且

带有年功激励意义。而在农民工就业组织中，许多企业的工资

不仅不具有年功激励意义，而且经常被克扣，并不按时发放。如

表６ １所示。表６ ２也从农民工经常性超时工作情况说明了

企业工资制度的低水平状态。

表６ １　农民工被雇主克扣工资的情况（％）

４９９元
及以下

５００—
９９９元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９元

２０００—
２９９９元

３０００—
４９９９元

５０００—
９９９９元

１００００元
及以上

１０．３ １７．２ ２２．４ １７．２ １２．１ １２．１ ８．６

　　资料来源：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６期。

表６ ２　农民工每天劳动时间（２００２年）（％）

７小时
及以下

８小时 ９小时 １０小时１１小时１２小时１３小时１４小时
１５小时
及以上

４．３ ２３．８ １２．９ １９．８ ６．３ １２．２ ４．６ ９．２ ６．９

　　资料来源：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６期。

广东省东莞市是我国著名的“民工城市”，全市户籍人口仅有

１５４万人，在公安部门登记的外来人口达４５８万人，实际外来务工

人员超过６００万人。２００２年初，东莞市劳动局会同市妇联、市总

工会开展了一次全市性的劳动执法大检查。尽管在检查之前已经

提前部署，通知各企业进行自纠自查，但在随后检查的１３３家各类



第六章　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的效率及影响因素 １１１　　
企业中，存在拖欠工资问题的企业竟还有１０１家，欠薪总额达到

３０３９．１２万元；有３０家企业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

签订率仅为８０％。同时，未达到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４５０元的企

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部分玩具厂、染厂等小型企业，每月工

资连加班费共２００—４００元的工人为数不少；受检查企业中大部分

的“正常上班”时间每天超过８小时、每月超过２１个工作日。其中

塘厦庆远塑胶电子厂１个月内员工的加班时间多达２０８．５小时，

远远超出《劳动法》要求每月加班最多３６小时的规定。而且，企业

劳动保护方面的制度弱化。仅在深圳一地，每年因工伤致残的

农民工超过１万人。２００１年广东省组成联合调查组，分赴佛

山、深圳、江门和惠州等外来工比较集中的地市进行职业危害重

点检查，结果发现各地企业普遍存在有章不循、化学品使用管理

混乱等问题。广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一

些制鞋、玩具和塑料行业的厂家对职业危害严重的岗位采取轮

换辞退旧工厂、不断招收新工人的方法，把隐患转嫁给了社会和

农民工家庭。

因此，从总体评价，企业的用工管理制度也存在低效率的

状态。

　　三、农民工相关的就业制度

与城市职工不同，农民工就业实际上是他们的生活资源重新

配置过程。在他们就业的城市及村镇，农民工必须重新构建与自

己就业相关的生活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也可以通过与企业的

博弈确立为企业制度安排，如由企业安排食宿）。由于农民工缺乏

充分的生活资源配置能力，因此，农民工在生活上的制度安排是浅

层次的、基本型的。在表６ ３中，６０％以上的农民工住在单元房、

工棚，而这些住房大多由所在企业分配。据广东等地的调查，这些

住房主要为集体宿舍或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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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３　农民工享有住房情况（％）

住 房 类 型 北　　京 无　　锡 珠　　海

平房、单元房 ２７．０ ３８．０ ３２．０

单元房、工棚、宿舍合住 ７０．０ ６１．０ ６７．０

其他 ３．０ １．０ １．０

其中：

私房 ３．０ ６．０ ２．０

租住私房 ２３．０ ３３．０ ５６．０

工作单位分配 ７４．０ ６１．０ ４２．０

　　资料来源：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
移民》，北京出版社。

其次，农民工还建构了便于劳动力流动的惯例，这个惯例也是

建立在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基础之上的。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民

工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流动性。流动对农民工而言，并不是一种天

性使然，而是其对就业状况和生活状况的重新选择。而且，这种选

择并非是完全与经济收入相关的选择。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多数

农民工并不愿意流动。上海市第六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农

民工保持着较为强烈的城市居留倾向和要求工作稳定倾向。农民

工流动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或破产。其二，收

入太低并且农民工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其三，有事回乡后在城

市重新择业。其四，跟随老乡流动。

第三，农民工还建构了自我培训制度，以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

水平。这种制度是农民工与市场职业培训机构互动的结果。

总体评价：从上述三项制度来看，这些制度都是农民工为了

适应就业需要，自发地与相关博弈参与人博弈的结果，它们是一种

自发的内生性制度。首先，这些补缺性的制度安排只是暂时解决

了农民工的制度需求，因而其效率是不高的。比如，在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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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民工就住在条件较差的出租屋、工棚和集体宿舍，它们都达

不到与农民工劳动力资源维持相匹配的要求。其次，农民工的流

动并非完全是根据劳动力需求状况由市场进行的劳动力资源配

置。第三，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由于收入限制，农民工选择的

职业培训也是一种低层次的基本工作技能的培训，而非高级职业

技能的培训。因此，这些内生性制度的效率也是不高的。

　　四、关于中间制度

如第五章表５ ７（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所展示的，中

间制度包括：

１．衔接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如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

２．与正式法律制度相衔接的中间制度（如亲缘、地缘关系与

企业谈判惯例）；

３．补缺式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如村镇、社区社会

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４．与农村相衔接的制度（如土地转包、转租惯例、存钱建房

惯例）。

由于劳动力市场及农民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

善，对于这一方面的制度需求，农民工只能用中间制度来替代。显

然，这些内生性制度是补缺式的、替代式和过渡式的，其效率是有

限的。比如，根据第五章对农民工市场引入制度（亲缘和地缘介绍

惯例）的分析结果，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尽管起到了很好的自组织

作用，但与劳动力市场中介制度相比，它是具有信息损失的。

　　五、关于相关制度

如第五章表５ ７中所列，相关制度包括：

１．农民工建构的企业组织制度（如包工制、包工头制、农民小

店家庭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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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嵌入农民工就业制度中的制度（乡土秩序、块状经济体制、

共有制、土地等资源管理制度）；

３．内生的相关制度（如不流动惯例、从内及外的就业惯例、不

断扩展的就业惯例、互惠网络）。

上述相关制度是在农民工就业制度内生过程中与其发生关联

和互补的外生性制度，以及与农民工就业制度共时内生并与之相

关联和互补的内生性制度，由于这些制度与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关

联与互补，它们增强了农民工就业制度的耐久性，增加了制度创新

的难度。但是，由于它们的制度变迁也会引起农民工就业制度的

创新。按照青木昌彦的看法，这些相关联和互补的制度与农民工

就业制度的主体一起构成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因此，这

一部分的制度效率不需要单独提出来判断，需要判断的是它对农

民工就业制度构成的效率影响。

第二节　重要的制度效率影响因素：
企业激励弱化

　　根据内生性制度理论，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是按照以

下模型形成的。

如上所述，作为外生性制度，国家劳动法律法规需要经过企业

和农民工的重新博弈，经过重新博弈之后的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由

于制度的关联和互补，它会发生变形和走样，即上一节所示的企业

对劳动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的情况。经过变形和走样的国家劳动法

律和法规作为博弈的内生规则继续影响企业用工制度的博弈。最

终在变形和走样的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及相关联和互补的内外生制

度影响下，经过企业和农民工的博弈，演进出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

度安排，而这个整体性制度安排中的企业用工制度已非企业初创

时期人为设计的（企业制度承继）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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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

同时，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这个整体性制度安排也是不同

的。如表６ ４、表６ ５、表６ ６、表６ ７、表６ ８所示。

表６ ４　整体性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建筑队、装修队 关 联 制 度 中 间 制 度

１．有关劳动法律
法规。

２．有关劳动保护
条例。

３．有关社会保险
规定。

包 工 头 制（包

括：工作安排、

工资分配、食宿

安排、工伤负责

等）。

１．包工制。
２．工资延期支
付惯例。

３．专业化分工
惯例。

４．按惯例结算
惯例。

亲缘和地缘介

绍惯例（市场引

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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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５　整体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城 市 企 业 农 民 工 互补性制度 中 间 制 度

１．有关劳动
法律法规。

２．有关劳动
保护条例。

３．有关社会
保险规定。

１．工资制度。
２．企业激励制
度。

３．劳动力自由
流动制度。

４．劳动力培训
制度。

５．企业愿意承
担的与劳动

者就业有关

的相应制度

如食宿制度

安排。

１．保证劳动力
供给的基本

生活制度安

排，如住房制

度安排（集体

租房、自行租

房等）。

２．保证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

制度安排，如

流动惯例。

３．保证劳动技
能不断提高

的制度安排，

如业余培训

制度安排。

１．扣压身份
证惯例。

２．食宿制度
安排等。

１．亲缘和地
缘介绍惯

例（市场引

入制度）。

２．亲缘、地缘
关 系 与 企

业 谈 判 惯

例。

表６ ６　整体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村 镇 企 业 农 民 工 关联制度 中 间 制 度

１．有关劳动
法律法规。

２．有关劳动
保护条例。

３．有关社会
保险规定。

１．工资制度。
２．企业激励制
度。

３．劳动力自由
流动制度。

４．劳动力培训
制度。

５．企业愿意承
担的与劳动

者就业有关

的相应制度

如食宿制度。

１．保证劳动力
供给的基本

生活制度安

排，如住房制

度安排（集体

租房、自行租

房等）。

２．保证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

制度安排，如

流动惯例。

３．保证劳动技
能不断提高

的制度安排，

如业余培训

制度安排。

１．乡土秩序。
２．由内及外
的企业用

工惯例。

３．不流动的
惯例。

４．扣压身份
证惯例。

５．土 地、水、
电等资源

管 理 制

度。

６．相邻关系
惯例。

１．亲缘和地
缘介绍惯

例（市场引

入制度）。

２．亲缘、地缘
关 系 与 企

业 谈 判 惯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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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７　整体性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企　　业 相 关 联 制 度

１．有关劳动法律法
规。

２．有关劳动保护条
例。

３．有关社会保险规
定。

１．工资制度。
２．企业激励制度。
３．劳动力自由流动
制度。

４．劳动力培训制度。

１．共有制。
２．乡土秩序。
３．村镇行政管理制度。
４．土地、水、电等资源管
理制度。

５．由内及外的用工制度。
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
保障制度。

表６ ８　整体性农民工异地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农 民 小 店 关 联 制 度 中 间 制 度

有关 劳 动 法 律

法规。

家庭 管 理 制 度

（包括工资、食宿

安排、工伤、医疗

安排等）。

１．亲缘和地缘
制度。

２．扩展的就业
惯例。

３．互惠网络惯
例。

亲缘和地缘介绍

惯例（市场引入

制度）。

　　比较上述五种主要的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可以发现，它们有
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以国家为主体的劳动法律法规是相同

的（由于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按企业分类实施的，因此，个

体性、建筑队、装修队等农民就业组织接受这类制度的规范和激励

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其次，企业用工制度、以农民工为主体制

度的基本项目是相同的。第三，中间制度是相同的。在五种制度

安排中最不相同的是关联与互补制度。

因此，暂时撇开关联与互补性制度，来观察整体性就业制

度安排可以发现，就业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以企业为主的对农民

工进行激励的制度。它表现为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在企业中享

受的不同待遇，比如，工资待遇、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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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流动等，而这些待遇正是农民工选择就业、流动的重要因

素，因此，这些因素实质上是激励农民工在企业中努力工作的

重要因素。反过来说，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如果企业对农民工

有所激励，为其提供合理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以及相关的待

遇，农民工的就业就是稳定的。从这个意义来看，企业的激励

对农民工的就业是重要的。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对农民工的激励是弱化的。

第一，工资是低激励的，如前所述，农民工在经常性的超时工

作的情况下，还受到克扣工资及低工资的待遇。如表６ １、表６

２和表６ ９所示。第二，企业不愿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并不

关心农民工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如表６ １０所示）。

表６ ９　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年
平均工资差别（１９９８年）（元）

行　　业 国有企业职工 农 民 工 差　　额

工　业 ６９８１ ５６６７ １３１４

建筑业 ８１７１ ５５１９ ２６５２

运输业 １０３０２ ８５５１ １７５１

商业、饮食业 ６１５０ ６３９６ －２４６

服务业 ８１３６ ５５４５ ２５９１

文教卫生 ８７０４ ５１７６ ３５２８

其　他 ８２５８ ５４３７ ２８２１

农　业 ４５２２ ４８５１ －３２９

合　计 ７６６８ ５８０８ １８６０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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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１０　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情况（％）

保险费来源 北　京 无　锡 珠　海

　由工作单位支付医疗费（部
分或全部）

５．９ ４．７ １．８

　由工作单位安排养老保险 ０．６ ２．３ ０．１

　　资料来源：王奋宇、李路路等：《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
移民》，北京出版社。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委托人可以为代理人

设计任意的“强制合同”（ｆｏｒｃ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ａｃｔ）的情况是发生在代理人

的行动ａ是可以观测的，这时激励相容约束是多余的。

其最优合同是：

ｓ＝
ｓ（π）＝ｓ（π（ａ，θ）），ａａ

ｓ，ａ＜ａ
烅
烄

烆 

即委托人要求代理人选择ａ，如果代理人选择了ａａ，则

委托人根据ｓ（π（ａ，θ））支付代理人，否则，代理人得到ｓ。只要ｓ
足够小，代理人就不会选择ａ＜ａ。

为什么农民工的劳动是可以观测的呢？为什么他们会努力地

工作呢？

图６ ２

这里有三种解释：第一种，由于

农民工劳动力资源丰富，根据劳动

力供求平衡原理，其工资水平必然

是低的。如图：

第二种，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

民转为农民工，提高了收入，他们对

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不在乎。第三种，不同的农民工就业组织中的

不同制度环境，使得农民工的劳动是可以观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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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解释是合理的，但它只具有宏观意义。因为农民工的

就业组织是多样性的。而且，第五章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流动并

不是随意和盲目的。农民工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丰富的，它是低

工资的一个理由，但不是唯一的理由。第二种解释是不符合经济

人理性的。经济人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它并不会满足于

一个低收入水平。第三种解释是合理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表明，制度对劳动力的产出绩效影响是重要的。不同的制度安排

将会有不同的劳动绩效选择。而制度安排在劳动者绩效选择上的

表现形式就是不同的激励方式。后续的研究将要说明，不同制度

关联与互补形式的制度安排对企业激励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第三节　重要的企业激励影响因素：
制度的关联与互补

　　通过上述五种就业制度安排的比较，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

与相关域交往越多的制度，其关联与互补制度越多，伴生的内生性

制度也越多，制度安排的形式也越复杂。制度的产生源于制度的

需求。制度的增多说明制度需求的增大。为什么在企业中会有如

此之大的制度需求？而庞大的制度供给为什么没有提高整体性制

度安排的效率？原因就在于纵横交错的制度关联与互补抑制了制

度的创新。

与整体性就业制度安排发生关联与互补的制度有两类，一类

是先期存在的外生性制度，这是因为就业制度与相关的域发生了

关联，因而形成了它与相关外生性制度的关联与互补。另一类是

与就业制度伴生的内生性制度，这些内生性制度往往是在上述外

生性制度与就业制度互动过程中伴生的相关制度，它们对就业制

度形成阻碍或促进作用。这两类制度是就业制度效率的影响因

素。由于这些制度是以嵌入或伴生的形式与就业制度相关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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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它是一种内生性的关联与互补，而不是外生性关联与互补，换

句话说，它们是就业制度效率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正因

为如此，它们首先影响的是就业制度的相关因素（企业激励），然后

才是制度效率。

我们可以建立模型：

Ｑ＝Ｆ（Ｉ）

其中Ｉ＝ｆ（Ｒ，β）

Ｑ为就业制度效率，Ｉ为企业激励，Ｒ为产权结构，β为关联和

互补制度。

根据青木昌彦的制度关联性与互补性理论，制度的关联对应

着两种博弈情形：第一种，人们在不同域协调其策略，结果产生的

制度是人们单独在不同的域分别做决策所不能导致的。这种关联

可以创造一定的外在性，使所有或部分参与人从中获得租金，从而

促进这种关联的延续。第二种，人们因决策空间或认知程度有限，

或其他原因，无法在不同域协调策略决策，但决策在参数上受到其

他域流行的决策规则（制度）的影响，其结果，制度之间跨域的相互

依存关系即所谓的制度互补性有可能随之出现。在内生性农民工

就业制度的内生与演进过程中，这两种博弈情形都是存在的。

比如，在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是一项与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互补的制度。农民工决定是否离

开家乡外出打工，其行动选择要受到土地承包制度的影响。这对

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特别重要。如果没有土地承包制度为农民工

提供的保障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是要大打折扣的。同时，

包括在农民工整体就业制度安排中的土地转包、转租制度是与农

民工的就业与流动制度相互补的，这种互补增强了内生性农民工

就业制度的耐久性。

正如青木昌彦所言，制度的关联与互补不仅表现在横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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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共时性上，它还存在着制度的历时（时间上的）关联与互补。

历时性的制度关联与互补有三种形式：其一，由于时间变化，制度

也随之发生了诸多变化，如政策和法律参数、制度专用性技能的积

累水平等都随时间发生了变化，这些已经发生变化的制度会不断

地重叠嵌入关联在一起。其二，博弈的关联方式重新组合或捆绑，

参与人重新进行策略选择，或是中介者重新进行捆绑。其三，由于

大规模的制度互补，引起了制度关联方式的变化，出现全新的整体

性制度安排。

在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演进过程中，这种历时性的制度关

联和互补也是存在的。当然，历时性的制度关联与互补是以共时

性的制度关联与互补为基础的。在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演进

过程中，其产生了一系列关联与互补制度，而这种关联与互补制度

的产生是与其内生性特点相关联的。当一个内生性制度被内生出

来时就有可能会出现一系列与之关联或互补的相关制度。例如，

在农民工租房制度内生的同时，还产生了外生的城市出租房管理

制度。还比如，针对农民工内生的流动惯例，内生了企业对农民工

身份证扣压制度、工资拖欠制度等。同时，针对内生性的农民工就

业制度外生了流动人口暂住证登记制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登记

制度等。这种制度的关联与互补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制度是一

种关于均衡策略组合的共享的、稳定的和扼要的表征，所以多个域

的制度可以通过策略均衡关联在一起。相关联的制度互为环境，

这些环境对制度均衡产生影响。如图：

假定在相同的环境子集下，存在均衡组合的不同路径ｓ（ｅ），

ｓ（ｅ），⋯⋯，当给定的环境参数在Ｅ的范围中变动。ｅ（ｔ）的变化
直接影响了均衡路径ｓ（ｅ），ｓ（ｅ），⋯⋯的变化，最后得出了相

应的均衡概要表征（制度）∑

，∑


，⋯⋯∑

ｎ
。

同时，由于博弈会出现多重均衡结果，所以制度具有多样性，

而这些多样性制度分别与不同域的制度发生关联和互补，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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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３

不同制度关联和互补形式。在不同的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形式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详细的分析见第三编）。（标号①、

②、③、④、⑤、⑥为相关与互补制度）

图６ ４

第一种，交叉型互补（在内生性农

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中的情形）。

即环境制度每每互补。食宿制度、流

动与限制流动惯例（扣压身份证与工

资拖欠惯例）与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的相互重叠互补。

由于交叉互补，当相互补的制度数量越多，对企业激励机制构

成的耐久性越强，其制度创新越困难。但是，制度的互补性还有一

个特点，那就是一个互补性制度的变迁会通过互补性关系引发其

他制度的连锁性制度变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中一项相关

性制度进行改革，最终引发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的变迁。

对于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大力进行社区建设，

引起食宿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制度的变迁，从而迫使

企业进行激励机制的创新，以此增强内生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

制度的激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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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５

第二种，环状关联（在内生性农民

工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中的

情形）。

农民工扩展的从业惯例、家庭管

理制度、农民小店经济互惠惯例环环相联。即农民工扩展的就业

惯例与家庭管理制度首先实行关联，形成了家庭管理制度的耐久

性。其次，由于农民工的劳动难以准确计量，其家庭制度管理效率

并非帕累托最优，而店主对企业效率的追求冲动往往又被风险规

避所压制。出于风险规避需要，农民小店之间形成了经济互助和

互惠网络，这种网络惯例又与家庭管理制度相联，增加了家庭管理

制度的耐久性，使得企业的激励机制创新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联制度以环状相联，其环境输出结果是确

定的。同时，去掉一个关联制度，其他制度的输出影响则不存在

了。这种情况下的制度创新是较为方便的。

图６ ６

第三种，线状关联（在内生性农民

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中的情形）。

城市建筑企业管理制度、包工制、

包工头制和构成链状制度相关形式，因为它只有一个输出端则意

味着这个链状结构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一个环节断裂将会引起内

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断裂，乃至农民工的失业。而同时由于它

们的关联使得企业激励机制的弱化状态很难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链状关联只有一个输出端口，因此，其输出是

非常确定的。同时，所有制度关联是以叠加的形式出现，如果去掉

中间层次的相关联制度，则整个制度关联则不存在。同时，整个就

业形式也不存在。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进行农民工就业组织的再

造，才能形成新的企业激励机制。

第四种，复合网状关联（在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中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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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７

这种路径将乡土秩序嵌入了内生

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当中，因

而出现了由内及外的企业用工惯例。

同时，村镇块状经济结构作为制度的

环境因素使得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

就业制度中出现了农民工不流动的惯例，这两种惯例的关联构成

了企业激励机制弱化状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关联制度呈组状出现，组内的制度有关

联，并且，它们又分别与其他组的相应制度关联。尽管输出的结果

是唯一的，但是，很难判断某一个制度的影响，而只有大略判断哪

一组制度对输出的影响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去掉哪一个制度

图６ ８

对整体的制度创新并没有多大显著性

的效果，只有期待于一组组关联去除，

才能引起制度的创新。

第五种，复合块状关联（在内生性

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中的情形）。

行政管理制度和亲缘、地缘制度与内生性农民工社区就业制

度形成网状关联，它们的组合又与社会福利制度、住房制度等形成

关联，这是一种叠加激励的关联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输出相对确定，制度创新也比较容易进行。



第三编　应用分析：多种制度
环境中制度关联与

互补的形成及对

企业激励的影响



第七章

内生性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

就业制度安排

　　从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全国来自农村的建筑业从业人数按年均

５．３％的速度增长，由１５０２万人增加到２７９７万人。农民工建

筑队、装修队就业组织是一种由农民工自创并且相对独立的农

民工就业组织，它们采用包工制形式与城市工业体系形成嵌入

状态。包工制与包工头制形成线状制度关联，包工头制受制于

包工制。同时，由于包工制与工资延期支付惯例形成关联，以及

工资延期支付惯例与包工头制形成的关联，因此包工头制是耐

久的，包工头制内部激励功能的完善也是困难的。由于包工头

制激励功能弱化，整体性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安排效

率是不高的。

表７ １　整体性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建筑队、装修队 关 联 制 度 中 间 制 度

１ 有关劳动法律
法规。

２ 有关劳动保护
条例。

３ 有关社会保险
规定。

　包工头制（包
括：工作安排、

工资分配、食宿

安 排、 工 伤

负责等）

１ 包工制。
２ 工资延期支
付惯例。

３ 专业化分工
惯例。

４ 按惯例结算
惯例。

　亲缘和地缘
介绍惯例（市

场引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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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建筑队和装修队组织在
城市工业中的嵌入

　　关于企业组织起源，经济学家们曾经提出了许多经典学说，这

些学说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一种生产函数，它就像一只技术

黑箱，只要将资源投入品投入其中，就会转化为商品产出品。因

此，在他们看来，企业组织是市场交易域的中介单元。然而，这个

学说有一定的矛盾之处，即依照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在非人格化

的市场中产生的价格机制能够精确地配置资源，那么，为什么它还

需要市场中介呢？

为此，科斯认为需要用交易成本概念来重新阐释企业组织的

起源。他指出，如果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管理成本，实现利润最

大化的最好途径就是用企业来替代市场，因为首先企业家协调可

以降低或消除“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次，“供应某些物品和服

务的长期合同”节省了反复延续短期合同的成本。

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框架，对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进行

比较的结果会使人们产生对商品进行生产还是购买的两种选择。

因为生产或者购买都要付出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那么，实际上只

要比较生产或是购买这两种方式的成本就可以了。然而，现实生

活中存在着两种难以解释的情况：其一，即使没有交易成本而只

有管理成本，企业也可能有兴趣由自己来生产产品，因为其他企业

的生产成本也许很高，使得自家生产要比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更

合算。其二，如果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本低到一定程度，即使自家生

产不花管理成本，企业也可能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

克莱恩、克洛福德（Ｃｒａｗｆｏｒｄ）、阿尔钦、瑞尔丹（Ｒｉｏｒｄａｎ）、威

廉姆森等人认为，资产专用性可以解释选择生产即企业纵向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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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阿尔钦、德姆塞茨指出，企业作为团队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规模越大，越存在投机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克莱恩、克洛福

德、阿尔钦认为，机会主义是依靠市场协议所造成的一种成本，如

果某些环境更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如果资产专用性存在，企业

也就更倾向于实行生产纵向一体化，以企业内部就业取代市场交

易。同时，德姆塞茨认为资产专用性还有另一个作用：它可以降低

维持各种独立企业之间纵向关系的非机会主义成本。因为当各种

资产已被确定投向于某种特定用途时，它也就不需要通过纵向一体

化来对这些资产如何互相配合进行管理了。如果法律制度完善，足

以保证合同的正确履行，资产专用性就会引发纵向一体化的分解①。

然而，运用上述理论来解释建筑队和装修队的存在，我们似乎

并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首先，在中国二元经济的条件下，在农民

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进入城市之前，城市建筑市场已经存在着多个

由条（行业系统）块（行政区划）所属建筑公司下属的建筑队及装修

队。并且，这些建筑队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具有悠久的从业历史和

良好的资质，它们当中可能存在败德行为，建筑公司可能会采取横

向一体化的办法，通过向农民工建筑队或装修队承包工程来抑制

败德行为，而且，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建筑公司的横向一体化和纵

向一体化情况共存，不至于出现目前城市建筑队和装修队被整体

挤出市场的情况。其次，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进入市场初期也

存在着大量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偷工减料、做豆腐渣工程。然而，

建筑公司并未出现纵向一体化的倾向来抑制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

队的市场机会主义行为。第三，在机会主义和败德行为逐渐减少，

并且，法律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建筑公司、装潢公司却出现了

将农民工建筑队或装修队纳入自己旗下并保持其独立核算权力的

① 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经济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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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体化行为。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上述问题。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首先认识到了资产专用性和纵向一体化理

论的局限性，他们提出从企业信息成本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组织会

使理论更有说服力。他们认为，企业是收集、加工并出售信息的一

种特殊的市场制度。这种信息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的信

息，企业的工作就是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使不同性质的要素结合

起来达到最好的效率。因此，企业组织搞清楚如何使自己的资源

形成最佳配置，要比认识那些从外部得到的新资源以及有关知识

要省力得多。企业使用多种不同性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生产，并

不是因为拥有更好的资源，而是因为更确切地了解了那些资源的

生产用途，资源用途越是有限，得到的相应报酬越少。企业之所以

能赢利，不是因为得到了生产率更高的资源，而是因为更准确地掌

握了资源可能的用途和实际生产功能。随着信息不断地流向企业

雇主一方，企业表现出有效市场所具有的特点，它用很少的代价，

就能掌握大批专门投入要素的生产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

也可以看作是私人所有的市场，其内部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相互竞

争场所，这种竞争揭示和交换了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及可能使用

方式的知识或信息，企业强化了这种竞争，并且更有效地对投入要

素进行了回报①。

德姆塞茨认为，企业为维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识需要花多大的

成本，决定了企业纵向一体化扩张的边界。要进行纵向扩张，就必

须付出获得和维持有关信息花费的成本，而如果外出购买则可以

省去这些信息加工成本（这也就将科斯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的

比较变成了一种信息成本的比较）。但是，他同样认为，这种由于

① 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经济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９—１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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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成本比较之后所确定的所有权的转变（即生产还是购买）边界

并不好确定，因为所有权变换的边界和掌握知识的程度并不一致。

要获得这种知识服务必须通过两种方式来购买：一种是临时性的

短期购买；另一种是长期的、不需要经常重复的购买，其具体形式

就是通过短期或长期的合作，因为合作是获得信息的最好办法。

应该说，城市建筑队和装修队已经与建筑装潢公司合作了很

长时间，继续合作是节省收集信息成本的最好办法，但是，由于前

者在国有体制激励机制弱化的情况下出现的败德行为，使得后者

产生了外出购买即将工程承包给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的想法。

而这种购买行为也意味着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获得知识服务的开

始，同时也是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进入城市建筑市场的开始。

根据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企业私人市场的理论，进入建筑公司和

装潢公司的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同时也就进入了建筑公司和装

潢公司企业内部的市场，在他们的生产和能力信息与企业的其他

生产要素的信息在不断竞争，最终得出了一个结果：那些具有机

会主义行为如偷工减料、做豆腐渣工程的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

被逐出了企业内部市场，而具有良好运作效率的农民工建筑队和

装修队在企业中留存了下来。

然而，在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进入市场的早期，其发生机会

主义行为的概率很高，为什么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不采取纵向一

体化的行为来抵制机会主义行为呢？是否它们对企业内部败德行

为的厌恶要高于对市场机会主义的厌恶呢？事实并非如此。首

先，斯蒂格里茨认为，市场规模与纵向一体化呈负相关关系。市场

规模越大，而纵向一体化规模越小。正因为大量的农民工建筑队

和装修队进入了建筑市场，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有了宽阔的市场

选择范围，其纵向一体化的冲动就会受到抑制。其次，改革开放

２０年来，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市场就是建筑市场，其具有难以

想象的巨大的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单靠城市建筑队和装修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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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满足的。因此，运用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进行市场替代的

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反过来运用发展本公司的城市建筑队和

装修队的企业替代是可行的，但是仍然存在对这些新进入者的信

息收集成本。而且，这个成本未必就小于对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

队的信息收集成本。第三，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中出现的机会

主义行为，被资产专用性强的建筑队和装修队所抑制。由于资产

专用性较强的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在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企业

内部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所以，它们常常被签订长期合同，从而减

少了机会主义出现的概率。

因此，根据信息成本、资产专用性及纵向一体化理论很好地解

释了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在城市建筑市场的进入和驻存。但

是，仍然未得到解释的问题是：其一，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为什

么把城市建筑队和装修队完全挤出了市场？其二，为什么在法律

环境日益完善的今天，为什么出现了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被准

一体化的倾向？

要解释这两个问题，还必须进入制度分析的视野。

首先，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信息成本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农民

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被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被选择的过程，它指出

这个过程也是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对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的信

息收集过程。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建筑公司、装潢公司和

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这两个博弈参与人不完美信息的博弈过程。

在反复的博弈过程中，如果双方总是选择合作，那么，根据萨格登

和扬等人的制度演化理论，合作将会演化成一种惯例，最终这种惯

例会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当这种制度与其他制度相关联时，它就

有了一种耐久性。然而，在建筑公司、装潢公司和自己所属的城市

建筑队、装修队的博弈过程中，由于激励机制的弱化，后者经常会

出现泽尔腾“颤抖的手”———经常性地出现败德行为，当这种行为

出现的概率很大时，前者对后者不出错的预期将会改变，同时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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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自己的行为即不再与之合作，而采取市场替代的行为（使用农

民工建筑队或装修队）。而且，当这种不合作多次发生，就演变成

一种惯例时，城市建筑队和装修队也就伴随着它的生产能力弱化

而退出了建筑市场。

其次，根据德姆塞茨的理论，在资产专用性非常强和法律环境

日益完善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会限制纵向一体化的扩张，也就是

说，由于资产专用性被分配到了各个企业，而且良好市场环境为企

业的市场购买提供了良好条件的情况下，企业会更多地倾向于市

场替代而不是企业替代。然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随着近２０
年的市场磨炼，农民建筑队和装修队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已经达到

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可以说，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水

平。并且，中国的法律环境日益改善，建筑公司、装潢公司可以自

由地与农民工建筑队或装修队进行市场替代的洽谈，而不必冒用

农民工不用国有企业职工使国有资产流失等的骂名危险。然而，

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被组合到建筑公司

和装潢公司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部门，当然，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不

同，它仍然实行包工头制，但是，其生产信息已经在公司内部与其

他生产要素信息连在一起，进行总的资源配置。

当然，中国的这种情况并非独有。艾伯托·费尔南德斯

（Ａｌｂｅｒｔｏ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贝尼托·冈萨雷斯（ＭａｎｕｅｌＧｏｎｚａｌｅｚ）、曼

纽尔·阿鲁纳达（ＢｅｎｉｔｏＡｒｒｕｎａｄａ）等人研究欧洲零担货车运输

业时发现，绝大多数货运商被准一体化到较大的完全管理他们工

作的组织中，这种混合形式解决了那些主要因车辆使用而引起的

严重道德风险问题。同时，准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也能取得规模经

济和密度经济①。他们认为，引导组织实施纵向一体化的不是规

① 科斯等：《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经济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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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和密度经济，而是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敲竹杠问题。这个解释

对于中国建筑市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与货运运输业

一样，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行为的一部分（外部指标）是可以观

测的，而另一部分（内部质量指标）是不可观测的。但是，正因为后

者的不可观测，无论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在处于企业替代还是

处于市场替代情况之中，它们都有可能发生败德行为或是机会主

义行为。

艾伯托·费尔南德斯等人的另一个研究结果给了这个问题解

决的另一个启示。他们发现，国际比较表明，现实中契约的演化是

有差异的。在西班牙，货车和公司司机的纵向一体化并未增加，尽

管技术变化有助于一体化，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监督司机行

为更容易，及时配送系统则加剧了时间的专用性。相反，在美国，

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则有所提高。他们认为，这种差别似乎是由于

制度环境的差别产生的。首先，西班牙对雇佣关系的制度限制程

度高于美国。其次，西班牙的税收法令有利于自我雇佣者和小企

业，而美国则没有这些优惠。

同样，在中国，制度环境促进了建筑行业的准一体化。首先，

银行贷款制度、建筑市场的招投标制度均有利于大型建筑企业。

因此，这些企业拿到利润丰厚项目的机会要比小企业多得多。而

作为市场替代物的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来说，与这些大企业建

立长期合同关系意味着它可以省去更多的市场信息收集成本。而

对于大企业来说，与这些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建立长期合同关

系虽然同样可以省去信息收集成本，但是长期的合同关系意味着

承诺和合同期的一轮轮经济结算，同时它也面临着如果合作失败

它将增加重新收集市场信息的成本。因此，如果将农民工建筑队

或装修队纳入纵向一体化过程中，则可以免去重新收集市场信息

的成本并且可以变通地进行经济结算。对于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

队来说，进入纵向一体化，虽然限制了其新的市场项目搜寻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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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长期稳定的项目来源可以弥补其机会成本的损失，而且，还

可以免去付税的时间成本（因其流动作业，付税的时间成本往往很

高）。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进入纵向一体化的损失就是失去了与

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进行利润谈判机会和公司结算的拖延所形成

的成本。（当然，这个成本在市场替代情况下也可以发生，拖欠工

程款似乎已经成为一些建筑市场的惯例，而同时正是因为这个惯

例与上述总是选择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惯例的关联，使得农民

工被选择的惯例被延续下来，并具有了耐久性。）简而言之，实现纵

向一体化，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得到了延期结算（市场替代情况下

的延期结算会引起法律诉讼，并引起昂贵的诉讼成本）。对农民工

建筑队和装修队来说，他们得到了较多的订单并且损失结算效率

（尽管在市场替代情况下它们也可能要用结算效率来弥补司法诉

讼成本），因此，它们总是处于以下讨价还价模型中。

图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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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无限次重复，并且有多个均衡结果的

模型。但实际上，它只说明了贴现率很低时的情况，然而当贴现

率很高时，博弈在第５步就结束了，而且，建筑公司将得到较大

的份额。

如假设建筑公司和建筑队的贴现系数分别为δｃ，δｔ，且二者

大于０，小于或等于１。

则建筑公司所分得的份额为

θｃ ＝（１－δｔ）／（１－δｃδｔ）

且当δｃ ＝δｔ ＝δ时，

θｃ ＝１／（１＋δ）

当贴现率ｒ＝１０时，则δ＝０．０９１，θｃ＝０．９２，建筑公司得到了

极大的份额。

而当ｒ很小时，假设ｒ＝０．０１，δ＝０．９９，θｃ＝０．５０３，则建筑

公司和建筑队均分份额。而且，只有当平均分配时，上述博弈才有

唯一的纳什均衡解。也就是说，当建筑公司与建筑队的贴现率相

等时，如果建筑公司提出不平等的分配方案，如长期的拖延结算，

并给予少量的订单，那么，建筑队就会拒绝这一分配方案，并且博

弈也就结束了。因此，如果建筑公司出价，他能得到较大份额，考

虑所有的完美均衡，建筑公司会在他出价的某一期得到未贴现过

的最大份额Ｍ，考虑博弈从ｔ时刻开始，建筑公司的所得不可能高
于Ｍ，在第ｔ－１期，如果建筑队考虑到，只有建筑公司要得到 Ｍ
的贴现值，他才会接受，因此，建筑队会出价１－δｃＭ，让建筑公司

得到δｃＭ。在ｔ－２期，建筑公司明白，如果自己提出的方案使建

筑队的所得低于ｔ－１期所得到的最低水平的贴现值时，建筑队一

定会拒绝，因此，他会提出方案δｔ（１－δｃＭ），即他自己得到１－

δｔ（１－δｃ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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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１－δｔ）／（１－δｃδｔ）

如果建筑队得到最小份额ｍ来重复上述博弈过程，则也会发
生ｍ与Ｍ 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均衡是唯一的。

并且，根据进化博弈论，如果在建筑公司和建筑队的博弈过程

中，如果建筑公司和建筑队总是出现均分情况，那么，其二者的内

生主观博弈模型就建立了。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公司的准一体化

制度是稳定的，而且，它也容忍了工资拖欠的惯例的存在。从这个

意义而言，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并非建筑公司的道德缺陷，而是一种

体制缺陷。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建立博弈模型，进行建筑队

装修队与建筑公司装潢公司新的制度嵌入。

第二节　包 工 制

包工头制度是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很流行的组织惯例。尽

管有一些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发展成了建筑公司和装潢公司，

但他们属下的建筑队和装修队常常仍然延用包工头制度，这是一

种很奇特的现象。

正如，青木昌彦所言，任何特定的组织结构都存在着理性设计

的因素，农民工建筑队或装修队也不例外。农村中个别有一定权

威（信息权威、政治权威或血缘权威）的农民组织了自己的亲缘和

地缘关系，成立了建筑队或装修队。然而，包工制度的形成却源于

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与委托人（即市场购买方）的博弈过程。由

于博弈双方都缺乏对对方信息的了解，委托人出于风险规避的考

虑，将会选择包工制，干好了给钱，干坏了不给钱。而对于没有多

少生活退路的农民工来说，只有选择接受包工制。这个选择符合

纳什思想，纳什认为，在讨价还价模型的最后博弈结果取决于博弈

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筹码和各自对风险的态度。他认为，风险中

立且有生活退路的谈判方将会得到较大的份额，而风险规避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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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生活保障的谈判方总是得到较少的份额。并且，从市场替

代的角度来看，包工制也是一种比较适合建筑公司或装潢公司选

择市场购买的较好方式，它们可以不必考虑日常的监督成本。因

此，当包工制在长时间中成为一种市场惯例时，包工制度也就存在

了下来。然而，在建筑公司或装潢公司对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

进行企业替代时，包工制度为什么还延续了下来呢？因为从信息

成本理论的角度来看，企业的任务在于对内部的生产要素信息进

行收集加工和处理，因此，它可以将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看成一

个整体的信息模块，对这个模块的总体信息处理成本远远比对模

块内部信息处理成本要低得多，因此，包工制也就在企业内部存在

下来了。

不仅如此，包工制还促进了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的专业化

分工，而这种专业化分工反过来又强化了包工制的延续。青木昌

彦认为，组织中的任何活动，包括最初级的体力活动都包含信息加

工的因素。这意味着在组织活动中个体参与人运用一定的智力程

序或认知机制，推断环境状态，预测行动结果，以及为解决问题而

作出决策。这些智力程序称之为心智模型，心智模型具有人力资

本的性质，它包括背景取向型人力资产和个人型人力资产。个人

型人力资产只处理与自己相关的环境部分的信号。而背景型人力

资产不仅需要处理个体所收集的相关环境信号，还需要以意会或

明确的方式处理其他任务单元对同一环境的不同认知。因此，这

两种人力资产存在着与组织良好匹配的问题。如果发生误配，其

对应的组织是没有效率的。为了使自己的建筑队或装修队有效

率，即包工制有效率，则包工头会根据自己的组织成员情况选择人

力资产的类型进行适当的投资，而投资结果使原有的组织发生了

改变，形成了新的人力资产类型的组织，而相对于人力资产的产业

配对，也就形成了不同专业的农民工建筑队或装修队。同时，由于

其专业化，特别是个人资产型的建筑队和装修队如专门的管道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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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专门的电气安装等其向其他专业流动的可能性很小了，也就形

成了其专业化分工的惯例，这个组织惯例与包工制的相互关联，又

引起包工制的耐久性，这也就是包工制一直延续下来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

由于包工制与专业化分工的相互促进，不同类型适合不同专

业的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越来越多，因此，单一的包工制合同并

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因此，在建筑市场中出现了网络状包工

形式：

图７ ２

上述包工形式还可以往下延伸。然而，这样的网络状包工结

构使得具有背景型人力资产优势的建筑队或装修队所能做的事情

越来越少，同时，具有不同个人型人力资产的建筑队或装修队也逐

渐向更专业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对同样一项工程来说，农民工

建筑队或装修队所获得收入减少了，其农民工个人所获得的收入

也相应减少。弥补收入减少的重要途径就是增大生产的订单量，

这也是不少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要求被建筑公司或装潢公司准

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包 工 头 制

包工制与包工头制从建筑市场的角度来看是一致的，但是，从

农民工建筑队或装修队内部来看，它们是不一致的。包工制只说

明了这个组织是对外承包某项任务，但并未说明这项任务在组织



１４２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中如何分配，及其由任务产生的报酬如何分配。而包工头制则说

明了这项任务由组织的组织者———包工头承揽并进行任务和报酬

的分配，即包工头具有组织中劳动剩余的分配权。其劳动剩余分

配权的获得并非拥有的组织中劳动力的使用权（他并不是雇主），

而是因为他是这个组织市场信息的收集并拥有者，他这个能力的

获得源于其在建筑市场工作的背景和其独特的活动能力（一般的

农民工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当然，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因为在

建筑和装潢行业，许多行动是不可观测的（比如，建筑结构的内部

质量），还有许多的行动是无法计量的（如电气安装），因此，在进行

劳动剩余分配时往往会遇到因计量不清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平问

题。并且，由于分配不公往往会影响以后的行动激励。因此，包工

头一方面会在工作中摸索比较科学的行动计量方法，另一方面也

往往会采用对组织成员进行挑选的办法来平息不公平带来的效率

损失，其最常见的挑选办法就是在家乡挑选辈分小于自己的亲缘

和地缘关系作为组织成员。这种组织成员对他来说有两个好处，

第一，由于辈分等级，他们一般会服从他的权威，即使出现了一些

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他们也会息事宁人。第二，由于亲缘和地缘

关系的存在，包工头如果发现自己分配不公平，他可能不一定马

上改变分配方案，但他可能会通过亲情或乡情回馈的办法来弥

补自己的失误。而这种弥补对远离家乡的农民工来说，有时候

其作用要大于金钱的支付作用（它类似于斯达克和卢卡斯所说

的延时性合同契约），因此，长期以来，在包工头和农民工之间会

形成一种共有信念，即农民工会听包工头的，包工头不会亏待农

民工。这个共有信念在与亲缘和地缘制度关联下形成了一个自

我维系系统，即包工头制度。这种制度是稳固的，因为亲缘和地

缘制度在包工头制中的嵌入，形成了一种制度关联，增加了其耐

久性。

同时，包工头制度的维持还得益于其内部分配信息的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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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包工头制的网络化惯例与之的关联。

图７ ３

包工小组一般是指按专业分工所形成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

小组也一般有一个类似于包工头的负责人，他负责包工小组中工

作任务的分配以及经济收入的分配。而且，这种包工小组一般是

由亲缘关系组成，兄长一般承担这种包工负责人的责任。这种情

况一般在装修队中比较明显。

由于每个包工小组分配信息的模块化，因此，包工头只要处理

各包工小组的模块输出信息即可，这样一来，他一方面节省了信息

处理成本，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对每个农民工分配不公形成的激励

困难。而后者是经常会发生的，因为包工头不可能知晓每一个农

民工的劳动能力及产量信息，而包工小组的负责人是知晓的，所

以，后者的激励要比前者的激励要有效得多。

这种网络化的情况正在迅速地发展。由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

利润减少，建筑队和装修队正在通过加大订单量来弥补损失，因

此，在一个建筑队或装修队中，包工小组的数量越来越多，尤其在

装潢业，一个装修队中的不同包工小组分布在不同的工地，循环作

业，这样一来，包工头对包工小组的工作量计算不是以某一个工程

计算，而是以其在某一个时间段中，完成的多个工程总量来计算，

这样一来，更加强化了包工小组的相对独立核算地位。

由于循环独立作业，不同专业的包工小组之间失去了横向比

较的理由。同时，包工小组的工作量核算在最初几次的包工头和

包工小组负责人之间的博弈中形成规则之后，逐渐形成了惯例，按

惯例结算已经成为这些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的一种组织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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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惯例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分配方案。因为即使在各种

工作大致内容相同的工程中，不同的工程还是会有不同的工作量

差异，比如同样是１５０平方米三居室的刷油漆工作，由于房屋的层
高不同和居室结构不同，其工作量有相当的差距。但是，这些差异

被包工头和包工小组以及农民工都忽略了，他们选择了次优的

惯例。

这种选择行为，一些经济家在对企业行为观察中也发现了这

一点，霍尔与希奇在进行企业家调查中发现，企业家并没有用边际

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概念来考虑他们的价格政策，相反，他遵循了一

种“全成本”的价格规则，即以每单位的主要（或直接）成本作为基

础，加上一个百分比来覆盖一般的管理费用（或间接成本），然后再

加上一个惯例的增加额（通常是１０％）作为利润。莱斯特也发现，

企业家在决定他们的雇用政策时，通常很少考虑工资率，而是重点

考虑了商品的市场需求和市场前景①。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

学总结了上述现象认为，经济均衡只是暂时的，企业行为和市场情

况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并且，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若干随机

扰动因素，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企业行为是以日

常惯例为基础的，它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这些惯例的差异性

构成了企业的相互差异性②。

与此同时，在农民工的建筑队和装修队中，还存在着一种包工

头与包工小组负责人之间的工资支付惯例。如上所述，由于建筑

公司和装潢公司与包工头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延期支付的惯例，

因此，这种惯例必然产生了包工头与包工小组之间的延期支付惯

例。正如上所述，前一种延期支付惯例与包工制的关联，引起了包

工制的耐久性。同样，后一种延期支付与包工头制的关联，也同样

①

②

杰克·Ｊ·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８页。

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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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包工头制的耐久性。因此，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也形成了

一种共同信念：即只要继续合作，工资总是要付的。这也就是尽

管存在工资拖欠现象，但包工头制却延续下来而且也没有发生大

量法律诉讼的原因。

由于支付和结算惯例的存在，农民工建筑队和装修队内部的

契约关系被其替代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支付和结算惯例实际

上也就是包工头、包工小组及农民工之间的隐含契约。这个隐含

契约往往对包工头是有利的。如果农民工偷懒延误了工期或是质

量不好影响了总体工程，包工头可以选择三种行动对包工小组偏

离合作的行为进行惩罚：第一，延付工资，第二，扣钱，第三，不给

工程。而包工小组对包工头偏离合作的行为只有一种行动即罢

工，但罢工对包工小组来说是不合算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博弈双

方严重不对称的博弈过程中最容易形成演进稳定策略：即包工小

组不选择偏离，而包工头也尽量不选择偏离，因此，合作继续稳定

进行。

在上述建筑队和装修队运作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取决于建

筑队装修队在城市建筑市场的嵌入，和后续的包工制、包工头制的

运作。这种就业形式，现在已经不再局限于建筑行业，在电力、通

讯、城市绿化等许多行业都存在着与建筑队装修队类似的施工队，

它们也是采取包工制乃至包工头制的运作模式。这些运作模式，

使得农民工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作组织嵌入了城市工业体系，

而在这个工作体系工作的农民工并没有纳入城市工业体系中的城

市职工所在的正式的外生就业制度体系。由于包工制、包工头制

的制度缺陷，内生的工资延期支付惯例与之关联形成包工制和包

工头制的制度耐久性，使得新的企业激励机制创建困难。要推动

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必须重新构建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的企业

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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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讨论：为什么农民工工资拖欠屡禁不止？

案例一：当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相当突出。全国总

工会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

估计可能在１０００亿元左右。资料还显示，当前拖欠工资的

现象主要发生在建筑施工企业和餐饮服务等企业。其中建筑

施工企业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７０％。以北京为例，截止

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竣工已结算和竣工未结算的拖欠

工程有３４０７项，拖欠总额为２３５．３４亿元，截止到２００３年底

劳务费拖欠总数已超过了３０亿元。另据北京市属几大国有

施工企业调查，２００３年总体劳务费结算率在５０％左右，差的

单位只有３０％左右。截止到８月３１日，河北、江苏等１０个

省市进京施工企业共拖欠劳务费累计达２９．３１亿元。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职工约有２．０７亿人，

其中分布在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９４００万人。在有些地

方，特别是一些非公企业和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职工往往由

于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或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而得不到应有

的报酬，拖欠工资、克扣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工以跳楼

等极端方式索要工资的现象也偶尔发生。

造成劳务费拖欠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建设单位拖欠

工程款导致劳务费的大量拖欠；二是施工承包企业拖欠分包

企业劳务费；三是劳务企业用工行为不规范造成农民工工资

拖欠；四是农民工自身维权意识差造成拖欠。

专家评论一：近些年来，国家银根抽紧，但国内建筑规模

庞大。在这个环境中，谁的谈判力最弱，谁就最不容易得到要

素的报酬。农民工进城后没有组织，谈判力最弱，他那部分的

报酬短缺是可以观察到的必然现象。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首

先应该建立一个认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制度。国家应该制定

统一的《农民工拖欠工资管理条例》，而不是各地自搞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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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建立农民工任职的资质认定制度，以此遏制我国由于

农民工进城没有管理造成的巨大浪费。第三是建立劳动合约

的认定制度，通过第三者公证，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具有法

律效力。

专家评论二：举报是农民工最简捷的维权方式。农民工

还可以通过加入工会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利。目前众多农民

工都是以个人形态直接面对用人单位，这确实加大了劳动者

维护自己劳动权利的难度。如果由工会组织先出面，就会使

农民工脆弱的权益得到一层保护。

专家评论三：对那些恶意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造成

严重社会影响的外地劳务企业，我们将对其实行一票否决制，

并清除出建筑市场。

资料来源：新华网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４日

案例二：河北民工郭增光等６８人状告北京市大兴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不作为一案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从２００１年底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日的两年内，为了追回６８
名民工的工资，郭增光２０多次往返于河北涞水和北京之间，

先后找了１０个部门，结果一无所获。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郭

增光代表６８名农民工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北京市大兴区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行政不作为。欠薪的中国航空港第十三公

司第五项目部（原河北省定州市建筑公司第十项目部），被列

为第三人。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人履行职责，对第三

人长期恶意拖欠原告人工资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理，责令

第三人支 付 拖 欠 的工资３３７３５元及补偿 金 和 赔 偿 金

８４１３７．５０元。庭上，被告辩称，大兴区劳动局于２００４年２月

１６日给原告下发了“告知书”，履行了自己的行政职责，没有

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起诉。此案没有当庭宣判，大

兴区法院将择日开庭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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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肖卫东以郭增光为例，向记

者分析了农民工追讨工资款所需要付出的成本。郭增光找过

１０个部门，花了６０天的时间，直接支付交通费、住宿费、伙食

费、材料复印费等２３００余元。如果加上他的误工费每天５０
元的话，他的直接成本达到５３００余元。而郭增光被拖欠的

工资款不过１０００元。肖卫东说，巨额维权成本导致许多农

民工要么知难而退，要么采取过激手段。对此，佟丽华律师提

出，应通过立法完善劳动监察制度，明确劳动监察部门的权

限，扩大劳动监察部门的职权。缩短劳动监察案件的处理期

限，提高劳动监察的行政效率，节省当事人和社会的成本。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９日

上述案例表明，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已经形成了较大社会影

响。案例一中专家提出的对策是，农民工个人或中间组织（农民工

的代言人）通过国家法律法规（外生性制度）的执行来解决拖欠农

民工工资问题。案例二则提出了农民工法律维权成本太高的

问题。

同时，案例一还提出了对农民工工资拖欠一票否决的对策。

那么，这个对策是否可以达到效果呢？在建筑业中农民工工资拖

欠是一个连环套。在这个连环套中，开发商、建筑商、劳务企业、农

民工，是四个环节。由于建筑单位比较多，而建筑工程相对较少，

开发商和建筑商之间便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开发商为降低成

本，拼命压价，建筑商为了拿到项目，不惜垫本经营。待建筑工程

分包之后，建筑企业把开发商拖欠工程款的“链条”向下延伸。为

了顺利地得到工程款，有的劳务单位增加工程要价，建筑单位给得

不够，他就不给工人发工资。因此，如果将劳务单位逐出建筑市

场，并没有解开开发商、建筑商之间的链条。而且，根据本章的分

析，在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的就业制度中，相关制度包工制与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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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制线性相关，如果解开包工制，则包工头制也将解体，农民工则

要重新寻找新的就业组织。

因此，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法律诉讼是一条重要的途

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同时，采用将劳务单位逐出建筑市场也不是

一个高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只有从制

度层面来入手。由本章的分析可知，建筑队和装修队（农民工劳务

单位）对工资拖欠惯例的默认来源于其加入建筑公司一体化的要

求。而建筑公司分期延期支付劳务款的惯例又增加了工资拖欠惯

例的耐久性，这使得工资拖欠成为了建筑行业的约定俗成，这也是

农民工工资拖欠屡禁不止的原因。

要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首先，可

以组建农民工建筑装修劳务公司，将层层分包的 Ｍ型包工制改为

扁平化的公司制，这意味着将建筑队和装修队向现代企业制度推

进。这样做，可以改变劳务单位与建筑单位之间的一体化关系，由

企业替代重新改为市场替代，使得劳务公司与建筑公司之间的关

系成为严格的市场契约关系。同时，由于建筑公司与劳务公司关

系的改变将引起建筑公司与开发商之间关系的改变，因为建筑公

司与劳务公司之间的严格市场契约关系将在成本核算上阻止其超

过能力范围接开发商的项目。这将从源头上阻止农民工工资拖欠

现象的发生。其次，组建农民工建筑装修劳务公司还有利于农民

工个人人力资本的发展。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农民工可以按专

业划分自己人力资本的类型并发展这种类型。这样做，一方面可

以形成公司的专用资产特色，使它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

还可以增强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以利于他更好地就业。



第八章

内生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数以万计的私营或民营企业扎根在一个

个曾经是农田或荒地的经济开发区内，伴随着这些企业诞生和成

长的是数以万计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至今为止，这种就业方

式仍然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方式，这种就业方式所承载着的就业

制度也仍然是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主要制度形式。

大量的研究为这种内生性就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圆满的解

释：第一，大量新企业的诞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市场需

求，而大量迫切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时地提供了劳动力

供给。第二，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大大低于城市劳动力，因而

农民工成为这些新企业的首选。第三，农民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吸引了一大批跨国公司的生产企业从东南亚国家转移到中国沿海

地区，增大了农民工国内市场的需求。

从表面上看，农村劳动力资源在企业黑箱中得到了最符合经

济理性的资源配置，企业也得到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然而，在对现有的农民工企业就业制度的进一步观察中发现，这个

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如图）的效率并非是最佳的。其原因

是它并未形成一种有效激励农民工工作效率的企业激励机制，而

难以形成企业对农民工有效激励机制的原因，就在于一系列关联

制度与现有内生性的农民工就业制度形成的关联与互补，使新的

制度创新难以出现。在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农民工保持

了持续的流动状态，增加了农民工就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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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１　整体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城 市 企 业 农 民 工 互补性制度 中 间 制 度

１ 有关劳动法
律法规。

２ 有关劳动保
护条例。

３ 有关社会保
险规定。

１ 工资制度。
２ 企业激励制
度。

３ 劳动力自由
流动制度。

４ 劳动力培训
制度。

５ 企业愿意承
担的与劳动

者就业有关

的相应制度

如食宿制度。

１ 保证劳动力
供给的基本

生活制度安

排，如住房制

度安排（集体

租房、自行租

房等）。

２ 保证劳动力
自由流动的

制度安排，如

流动惯例。

３ 保证劳动技
能不断提高

的制度安排，

如业余培训

制度安排。

　扣压身份证
惯例。

１ 亲 缘 和
地 缘 介

绍 惯 例

（市 场

引 入 制

度）。

２ 亲 缘 和
地 缘 与

企 业 谈

判惯例。

第一节　补缺式的制度内生

在制度经济学中，企业对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依赖于其制度

结构，而其制度结构由产权结构，企业对员工的考核能力及制度环

境所组成。

用詹森和麦克林的模型来表示上述关系①：

Ｑ＝ＦＲ［Ｃ（Ｔ，Ｋ１，Ｓ１，Ｓ２，Ａ，Ｉ）｜Ｌ，Ｋ２，Ｍ］

其中，Ｒ＝ｆ［ｒ，ｍ，ｅ（ｅ１，ｅ２）］

Ｑ为企业的经济绩效，Ｌ为劳动，Ｋ２ 为物质资本，Ｍ 为原材
料，Ｃ为企业可采用的组织形式，如合伙制、股份制、管理分散化程
度、购买设备、租赁设备、报酬给付方案等。Ｔ 为技术，Ｋ１ 为知识

① 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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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Ｓ１ 为企业组织规模、Ｓ２ 为市场规模，Ａ为资产特性，Ｉ为产
业特性，Ｒ为制度结构，ｒ为产权结构，ｍ 为考核能力，ｅ为制度环
境，ｅ１ 为正式制度，ｅ２ 为非正式制度。

在农民工就业的城市企业大多为新建企业，因此，其产权结构

是恒定的，而制度环境却在企业的逐步建立过程中通过企业与各

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参与者的博弈而逐步形成的。

对于劳动力的使用而言，由于农民工资源的丰富，企业在与农

民工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它们之间的博弈是偏向企业的，而且

最终的制度均衡是演进稳定策略。因此，对于企业而言，劳动用工

制度博弈是简单的，而且相对恒定。这也就决定了企业不会将过

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农民工身上。根据詹森和麦克林的模型，由于

制度结构Ｒ是约束紧的，因此，企业的组织形式选择集Ｃ的选择
空间是小的，对劳动力（农民工）所采取的激励方式也是简单的。

这样做是成本节约的。同时，由于制度的执行也是需要成本的。

因此，企业在执行国家的劳动法规时也是抱着能省则省的心态。

这也是造成农民工权益经常受到企业损害的原因。

因此，这为农民工的城市企业就业造成了制度供给困境。一

方面，国家的劳动法规得不到高效的执行。另一方面，农民工作为

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需要的各种制度供给是不足的。其不足表现

在：其一，企业已有的关于劳动力激励的制度是浅层次的。比如，

低的工资水平、有限的劳动激励。其二，有一些制度是缺乏的。比

如，有关劳动力培训和发展的制度、配置劳动力生活资源的制度

等。对于前者，农民工是无能为力。而对于后者，农民工只有采取

与企业和社会相关组织博弈的办法进行补缺性制度建构。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农民工的制度建构也是从低层

次的生活需求开始的。显然，根据内生性制度理论，农民工的制度

建构并非人为设计，它是与企业及相关群体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

因此，这些内生的补缺性制度并非完全能满足农民工的制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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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这些内生性制度内生的同时，有利于企业及相关群体的互

补性或关联性制度也会同时内生。

　　一、食宿制度安排

与内生性农民工建筑队装修队就业制度不同，在城市企业就

业的农民工在进行就业制度的建构时首先出现在参与其制度博弈

的符号系统中的就是食宿方式选择，同时这也是一个最有竞争力

的符号系统，因而它被最早建构出来。这个制度博弈发生在农民

工与企业之间。在广东沿海等经济开发区由于其开发初期城市化

水平很低，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博弈均衡结果是由企业为农民工

提供食宿①。并且，经过重复博弈，这个博弈均衡最后演化成一个

惯例，并被一直遵守下去，即使在目前广东沿海等地的城市化水平

有了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这个惯例仍然被维持下来，并成为一种制

度。由于制度的多样性，在珠三角一些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并

不存在食宿惯例，而是在这些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形成了农民工集

体租住（群居）的惯例。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城市化水平较

高，它的情况与珠三角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情况相同，农民工与

企业的博弈结果是由农民工自己租房解决食宿问题，他们也形成

了农民工在某个村庄集中租用农民房屋的惯例。

在广东沿海地区，企业为农民工提供食宿是一种普遍现象。

工厂向农民工提供集体宿舍、公共食堂，然后每月从他们的工资中

扣除一定的费用，作为食宿的支付，一般来说，这种支付费用是不

高的，要远远低于农民工在外食宿的费用。同时，即使在生产停滞

时工厂也让农民工呆在宿舍，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对于这种做法，

陈佩华有一个解释，她认为，这种做法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给工人

① 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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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食宿使得工厂控制工人的时间变得更加容易，它使工人不必

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买菜和做饭上，也不必在上、下班上浪费时

间。同时，在不开工的时候为农民工提供食宿是为了储存劳动力，

让他们随时做好开工的准备①。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上述解释并不符合经济理性。对企业

来说，它需要劳动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劳动效用，因此，它关注的是

农民工在上班期间的产量表现。然而，企业为什么还要在不需要

关注的地方投入成本呢？其主要原因是，在沿海经济开发初期，许

多企业建立在小村或小镇或是远离小村小镇的郊外。由于生产先

行，故企业建立了，但相应的生活社区却是缺乏的。它不光缺乏生

活服务，而且缺乏安全服务。因此，这些新开工的企业不得不为农

民工建立起大量的独立生活区域，为他们提供食宿。并且，通过提

供食宿避免了农民工的外出，从而变相地为他们提供了公共安全

服务。

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自我

维系系统。食宿制度的最初建构虽然是企业的人为设计，但是，通

过农民工与企业在食宿这个外生博弈规则下重新博弈导致了食宿

制度真正成立。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企业对劳动者食宿的提供意

味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农民工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情况

下，劳动力的价格是极其有弹性的，因而企业完全可以不提供食

宿。但是，在农民工与企业的博弈中，那些提供食宿的企业总是被

农民工选择，而不提供食宿的企业总是不能招募到自己理想的农民

工及理想的农民工数量。因而当提供食宿成为企业和农民工的共

有信念时，食宿制度安排也就被企业和农民工共同遵从和维护着。

随着沿海经济开发区的不断成熟，经济开发区内的社区也逐

①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
论》２００２年卷，第１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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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形，一定程度的商业服务、安全服务使得原先纯粹的生产区域

周围出现了成型的生活社区。一些农民工开始离开企业的集体宿

舍到企业周围社区租住民房，自动脱离了已经形成的食宿制度。

但是，食宿制度并没有因此消失，一直保持至今。其根本的原因

是，其一，由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使得单项制度具备了耐久性。

其二，制度的变迁一方面取决于博弈结构内生的累积影响，另一方

面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冲突。首先，从调查结果来看，尽管已有了一

部分外出租房的农民工实践，但是，他们的实践结果除了显示他们

在生活私密空间的自由度之外，并没有显示他们在经济上的任何

收益，而对于农民工来说，后者是他们目前更为关注的对象。其

次，尽管企业周围出现了社区的基本模型。但是，成熟的商业和安

全服务远没有出现。并且，成熟的安全服务无论对男性农民工还

是女性农民工来说都是重要的（大量社会学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

点）。第三，食宿制度安排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制度，它的变迁往往

源于与之关联与互补制度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而这种情况尚未

出现，所以，食宿制度安排仍然保持下来。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集体租住当地农民房屋的惯例也

被维持下来了。其原因是，由于当地交通相对便利、城市化水平相

对较高，因而并不存在提供食宿与农民工企业选择的联系。在企

业与农民工的博弈过程中，企业显然处于强势地位，这个博弈也很

容易演进成稳定均衡策略：企业不为农民工提供食宿。这个稳定

均衡策略是稳定的，因而它也形成为惯例。这个惯例促使了农民

工租房惯例的形成。由于农民工对出租房的需求，刺激了当地农

民对出租房的供给。这个供给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农民房的

兴建。其二，农民房的空置。同时，在长三角地区具有这样一个流

动惯例，即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流向长三角的一些大城市，而全国

各地的农民工流向长三角周边城市企业。由于当地农民工的流

出，房屋空置，则为外地农民工提供了充裕的出租房供给。由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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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出租惯例和企业不提供食宿的惯例与农民工集体租住农民房的

制度相关联，使得后者增加了耐久性，因而被长期维持了下来。

　　二、流动惯例

劳动力的流动制度安排也应当是就业制度的基本内容，它允

许劳动力自由的流动，使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内生

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也建构了此项制度。但这个制度

与正式的外生性劳动力流动制度相比，农民工流动的次数过于频

繁。而且，流动的区域具有定向性。这说明，农民工的流动并非完

全是一种出于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考虑的流动。

表８ ２　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次数（％）

年　　份 ０次 １次 ２次 ３次 ４次及以上

１９９２ ４２．７ ３０．３ １６．９ ２．２ ７．９

１９９３ ５２．０ ２３．０ １４．０ ７．０ ４．０

　　资料来源：赵树凯等：《农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

１期。

从表中可以看出，１９９２年４２．７％农民工没有发生再次职业流

动，也即５７．３％的农民工发生了再次职业流动。１９９３年４８％的

农民工发生了再次职业流动。另外，北京大学１９９５年在广东的调

查表明，６６．１％的农民工进行过２个以上的单位。流动成为沿海

企业农民工的行为惯例。但是，根据李强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再次

职业变动之后，７２．２％的农民工地位没有发生变化①。陈佩华的

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②。

①
②
李强：《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

论》２００２年卷，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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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多次职业流动并不能提高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情况下，

农民工建构的流动惯例为什么得以延续呢？李强认为，农民工频

繁更换工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由于农民工是临时性的，他

们在心理上没有单位归属感。在一个单位是否可以待下去，取决

于他们与雇主之间的交换关系，交换成功，留下来。交换不成功，

则离开。这种市场型的关系本身就容易形成工作的频繁更换。第

二个原因，由于大多数农民工还必须顾及家中的农活及家庭的生

活，因此，他们经常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使得职业发生频繁

流动。

事实上，李强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第一代农民工身

上，而第一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从农民工与企

业博弈的角度来看，企求通过流动提高地位是农民工的行动选择，

而尽管以低成本雇用农民工是企业的选择，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

情况下，企业处于博弈强势，因此，它的选择总是成功。然而，在不

完美信息的情况下，农民工对企业的内部信息和其行动选择的规

律并不了解，因此，主观博弈模型一直难以建立，他们需要通过不

断的试错试验，最后建立稳定的主观博弈模型，即放弃流动。然

而，流动的试错试验由于其连续不断的进行也就形成了流动惯例。

由于这个惯例存在于试错期间，因此，它也就只存在于那些打工时

间不长的第二代农民工身上。一旦第二代农民工的试错过程结

束，他们也就退出对流动惯例的遵从队伍，则第三代农民工又需要

跨入这个试错行列，这是流动惯例得以维持的真正原因。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以亲缘和地缘为纽带进行流动，某一个农

民工的流动行动选择往往会引起一群与之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人

群流动。正如李强的研究结果所言，他们的随群流动并不会引起

地位的变化。但是，这种随群变化使得亲缘与地缘的亲情氛围得

以维持，这对于身处异乡，与城市居民不能融入一体的农民工来

说，是一种重要的精神需要和安全需要。并且，由于农民工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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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依据于亲缘和地缘关系，而亲缘和地缘关系涉及的企业是一

定的，所以，这种流动还具有区域和企业的定向性。

　　三、亲缘和地缘与企业谈判惯例

这个惯例是内生的中间制度。尽管劳动法和劳动保护条例的

存在，以及劳动管理部门和劳动监察机构的存在，农民工仍然难以

通过这些正式的制度和渠道要求自己的权益。其原因之一是法律

诉讼成本太高，之二是由于农民工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通过上述

渠道主张自己的权益诉求极有可能失去就业机会。而就业机会对

农民工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在劳动保护措施的设置

和劳动法的执行过程中，许多企业往往敷衍了事，以应付劳动管理

部门和劳动监察部门的检查为目的。其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

他们在与农民工的博弈中获得了农民工不敢轻易失去就业机会的

充分信息，这使得他们在与农民工的博弈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优

势。在一些企业，在农民工要求权益而企业不愿给权益的博弈过

程中，一些不执行或敷衍执行劳动法和劳动保护条例的企业惯例

形成了。而且，由于企业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在缺乏国家外生性制

度（法律）的强制性干预的情况下，这些惯例被维持了下来。在具

备外生性制度强制的情况下，这些惯例可以被暂时破除，但外生性

制度稍一放松强制，它们又死灰复燃。在农民工不可能采取法律

手段主张自己诉求的情况下，靠搞维权活动的形式来进行外生性

制度的强制，显然，其维持成本是高昂的，也是难以做到长期有

效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农民工内生了亲缘和地缘关系与企业谈

判制度。这个制度的效率是有限的。针对于个别农民工的权益保

护问题，它可以通过亲缘和地缘关系与企业进行沟通。但是，对农

民工群体的权益问题如拖欠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却无法与企业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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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出现的问题，农民工只有用换企业的办法来选择更

好的企业，而他们这种办法也是试错式的，是有成本的。因为他们

的流动是通过亲缘和地缘引导的，是定向的。尽管如此，流动惯例

仍然是他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

第二节　互补性制度形成的
整体制度安排

　　从企业运营效率来看，一定量的劳动力流动可以保持企业内

部劳动力的竞争，从而激发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但是，超过一定限

度的劳动力流动则会引起企业运营的不稳定。其一，可能会引起

大量的不熟练工进入企业；其二，即使是等量的熟练工进入企业，

他们与企业现行的劳动组织和管理制度具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博

弈过程），这有可能会引起生产能力下降。

针对企业可能的大量熟练工的流动，企业一般采用两种办法：

一种是硬性地限制其流动，另一种是通过采取提高福利待遇的办

法，或设置劳动力收入预期办法（如实行年功工资、办理各种社会

保险）。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告诉我们，企业还可以通过不同契约选

择不同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保持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合理流

动。然而，在现实情况中，企业往往采取了第一种办法（硬性的限

制农民工流动），许多企业采取了扣压身份证，续签合同的办法阻

挠农民工辞工①。

根据内生性制度的博弈均衡观，任何制度的内生或实施，都需

要经过重新的博弈过程。在农民工和企业的博弈过程中，上述两

种办法都会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参与制度博弈的竞争。显然，对企

①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
论》２００２年卷，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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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而言，第二种办法是具有成本的，而第一种办法是没有成本的。

而且，企业又处于博弈的强势地位，因而，第一种办法竞争获胜。

而且，企业的激励制度对一个新建立的企业来说，是一种外生

的人为设计制度。正如青木昌彦所言，这种人为设计制度是否成

功，还需取决于其所处的域，这个域的环境参数与之是否吻合是其

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个吻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试错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无论企业经营者还是

农民工在强制性规则的遵循过程中同时需要消耗成本。对企业经

营者来说，这种制度的交易成本或许很大，也或许很小，总之是不

确定的。因而，它意味着执行这些人为设计制度具有一定的风险。

而如果使用原始的扣压身份证的行动，由于农民工急于就业，因

而，在上缴身份证的过程中并不会遇到过多的阻力，几乎没有交易

成本，因此，后者比前者的运作风险要小得多，所以扣压身份证的

行动也就成为一个常规行动。

在农民工的就业过程中，由于农民工得知了企业总是扣压身

份证的行动选择信息，因而，在他们与企业经营者的博弈中，他们

也就自然选择了上缴身份证的行动。这类似于鹰鸽博弈模型。企

业是强势方，总是采取鹰策略即进攻型策略，而农民工是弱势方，

总是采取鸽策略即退却型策略。如以下弈局：

企

业

　

农民工

鹰 鸽

－２，－２ ２，０

０，２ １，１

　
鹰

鸽

图８ １

在上述弈局中，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点（２，０）、（０，２），即
（鹰，鸽）、（鸽，鹰），但是它们存在非对称的缺陷，博弈出现的最终

均衡是哪一个，取决于这两个纳什均衡点出现的概率。事实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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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采取鹰策略，而农民工总是采取鸽策略，因此，最后的均衡

是（２，０）。而且，根据进化博弈论，这个策略是演进稳进策略，它

是一种精炼的纳什均衡。因此，在企业采取扣压身份证的行动选

择之后，农民工的选择只能是上缴身份证。并且，没有必要进行下

一轮试错博弈试验。这也就是企业扣压身份证惯例维持至今的

原因。

从理论上来说，企业进入运行成熟期之后，其各项激励制度应

当相应地成熟，他们应当废弃扣压身份证的做法。但是，由于扣压

身份证惯例已经形成，同时，建立激励制度所需的交易成本仍然存

在，因此企业采取了效用最大化原则，舍弃了激励制度的建立。同

时，由于食宿制度安排的存在以及食宿制度安排为农民工提供的

变相安全服务，企业会把它们当作对农民工激励机制的补充。因

此，由于食宿制度安排与扣压身份证惯例的互补，形成了食宿制度

安排和扣压身份证惯例的双重耐久性。在企业不提供食宿的情况

下，食宿制度安排不能成为企业激励机制的补充工具。但是，企业

仍然会采用扣压身份证的惯例，因为它仍然处于博弈的强势地位。

同时，扣压身份证惯例与亲缘和地缘关系介绍农民工进入企

业的惯例互补，增加了扣压身份证制度和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的

耐久性。许多企业并不忌讳由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非正式组

织对企业生产效率造成的负效益。相反，他们往往舍弃从当地劳

动力市场招聘农民工的办法，鼓励现有的农民工从家乡介绍同乡

来企业工作①。企业对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的遵从起源于最初对

一个已经形成的惯例和一个尚未形成的制度即亲缘和地缘介绍惯

例和劳动力市场招募制度的比较选择利益选择。因为一项人为设

计的新制度特别是尚未形成制度的实施风险要比已经成熟制度的

①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
论》２００２年卷，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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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风险要大得多。其原因就在于，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是因为

首先它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对于一项人为设计制度

来说，它是否能成为博弈双方的共有信念，并不是确定的。也许它

肯定了博弈一方的行动选择，却不同意博弈另一方的行动选择。

如果是这样，它将被修改成另一项制度，或者它不被执行成为无用

的制度。因而，它蕴含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同时，由于农民工的基

本素质是确定的，利用劳动力市场和亲缘、地缘介绍惯例所获得的

劳动力是基本同质的，因而其效用是一致的。所以，作为企业经营

者来说，对现有已经在执行的制度实行拿来主义不但是风险规避

的，而且并不会降低劳动力的效用。当然，遵从亲缘和地缘介绍惯

例，存在着由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对企业生产效

率的负效应，如一些企业表现出对××帮或某地人的恐惧。但是，

由于扣压身份证惯例的存在，这种负效应并不会产生。因为扣压

身份证的行动实际限制了农民工的流动选择自由，所以，出于生存

的考虑，农民工会放弃利用非正式组织行动。

与此同时，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与食宿制度安排又是互补的。

无论在企业提供还是不提供食宿的情况下，农民工总是选择与亲

缘和地缘关系共同食宿，这就使得这两项制度成为了互补性制度。

如上所述，互补性制度实际上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博弈

参与人无法在不同的域协调其策略决策，但他们的决定在参数上

受到另一个域现行决策的影响。在某个域流行的制度从其他域的

博弈参与人角度来看，只要他们把这些制度看作参数，超出了自己

的控制范围，它们就构成一种制度环境。某个域的参与人面对另

个域的制度参数作出的策略决策实际上也会对另外域的参与人决

策和制度产生反馈作用，反之亦然。因此，制度间共时性相互依赖

可能会作为每个博弈域的均衡结果而出现。而这种相互依赖就是

制度的互补性。正如，食宿制度安排对扣压身份证惯例的互补，扣

压身份证惯例对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的互补，以及食宿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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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的互补，除上述正向互补之外，还存在亲缘

和地缘介绍惯例形成的大量劳动力流动与企业限制劳动力流动惯

例之间的反向互补关系。

运用托皮科斯（Ｔｏｐｉｋｓ）、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发展的超模博

弈论，可以从理论上解释制度互补的原理。假定存在两个域Ｄ和

Ｇ（如政治域和市场交换域），参与人集合分别为 Ｍ 和Ｎ，这两个
域不是联结的，但某个域实行的制度通过改变其他域的制度参数

而影响着其他域参与人的决策。假设域Ｄ 的参与人面临的决策

∑或者∑，而域Ｇ 的参与人面临的决策规则是 Λ或 Λ。

每个域的所有参与人具有完全相同的报酬函数Ｕｉ＝Ｕ（ｉ∈Ｍ）和

Ｖｊ＝Ｖ（ｊ∈Ｎ），它们分别定义在参与人自己二元决策集合｜∑；

∑｜或｜Λ；Λ｜上，其中每个域的参与人视另一个域的决策

集合为参数。当一种（内生性）规则在相关域被选择为均衡决策

时，该域被制度化。则：

　　Ｕ（∑；Λ）－Ｕ（∑；Λ）　　

≥Ｕ（∑；Λ）－Ｕ（∑；Λ）

Ｖ（Λ；∑）－Ｖ（Λ；∑）

≥Ｖ（Λ；∑）－Ｖ（Λ；∑）

第一个不等式说明，当域Ｄ 的参与人面临的制度环境是Λ而不

是Λ时，他们选择∑而非∑的边际收益有所增加。第二个

不等式说明，域Ｇ的参与人在制度环境是∑而非∑时，选择

Λ而非Λ的边际收益会有所增加。因此，在超模条件下，包含

Ｄ和Ｇ 的系统将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即（∑，Λ）和（∑，

Λ），当这种多重均衡成为可能时，则域Ｄ 和Ｇ 是制度互补的，

∑和Λ以及∑和Λ在制度上互相补充。

在制度互补的情况，整体制度安排的效率如何呢？青木昌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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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制度是互补的，那么整体制度安排有可能不是帕累托相

互兼容的。因为如果（∑，Λ）是一种帕累托有效的制度安

排，其中，Ｕ（∑；Λ）＞Ｕ（∑；Λ），Ｖ（Λ；∑）＞
Ｖ（Λ；∑），但如果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在相应的域被选择成

了另一个域的制度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域的参与人就会相

应选择∑和Λ，一种帕累托低劣的制度随之形成了。

以此来观察内生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由于制度的互

补，出现了食宿制度安排、流动与限制流动惯例以及亲缘和地缘介

绍惯例的多重性均衡，由于这些域的参与人决策的相互支持和加

强，最后形成的均衡已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勾画的纯粹劳动力需

求与供给的均衡，而是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条件下努力维持劳动

力稳定的均衡结果，显然，它不是占优的帕累托均衡。而且，由于

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互补，使得农民工企业就业制度与其互补

型惯例（制度）成为了一个整体性制度，这个整体性制度具有抗击

微小干扰的能力。一些小规模的环境参数改变，如，企业周围社区

安全服务质量的提高、劳动监察部门对扣压身份证制度的阻止都

不能导致食宿制度、扣压身份证惯例的变迁。同时，企业作为效率

的追逐者为了追求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最佳资源配置效率，它可能

会自动进行制度创新，如建立企业各项激励制度，解除对农民工流

动的限制等等。但是，由于就业制度与其他互补制度已经形成了

一个整体性制度，并且，这个整体性制度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企业的

遵从，因而，个别企业的制度创新是难以奏效的。其原因就在于其

他企业的策略互补会使得该企业的制度创新成本过高，因而，它仍

然会选择遵从现有的整体性制度安排。

显然，这无论对企业经营者和农民工来说都不是帕累托最优

的选择。要改变这项次优的帕累托制度安排，需要同时改变所有

互补性制度，或者需要改变某一域的制度，然后通过互补性关系引

发其他制度的连锁反应，最后达到新的制度变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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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者来看，要同时改变所有的互补性制度具有相当的难度，

它需要从博弈的内外生结构变化来实现这一目的。

首先，从外生结构来看，需要博弈的环境条件发生巨大变化。

比如，如果在社区完善的法律条件下，扣压身份证惯例真正受到法

律的抑制时，扣压身份证惯例的破除立即会引起限制流动惯例的

解体，以及引起企业契约激励制度的创新，出现企业真正通过激励

机制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经济理性行为。而这一行为的出现，将会

为企业提供食宿的制度提供制度危机。其次，在沿海地区这些经

济开发区形成了完善的生活社区，它具有完善的商业服务包括完

善的商品房租售服务，同时具有完善的安全服务，以及具有良好的

法律治安环境。这种环境条件的改变会促使农民工在企业外住宿

的行动选择增多。并且，当这种选择不断增多，而博弈的内生影响

在不断地累积。当这种行动选择大到一定程度时，其内生的累积

影响也大到了足以使食宿制度安排发生制度危机的时刻，最终将

导致食宿制度的变迁，推动农民工与社区的融合，并使其具有社区

归属感，真正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化。反之，当食宿制度发生变化，它不能为扣压身份证惯例提供互

补时，也会使扣压身份证惯例发生制度危机。由于上述互补性制

度或惯例的变迁，将使农民工企业就业制度回归到经济理性的本

源上来，重新达到帕累托最优。

如上所言，这些互补性制度变迁的环境因素是社区建设，然而

这些经济开发区中的生活社区该如何形成呢？从经济学的意义来

看，社区在于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既然提供的是服务，那么，其产

权的划定就可以确定社区公共与私人性质。显然，从社区土地的

归属来看，国家拥有土地，而社区政府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

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应当由社区政府来承担，事实上，中国的实践

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在许多经济开发区社区建设是如此之滞

后呢？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地的稀缺性使得土地的价值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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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土地资源几乎不作任何社区建设的增值就可以获得极大的收

益。然而，在社区土地资源几乎配置完毕之后，再作社区公共设施

的投入时，社区政府已经失去了利益的驱动力，这也就使得社区建

设长期搁置下来。社区建设的长期搁置，即使农民有了户籍的迁

徙自由也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在这些开发区将整个家庭长期生存

下来。

后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情况好于前者，

由于其城镇及农村社区的比较成熟，其周边的经济开发区可以享

受到这些社区的辐射性服务。因此，在农民工企业就业制度形成

的前期，各种互补性制度的强度就明显小于珠江三角洲，比如，身

份证扣压制度在长江三角洲较为完善的法律环境下其生存的空间

就比较小。由于其互补性制度的强度较小，使得就业制度效率的

受损部分较小，这也就使得长江三角洲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目

前要优于珠江三角洲，这也是长江三角洲近几年来频受外商投资

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

案例讨论：为什么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困难？

案例一：近两年来，全国各地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进

行了一些探索，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问题上。据了解，目前各

省市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办法是各自根据本省市的特定情

况确定的。比如上海、成都制定了综合保险的办法，广东也制

定了相应的办法。各地的做法各有特色，不尽相同。北京在

１９９９年就出台了《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

险暂行办法》，之后又在２００１年制定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

险暂行办法》（简称１２５号文件），该《办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

应自招用农民工之月起，必须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

参加养老保险手续。目前在北京市流动人口中，取得做工证

的大概有１００万人，其中参加到养老保险范畴的有２５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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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工上一年的工资很难确认，北京目前采取的是以上

一年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如２００３年为４６５元），

８％由农民工来承担，２０％由用工单位来承担。同时按照北京

市的要求，即使没有取得做工证，如果农民工在企业中没有建

立养老保险关系，只要形成事实的劳动关系，即使没有劳动合

同，在农民工离开的时候，企业必须按照北京市现行的政策进

行结算，赔偿有关的待遇。尽管目前这一政策采取了低门槛

标准进入、一次性清退的方式，也有很明确的强制力，但这一

规定的执行效果却非常不理想，企业主认为，农民工的流动性

太大，干不了几个月就又不知去哪里了，要是为他们建立了社

会保险，可结果企业的这部分最后又落到社会保险的经办机

构了。我们也懂得给员工上保险是件好事，可现在企业竞争

如此激烈，我们自己还不知挺多久呢？这保险费当然是能不

缴就不缴了。

在北京建筑业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不是一个特别

大的问题，因为建筑业主要使用的是整建制的外省市包工队，

而在前期招标时，大多施工企业就会要求包工队把有关农民

工的保险问题自己在原籍就办好。那么北京１００多万建筑业

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大都在原籍搞掂了吗？在北京搞了近１０
年包工队的王先生透露了天机：现在的建筑市场竞争如此激

烈，哪个企业不想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要求给农民工在原籍

办好保险已经是竞标工程时的一个条件了，这样做，施工企业

就既可有理由搪塞劳动部门，又可以节约开支。

案例二：广州市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人声鼎沸，农民

工焦急地等着退保。“离开这个城市只能把自己的那部分钱

取出来，真麻烦，跑了好远，我晚上要坐火车，你看现在排队的

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到我这里。”在这位农民工眼里，社

保就是折腾，没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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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队伍排了有１００米

长，全是退保的。工作人员整天忙碌的是退保，当初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门苦口婆心地要求企业为职工参保，结果却是企业

不高兴、参保人员不高兴，政府工作人员也不高兴。

资料来源：王文韬等：《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调查》，《半

月谈》２００４年第８期。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不愿缴养老保险费，

而农民工对养老保险并不乐意接受，正是由于国家的强制才使得

这项制度得以艰难地执行和艰难地维持。难道国家人为设计的这

项外生性制度有立意方面的失误？不是的。从劳动力在劳动力市

场的进入———工作———退出的整个过程来看，养老保险是劳动力

就业制度的重要一环。然而，为什么它出台后在与企业和农民工

的重新博弈中不能朝着有利于它的博弈均衡方向发展呢？

广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同志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搞养老

保险，而是尽快确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因为从广东层出不

穷的农民工工伤事故到规模惊人的农民工职业病群体，以及由此

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劳资纠纷，均决定了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

制度应当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优先得到确立，这种保障项

目不存在账户积累与保险关系接转问题，成本亦不高，对农民工是

一种职业风险的分散机制，对用人单位则是符合国际惯例和建立

在《劳动法》基础之上的工伤赔偿机制。

显然，开展工伤保险是必要的。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养老保险

的不重要。如果等工伤保险等一切保险制度建立好了之后再来建

立养老保险制度，则为时已晚。因为养老保险是按年功计算，推迟

缴纳时间则意味着降低农民工未来的养老水平。

根据上述案例，企业和农民工缺乏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皆

源自农民工是流动的。由于农民工是流动的，农民工只想拿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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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企业只想付了工资了事。根据本章分析，农民工的流动并非是

农民工自愿，大多数农民工具有强烈的城市居留倾向，而且这种居

留倾向随着农民工的居留时间增长而稳定。造成农民工流动的根

本原因，也并非住房制度的困境，农民工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也

内生了食宿制度或租房制度安排。造成农民工流动的根本原因在

于企业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而且，企业目前采用的低层次激励

机制如工资激励也往往受到侵蚀，许多企业存在着故意拖欠工资

和克扣工资的现象。即使在一些按时发放工资的企业也存在变相

地工资克扣现象，如迫使农民工超时工作等。

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农民工只好通过流动的办法来进行就业

制度环境的筛选，以其获得适合自己的就业制度环境。因此，要改

善目前养老保险制度执行状态，必须要对企业的激励机制进行制

度创新。通过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建立和完善企业对农民工的

各种激励手段，一方面通过农民工的工作努力激励产生高效的企

业绩效，另一方面通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激励产生农民工对人

力资本发展的需求。由此，一方面，企业通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

高获得更高的企业绩效；另一方面，农民工通过人力资本的提高获

得在企业中的竞争力和生存力。正因为企业激励机制度的创新把

企业的发展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则必然会形

成企业对农民工劳动力资源的保护和维护，而不是类似于目前“破

坏性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在企业和农民工

中的重新博弈必然会走向基于劳动力发展和保护宗旨的国家养老

保险政策的制度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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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在城市工业化进程飞速推进的同时，农村

工业化的进程也在迅速推进。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农

村地区的工业化的步伐甚至快于某些城市地区的工业化步伐，并

因此成为中国经济最显著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地区对劳动力资源

的迫切需求，使得它们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重要的转移地。据估

计，约有２／３的农民工在县城或县城以下的镇和村庄就业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曾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小城

镇的转移非常乐观。他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容量有限。大量农村剩余

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资源配置紧张。同时，由于

一些农民工在城市中屡屡触犯刑律，引起了城市社会治安状况一定程

度的恶化。但小城镇化则与之不同，它是一个由农村变为“工村”②、

由农业镇变为“工业镇”的过程，由于行业的转变意味着资源的重新配

置，它不会引起类似于城市的资源配置紧张状况。因此，农村剩余劳

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小城镇化优越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

城市化，它应当是中国主要选择的城市化道路。这个观点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讨论中再次受到重视。

然而，折晓叶、王晓毅的调查表明，在异地小村镇就业的农民

①
②
姚阳：《社会排斥和经济歧视》，《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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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与当地已经转化的农民工在就业机会、社区资源分配等方面享

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①。也就是说，在一些村镇在由农村或农业

镇向“工村”或“工业镇”转化的过程中，其资源配置并不是采取无

论农民工还是本村村民统一洗牌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正如折晓

叶、王晓毅调查的情况那样，农民工恰恰被排除在了村庄或城镇资

源重新配置的范围之外。他们在村镇的就业如同他们在城市中的

就业，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不断流动着的“打工仔”。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村镇制度创新的路径将乡土秩序嵌入

了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当中，使之出现了由内及外的

企业用工惯例。同时，由于村镇工业化的特殊状态———块状经济

结构作为一种制度环境与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发生了

关联，使之内生了农民工不流动的惯例。而且，这两种惯例是耐久

的，它使得有利于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的激励机制难以形成。

表９ １　整体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村 镇 企 业 农 民 工 关 联 制 度 中 间 制 度

１ 有关劳动法
律法规。

２ 有关劳动保
护条例。

３ 有关社会保
险规定。

１ 工资制度。
２ 企业激励
制度。

３ 劳动力自
由流动制
度。

４ 劳动力培
训制度。

５ 企业愿意
承担的与
劳动者就
业有关的
相应制度如
食宿制度。

１ 保证劳动力供
给的基本生活
制度安排，如
住房制度安排
（集体租房、自
行租房等）。

２ 保证劳动力自
由流动的制度
安排，如流动
惯例。

３ 保证劳动技能
不断提高的制
度安排，如业余
培训制度安排。

１ 乡土秩序。
２ 由内及外
的企业用
工惯例。

３ 不流动的
惯例。

４ 扣压身份
证惯例。

５ 土地、水、
电等资源
管 理 制
度。

６ 相邻关系
惯例。

１ 亲 缘 和
地 缘 介
绍 惯 例
（市 场
引 入 制
度）。

２ 亲缘、地
缘 关 系
与 企 业
谈 判 惯
例。

①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０９页。
王晓毅：《村庄中的外来人———村落之间人口流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障碍》，《农民

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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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村镇制度创新路径与农民
工异地就业的关联

　　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过程。起初，人们总是期

待制度创新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理想体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人

为设计的理想制度和成功的制度在异地实践过程中总是会发生制

度变异，内生的制度创新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依据自己的

路径走向制度的均衡。

在村镇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制度均衡供村镇制度

博弈者选择。第一个制度均衡：工业化所带来的制度均衡。第二

个制度均衡：依据于农村乡土秩序的制度均衡。第一个制度均衡

表明，在外来工业文明的体制下，村镇居民包括农民工对类似于城

市经济文化体制制度的遵从。这种制度均衡也是上述经济学家所

期待的城镇化局面，即按照城市工业化的要求，重新进行资源配

置。第二个制度均衡则表明，村镇将依据原有的乡土秩序，在此基

础上重新进行资源配置。这两个均衡最终谁被选中，取决于环境

因素的强弱。第一个制度均衡取决于工业文明因素的强弱，在国

家强制性地推行工业文明的情况下，这个均衡将会被选中。而对

于第二种制度均衡，如果乡土秩序非常强大，它也有可能被选中。

事实上，国家对城镇化推进并非是强制性的推行，撤乡并镇等

地方性管理体制的改变只是为城镇化提供了制度基础，而实际的

人口城镇化还依据于人口的自然转化。因此，许多村镇在实行农

村工业化之后其原有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得到改

变，改制后的领导集体往往还是过去村镇行政领导集体，他们仅仅

是从村镇干部变成了村镇工贸集团的领导，原有的正式或非正式

制度仍然在村镇沿用。从这个意义而言，第一种均衡被选中的机

会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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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村镇所控制的资源如土地、生

产原料等增值迅速，形成了雄厚的集体收入，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制

度与村镇领导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在农村中，正式制

度往往与非正式制度（亲缘、地缘制度）保持着一致，正式制度的维

持，实际上也意味着非正式制度的不被侵害性。由此，原有的乡土

秩序也就被牢固地维持下来了。因此，在制度的博弈过程中，由于

乡土秩序的强大，它也容易形成演进稳定策略：即第二种制度均

衡被选中。这个博弈结果与青木昌彦的制度多样性理论不谋而

合：最后的制度均衡往往取决于当地的历史文化。其原因是，由

于制度的关联使得原有的制度具有耐久性，以至于出现诺斯的路

径依赖现象。由于制度博弈者的头脑中拥有了过多的关于这种路

径的信息，这使得博弈者在行动选择中会过多地使用和处理这些

信息，使得最后制度均衡的选择往往偏向于这种路径。

而且，这个均衡与村镇中的工业文明并不相矛盾。折晓叶在

研究万丰村的工业化过程中指出：“这个村子里的外来工业是村庄

主动请进的。”“在这个村子里工业化组织方式与村庄内生社会结

构之间，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冲突，工业化方式并不意味着村社会

结构及其文化特征和乡土生活秩序的完全消失，即使在有冲突的

地方，也存在着强烈的乡土生活秩序，甚至存在着有利于村社会传

统结构复苏和重建的条件和可能性。”①

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

排就有着显著的特点：

第一，它不同于内生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内生

性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是一个内生于成熟的现代企业制

度框架基础之上的整体性制度。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和长期

①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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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制度实践已经赋予了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成熟的操作规程

以及相应的管理系数。在那里，劳动力的投入回报率是既定的，因

此，相应的激励行动选择也是既定的。按照博弈论制度分析的观

点，任何制度都是内生的，外来的成功制度（不论其是内生的还是

人为设计的）要在本地驻存都需要重新展开制度的博弈。但由于

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管理方面体现出来的完备性，使得企业在与

农民工的制度博弈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博弈最终导致演进稳定

策略，出现农民工对原有现代企业制度遵从的行为选择。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引入的外生性制度经过博弈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它出

现了食宿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以及亲缘和地缘介绍等制度安排，

并由它们最终形成整体的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安排。

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安排并非如此。它既包括了

外生性企业制度的重新博弈过程，又有毫无企业制度基础的企业

制度博弈演变过程。由于村镇的工业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几

乎同步，那些由农村变为“工村”，由农业镇变为“工业镇”的村镇工

业化过程与城市的工业化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工业化一般

都是在既定的区域进行既定的资本、设备、劳动力以及管理模式的

投入，并按预期的方案取得预期的收益。在“工村”和“工业镇”中，

工业化是一个由农到工的转化过程，农民自办企业的模式与招商

引资形成的企业投入模式几乎是以掺沙子式方式同时出现在农村

工业化的过程中。因此，它既有与城市工业化过程相类似的外来

企业制度的重新博弈过程，又有毫无企业制度基础的制度博弈过

程。比如，在温州地区的农村，几乎都是农民自办企业。在这样一

种模式中，这些“工”村、“工业”镇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农民对现代企

业知识的认识及使用的过程，也同时伴随着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

制度的内生并演变过程。

第二，乡土秩序被嵌入到了内生性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制度

安排的每一个环节。一般来说，村镇的乡土秩序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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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村镇的正式制度，它包括村镇领导和管理制度和村镇的

资源配置制度。另一方面是村镇的非正式制度，它包括村镇居民

非正式的社会关系，费孝通曾经将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形容为

由内及外的差序结构。如上所述，这里的乡土秩序是指原有的村

镇乡土秩序，而不是包括外来农民工在内的乡土秩序，因此，这个

乡土秩序维持的是原居民的资源配置秩序，它强调村镇的所有资

源只在原居民中分配，它包括集体收入、公共服务以及就业机会。

并且，在村镇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允许外来农民工就业，但是本

村镇居民具有就业优先权。正因为如此，外来农民工在村镇遇到

的情况几乎和他们在城市中遇到的情况一样，他们被排除在资源

分配的体系之外。他们居住在企业的集体宿舍，或租住村镇居民

的住房，与当地居民几乎没有非经济交往。

由于乡土秩序在就业制度中的嵌入，它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惯

例。第一，由内及外的外来农民工就业秩序惯例。这个惯例排列

了村镇就业顺序：村镇居民———村镇周围的外来农民工———本省

及外省的外来农民工。这个就业顺序实际上是差序结构在就业制

度中的嵌入。费孝通在谈到乡村人际关系时曾经指出，乡村人际

的亲疏犹如水波纹一圈圈由亲到疏向外扩展，先是直系血缘关系

然后是旁系血缘再然后是地缘，就好像是一个差序结构。村镇就

业顺序也反映了这一点。由村镇为中心，村镇居民居于最中心的

位置，然后是村镇周围的外来农民工。并且，村镇居民对其周围的

划分并不依据行政区划，村镇周围５—８公里的地方都可能被他们

认同为本地人，即使这个范围包括了外县或外省都被他们称作为

本地。而对于超过了这个范围的地区即使是属于本乡镇也被他们

称作为外地人。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本地人的范畴是一个熟

人社会，它们可能是家族关系、婚姻关系、同学同事关系相互融合

在一起的关系丛。按照农民的话来说，“我不仅认识他，还认识他

一家人”。这种熟识关系不仅表现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息对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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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包含着一种由于信息对称产生的熟悉感乃至亲近感。因此，

这个就业惯例也可以解释为是乡土秩序在村镇工业化过程中的演

进形式。

这样一种就业惯例对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不确

定的。在劳动力的配置过程中，企业和劳动者都要求信息对称，以

利于劳动力和企业的双向选择。熟识关系虽然产生了信息对称，

企业知晓了劳动者的全部劳动信息，但企业却不能根据自己的需

求进行劳动力选择。因此这种信息对称对企业来说是无意义的。

同时，由于没有选择，一些劳动能力差或是工作不努力的本地人进

入了企业。

然而，这样一种惯例为什么会在企业驻存呢？

第一种情况，在外来企业中，乡土秩序在外来企业中嵌入。尽

管现代企业制度是成熟的，但是，它在任何一个企业中的运用伊始

都存在着一个重新博弈过程，而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环境因素作为

博弈者的一种信息，它必然会对博弈均衡起作用。因此，乡土秩序

在外来企业的嵌入实属一种必然。在城市企业中，由于其社会交

换域中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乡土秩序的制度，而且企业科层制管

理体制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因此，它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乡土秩序

的嵌入。

在农民工与企业的制度博弈过程中，当外来企业领导人和大

部分员工（农民工）都是外来者时，似乎博弈双方可以不考虑乡土

秩序这个环境因素。但是，企业中仍然有一小部分工人是当地居

民，这一小部分居民也是制度的博弈参与人，则乡土秩序则不可能

不作为博弈的外生规则了。博弈均衡理论认为，最后的博弈均衡

取决于某一种状态出现的概率。从理论上来看，由于这些当地居

民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的决定构不成一个很大的行动概率，似乎

最后的制度博弈均衡取决于企业和农民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外来企业对当地土地、水、电力等资源的利用，使得当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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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使用制度与企业的就业制度博弈形成了关联。在土地等资

源的利用中，也同样存在企业与当地村镇政府重新的制度博弈。

由于当地村镇政府掌握了资源的配置权，显然他们在博弈中具有

强势地位。但是，他们在博弈中又是灵活的。因为过于强势，会失

去外来投资的机会。因此，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往往适用于讨价还

价模型，而不是鹰鸽博弈模型。外来企业的策略选择也是如此，

图９ １

他们的策略也是灵活的。

他们最想得到便宜的土地

等资源以及村镇的其他公

共服务，如果村镇政府在这

些方面的博弈给予让步，那

么他们必然会在其他方面

给予让步（其中包括用工

制度）。

如上述弈局，①为村镇

政府，②为外来企业。村镇

政府提出安置当地农民工的要求ｄ１，外来企业要么接受这个要

求，博弈终结；要么不接受这个要求，重新提出对土地资源及其他

资源的使用要求ｄ２。村镇政府要么接受ｄ２，博弈终结；要么不接

受，重新提出调整过的安置当地农民工的要求ｄ，企业接受ｄ，博
弈结束。如果企业不接受，其重新出价，博弈继续进行，一直到双

方达到共同信念为止，博弈终结。

之后，在外来企业与农民工及小部分当地农民工的博弈过程

中，企业在用工方面对村镇政府的让步信息就会在博弈中体现出

来。在这个博弈中，由于企业处于强势，形成演进稳定策略，乡土

秩序牢牢地嵌入了企业用工制度之中。

同时，在村镇政府与外来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如果村镇政府没

有在土地资源及其他资源的利用博弈中让步，那么，外来企业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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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企业用工制度上对他们作出让步。但是，当当地居民把他们

对外来企业的用工诉求反映给村镇政府时，村镇政府有两种策略

选择：其一，在土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利用制度的博弈过程中让步，

这又回到了上述情况。其二，强硬地向外来企业提出警告，并在土

地资源及其他资源的利用及村镇公共事务的服务方面敲竹杠。对

于第二种情况，外来企业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在用工制度上作

出让步，另一种是将企业撤离这个地方，而后者往往是损失很大

的。因为搬迁形成的利益损失要远远大于对小部分无效劳动力造

成的损失，况且，并非每一个当地农民工都是无效劳动力。因此，

外来企业最终还是会在用工制度上让步于乡土秩序，它们不仅会

优先雇用当地居民，而且，还会选择当地居民充当企业的中层管理

人员，甚至还会选择具有广泛当地社会关系的原村镇干部担当企

业的领导人。后者不仅是向当地村镇政府作出的博弈让步，而且

还有利用这些企业领导人的社会关系资源的目的。因为这些关系

资源的利用会使得外来企业在土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利用的博弈中

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种情况，在自办企业中。村镇的自办企业对当地农民工

的优先使用与外来企业情况不同。在外来企业中，企业对当地农

民工几乎没有选择权，而自办企业具有用工选择权，它是一种有效

率的用工制度。然而，在同等有效率的情况下，自办企业为什么要

优先选择当地居民而不是农民工呢？首先，它们对当地农民工的

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具有充分的信息，而他们对外来农民工缺乏

此种信息，因此，选择前者是规避风险的，而选择后者是具有劳动

效率损失风险的。其次，在进行劳动监督和劳动激励的过程中，当

地农民工的监督成本要小于外来农民工，并且，对当地农民工的激

励手段要多于外来农民工。其原因是，自办企业主要是村镇政府

所办企业或当地农民自办企业，且农民自办企业往往以亲缘关系

为主。在村镇政府所办企业中村镇的行政力量会对劳动效率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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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作用，而农民自办企业中亲缘关系会对劳动效率起到作用（训

斥和责骂都可以作为他们对员工劳动效率低下的惩罚手段）。因

此，自办企业的劳动监督成本比较小。而且，由于当地农民工所有

的资源配置均在村镇，所以，在自办企业中，劳动激励手段也很多，

比如，宅基地的审批、五好家庭的评比、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等与

当地资源配置和亲情交流的手段都可以成为自办企业的劳动激

励方式，而这些方式都不能用在外来农民工身上。对外来农民

工的劳动激励手段只有劳动工资（由于企业中层管理职位大多

被当地农民工占据，他们也失去了通过职位上升而形成的劳动

激励）。

同时，自办企业也会选择当地农民工充当企业中层以上的管

理者。其一，上层管理者与中层管理者均是本地人，彼此的管理能

力信息对称。其二，沟通方便。特别是在农民自办企业中，其中层

管理者往往是上层管理者至亲的亲人，彼此之间的长期沟通已经

形成了行动默契。尽管事实证明许多当地农民工并不适合管理岗

位，但是，风险规避的意愿使得小型的农民自办企业往往继续自己

的错误选择。因此，在由内及外的就业惯例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

外来农民工低端就业的惯例。据笔者在河南新密市的调查，村民

担任的企业职务有五类：第一类，决策层：“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村长———经理”、部门主管等；第二类，执行管理层：公司管

理人员、工厂文员等；第三类：经营层：厂长、建筑包工头等；第四

类：普通管理层：治安员、消防员、仓库保管员、水电管理员、生产

线拉长等；第五类：专业技术层：会计、出纳、医务人员、收款

员等。

在由内及外的用工制度和外来农民工低端就业惯例中，没有

本村镇户籍的本地农民工（一般本村镇方圆５—８公里称为本地）

尽管他们在所就业的村镇与外来农民工一样并不存在当地资源配

置关系，但是他们仍然在就业过程中具有优先于外来农民工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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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权。其原因是，他们的户籍所在地与其就业的村镇构成的相邻

关系。这种相邻关系一方面构成了他们与本村镇劳动能力信息的

对称，另一方面构成了彼此的资源利用关系。在农村中，许多的资

源利用如水资源、公路资源等具有社区性或地域性共享性。并且，

由于地域的关系，这些资源又同时具有地域独占性，如河流的上游

下游、公路的前一段与后一段。如果这些具有相邻关系的农民工

不能在相邻的村镇就业，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在上述资源的使用

规则博弈中其村镇一方将出现违反常规的策略行为，如惩罚：在

上游控制水源，独占地域内的公路不让其通过等。由于这些资源

使用制度的关联使得具有相邻关系的农民工优先就业惯例具有了

耐久性。然而，由于这些关联制度的博弈者往往是组织，如村镇政

府，因此，对这些关联制度违规性的出招需要通过组织博弈者的决

定，所以这种组织行为并不是动辄使用的，而且也不是可以轻易为

任何一个本村镇的人所使用。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当组

织的范围很大时，集体行动会产生大量的搭便车者，使得组织的效

率达不到帕累托最优①。因此，组织会在为什么事为什么人而采

取集体行动上进行选择。在优先雇用问题上，他们可能会选择集

体行动，而在是否被雇用为中层管理人员时他们可能会放弃集体

行动。因为对他们来说，优先于外来农民工雇用“本地”农民工意

味着对长期的相邻关系惯例的遵从，而如果进一步要求对方雇用

为本村镇的农民工为中层管理人员则违反了长期的相邻关系惯

例。前者意味着相邻关系惯例中反映的互惠原则，而后者则意味

着违反相邻关系的侵犯性行为。因此，后者受到抑制，而前者被遵

守。为此，形成了真正地从内到外的村镇用工惯例。

与此同时，在异地村镇就业的外来农民工还内生了不流动的

惯例。与城市农民工出现的长期居留倾向相同，异地村镇就业的

①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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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也保持了长期的居留倾向①，许多外来农民工在同一个村

镇工作了许多年。王晓毅在对外出打工超过２年，但不足２０年的

外来农民工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的平均外来时间为６．８年，但其

经历过的打工地点平均只有３个，每个地方平均停留２年左右②。

一些外来农民工在一个村庄工作了１０多年，并在此结婚生子。

一般来说，只通过劳动工资进行劳动效率激励是一种线性激

励，这种激励最容易引起劳动力的流动。如果在企业中还存在职

位提升激励，那么在一个企业工作的时间长短和长期的工作绩效

都是触发职位激励的累积性因素。然而，村镇企业对外来农民工

并不存在职位提升激励的可能性，只是单一的劳动工资激励，为什

么外来农民工还是选择了不流动策略呢？而且为什么他们在本地

企业中也保持着不流动的惯例呢？

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前者而言，外来农民工选择

了不在不同区域流动策略的主要原因是，其流动是由亲缘和地缘

介绍惯例推进的。没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介绍，他们也就失去了

流动的可能性。在村镇企业中，正如，外来农民工在城市企业中的

进入，他们在村镇企业的进入也是源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介绍。

这种介绍首先使得劳动力信息对称；另外，由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的

存在，对企业领导人（雇主）而言，新来者也就具有了隐性的劳动效

率担保，从而可以规避由于劳动效率损失而带来的风险。对村镇

企业而言，特别是对村镇企业中那些农民自办企业而言，风险规避

是最为重要的。因此，如果没有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外来农民工

的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最初走出家乡的亲缘和地缘关

①

②

黄玉捷：《家族、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社会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王晓毅：《村庄中的外来人———村落之间人口流动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障

碍》，《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１７７页。

同上。



１８２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系也存在着被其他人介绍的问题，因此，在缺乏介绍的情况下，他

们也不可能进行大范围的流动。相对于城市而言，村镇的范围要

小得多，企业数量也要小得多，因此，这些亲缘和地缘关系所能涉

及的企业也要少得多。由于他们流动范围的限制，被其介绍的农

民工也不可能进行大范围的流动，因而形成了不会在不同区域进

行频繁流动的惯例，这是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与城市企业就业的

不同点。

其次，外来农民工在一个村镇工作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当地

已经很熟悉，为什么他们也没有选择在该村镇内进行频繁流动呢？

正如王晓毅和折晓叶以及笔者在河南和江西等地的调查，与城市的

情况一样，外来农民工与当地的村民或镇民尽管生活和工作在同一

块土地上，但他们分属于两个彼此隔绝的生活圈子，他们有着自己

的交往范围和交际内容。即使生活在一幢房子里，他们的生活也是

不相往来的（其中的原因已是社会学调查的内容）。由于他们对当

地村民或镇民不熟悉，他们在当地不同企业中的流动仍然要靠原有

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介绍，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流动。

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流动并不会影响效用。效用不变

实际上是指外来农民工的劳动工资在流动前后不变，其工作环境

也不发生较大的改变。因此，这种效用不变的流动实际上是无意

义的流动。

不流动的惯例同样也适合对于那些可以称为“本地人”的外村

镇农民工。与外来农民工一样，他们尽管被称为“本地人”，但他们

仍然不是本村镇的人，他们尽管在这个村镇工作，但并不生活在这

个村镇。笔者在河南新密县一个有１０多家中型造纸厂的村子里，

看到了上下班时间里他们的自行车或摩托车洪流在村子中进出。

与外来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尽管不生活在这个村镇，但他们找工

作时可以自己上门介绍自己。因为“本地人”的概念使得他们在与

当地村镇企业的信息沟通中总能找到共同信息点，如亲缘、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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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同学等关系。这些共同信息点，既是他们未来劳动信息的来

源，也是他们未来劳动效率的隐性担保。因此，他们的劳动选择是

自由的。

然而，为什么这种自由状态下的劳动选择却也放弃了流动呢？

其一，与外来农民工一样，流动并不会改变效用。其二，在一些外

来农民工较多的村镇，由于外来农民工的不流动，造成了企业劳动

需求的饱和，因此，可以自由流动的“本地人”（农民工）想流动也是

不可能。那么，在由内及外的用工制度下，村镇企业在使用了优先

录用“本地人”（农民工）制度的情况下，会不会因为要录用“本地

人”（农民工）而将已录用的外地农民工解雇呢？事实上，并不会。

如上所述，企业对“本地人”优先的原因在于两个：其一是“本地

人”的劳动能力信息较外来农民工充分；其二是“本地人”利用相邻

关系在资源配置上的利害关系。因为企业对已录用的外来农民工

的劳动信息已了解，而未录用的“本地人”尽管已有了一些劳动信

息，但与已录用的外来农民工相比，后者的信息仍然要充分于前

者。并且，如上所述，“本地人”的报复行为是一种组织行为，它的

实施还要取决于为什么事为什么人，要村镇企业放弃对已录用外

来农民工的雇用去录用从本村镇其他企业出来的“本地人”则是对

相邻关系的损害，因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本地人”是不会轻易

提出如此要求的。同时，另一方面，当地村镇企业在与相邻村镇长

期博弈中也深知了对方的行动倾向，已经建立了主观博弈模型，所

以，他们也不会担心上述情况的出现。由此，也就保持了“本地人”

不流动的惯例。

第二节　块状经济结构与农民
工异地就业的关联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遗留了一个问题尚未讨论，那就是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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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外来农民工在本村镇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效用是一样的？

新古典经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竞争的。并且在

竞争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引发其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竞

争，因而，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竞争也是非常正常的了。然而，在

村镇中为什么没有发生这种对劳动力资源的竞争呢？其原因就在

于其现有的经济结构———块状经济结构。

块状经济是指一种同产业区域集聚现象。在中国的农村工业

化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工业化模式：一种是以外资引进和城市工

业的转移辐射为特点的外生型工业化模式，由于这种模式大多发

生在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我们一般称之城市工业的拓展（其内生

的农民工就业制度，本研究称之为农民工城市企业就业制度，这已

在第八章中讨论过了）。另一种是以民资为主，也有一部分外来工

业的投资，但由于当地民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我们仍然称之

为内生型工业化模式（即本研究中的村镇企业）。内生型工业化模

式主要依靠当地民资的启动，根据民资的特点和规模，内生型工业

化模式形成了块状经济结构。其特点是：其一，同一产业在某一

地区集聚。其二，以某一个或某几个企业为龙头，所有企业以该企

业或该几个企业为核心错位发展，形成为它的服务型企业。

从块状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第二个特点并非始于工业化初

期，它是在同一产业地区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分化出来的特点。

因此，在农村工业化初期，其块状经济的特点是同一产业的地区集

聚。出现这个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农村民资弱小。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农业劳动力

向工业部门的转化，是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必然转化过程。然

而，在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即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是由于比较

利益的增大，农业无利可图，则需要向比较利益大的工业部门转

化。而这种转化的启动资金来源于何方，决定了不同形式的工业

化模式。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其工业化的启动正是依靠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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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启动，而它又没有多少启动能力（因为贫困）。因此，它的启动

选择只能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大规模地向外招商引资，利

用已有的土地资源作为工业化启动的交换。然而，在大多数农村

地区，由于贫困，其缺乏工业化运作应有的投资环境，所以，招商引

资很难成功。但在一些交通便利、市场经济意识浓厚的农村地区，

这种招商引资的成功率要大一些。第二种方式：自力更生自办企

业。大多数农村地区由于招商引资不成功，使得他们不得不将主

要精力放在自办企业上。在这种模式中，有一些集体积累的村镇

其工业化启动要比没有积累的村镇起步快一些。比如，江苏的华

西村，由于其过去社队企业的积累，使得后来的自办企业启动迅

速。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其或许有一些积累，但都不

多，大部分村镇都没有积累。因此，这种启动是完全依赖于村镇政

府菲薄的财力或是靠农民自身菲薄的财力，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村

镇政府或农民自办企业的两个特点：其一，资金少，企业规模小。

其二，都是严格的风险规避型企业。

第二，除村镇政府所办企业外，农民自办企业都是以亲缘和地

缘关系为纽带的。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因之一：由亲缘

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信任关系比较容易积聚启动资金。原因之二：

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信任关系可以从某种程度规避由于劳动效

率损失带来的风险。

第三，企业相互之间的距离很近。农村企业成长很快的重要

原因在于其建立成本很低，而其建立成本很低的重要原因在于其

几乎无土地使用成本。许多农村企业就建在自家的院子里或宅基

地上。由于建立成本低，所以农村企业建立数量很多。由于企业

数量多，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很靠近。同时，农民在进行企业建设考

虑时，实际上也在与其他农民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则是只有都出

来建企业才可能获得工业的比较利益（这个博弈与农民选择外出

打工的博弈相同。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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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经济形态相比，块状经济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

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①。由于企业资金弱小，而最经济的企业

运作方法就是对成功企业经验和技术进行学习与模仿，这样可以

节约成本。同时，通过企业之间的学习与模仿，群落整体产生了呈

几何级数放大的间接经济效应。因为许多隐性知识在学习和模仿

中得到了东一点西一点的点滴挖掘，这些被挖掘的知识又在学习

和模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如同掘井一样越掘越深，最后使得

知识的总体效用得到了不断增长。

第二个特点是在一种人脉基础上形成的地区商圈②。由于这

些企业大多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因此，其扩散也大多以亲缘和地缘

关系为纽带向外扩散。它是一种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知识

共享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外的其他群体是不能进行知识共享的。

因此块状经济具有牢固的根植性，特定生产要素一旦生成在某一

特定地域，就很难向四周扩散。

在块状经济发展的早期即只有同产业地区集聚时期，尽管企

业之间的学习和模仿可以带来整体的经济效益，但是由于资金的

弱小使得进入农村地区的产业往往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难以形

成技术垄断、市场进入较为容易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效益在经过初

步的学习和模仿显现出了效益之后，很容易吸引更多的市场进入

者。由于过多的市场进入者进入，市场很快出现饱和。为了保证

赢利，企业只好努力降低成本，其中包括劳动力的使用成本。有些

企业甚至通过偷工减料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因而出现了产品

质量下降的情况。同时，由于产品质量下降，产品的市场需求萎

缩，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结束。企业只好等待下一轮创新企业的

活动，期待另一种新产品出现。当另一种新产品出现时，又形成了

①

②

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１５６页。

新望：《浙江现象》，《读书》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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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产品学习和模仿周期。

在企业群落这种周期性更替中，企业缺乏长期预期，因而它对

劳动力成本始终处于压抑状态，根本谈不上对外来农民工资源配

置的长期计划。所以，在同一企业群落中，企业之间会出现产品的

价格竞争，却不会出现对劳动力资源竞争。即使出现竞争也只是

发生在少数具有一定技能的高级技工身上，而不是普通的外来农

民工身上。因此，对农民工来说，其流动的效用是不变的，在任何

一个企业都是差不多的劳动工资、差不多的工作生活环境，所以，

他们也就形成了不流动的惯例。

在块状经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由于企业的竞争，一些企业

被淘汰出局，龙头企业出现了，围绕着这些龙头企业出现了大批为

他们提供服务和配套产品的小企业。由于这些小企业的服务配套

性，企业之间出现了错位发展的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大多数企

业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同类同质产品的竞争，企业的生存具有了

一定的稳定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农民工的流动效用仍然

是不变的。其原因是，正因为错位发展，在一个村镇内某种错位的

产品往往是唯一的，缺乏竞争力的。因此，企业之间更不存在劳动

力资源之间的竞争。第一，错位发展并不意味着企业产品牢固的

市场生存度。因为尽管进行了产品错位，但其产品技术含量小、市

场进入容易的特点并没有得到改变，它仍然存在着被别人过度模

仿之虞。其次，对于那些为龙头企业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小企业而

言，龙头企业的市场生存度也时刻影响着他们的市场生存度，他们

也在时刻关注市场的动向，并随时准备转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短期性的，它体现在外来农民工的用工制度上

仍然是实行唯一的劳动工资线性激励。因而，尽管外来农民工可

以在错位发展的企业中流动，但其流动的效用仍然是不变的，这也

就形成了外来农民工不流动的惯例。

因此，要提高农民工就业制度的效率，首先，就必须通过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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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制度规范土地、水、电等资源的使用，降低其交易成本，增强外来

企业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自由度。其次，还必须通过外生性

制度加大村镇招商引资的力度，增加企业的数量，扩大企业的规

模，降低乡土秩序在企业中的嵌入程度。第三，还必须改革户籍制

度、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在异地村镇就业的农民工可以通

过信用制度自由选择住房，通过户籍制度解决子女就学问题，通过

社会保险制度解决农民工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的社会保障问

题。第四，通过健全劳动保护和劳动监察机制，解决目前农民工普

遍存在的有法不能依的问题。

案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解决“村庄外来人”的社会资源配置

问题吗？

案例一：４０余年来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有

望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被打破。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农

民工，可能根据新政策变为“城里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中

国将以２万多个小城镇为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此次小

城镇户籍管理改革实施的范围主要是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

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凡在上述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

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

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已在小城镇办

理的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符合上述条

件的，统一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

人员，将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均不得

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之机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类似费用。

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办理城镇常住户口的具体条件，统一行使

户口审批权。对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根据本人意愿，

可保留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也允许依法有偿转让。经批准

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在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当地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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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资料来源：《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８日。

在小城镇拥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

小城镇户口。据有关部门统计，从１９９８年至今，浙江省城镇

地区净迁入人口１９０余万人，其中今年以来达６６万多人。自

７年前国内首座“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率先允许农民进

镇办理城镇户口以来，浙江省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整体进展

和实际成效始终居全国领先水平。湖州市今年３月全面放开

亲属投靠、购房兴业、务工经商人员的进城条件，仅中心城区

就新迁入１．５６万人。宁波市将户籍制度改革推向全市中心

城区以外的县（市）、区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２００２年

底，江苏省政府正式批准了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管

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次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城乡统

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

业户口、地方城镇户口、蓝印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等户口性质，

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居民户口”。取消进城人口

计划指标管理。取消“农转非”制度，废止非农业人口迁入许

可证，实行户口迁移条件准入制。

资料来源：《金陵晚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

案例二：户口不是最主要的。采访中很少有农民工主动

谈论城市户口问题。“小城市的户口没有用，我总不能到那里

靠救济（领最低生活保障费）过日子吧，找不到工作还不是要

出来。”在天津某农产品加工企业工作的２８岁的王方岩在老

家安徽阜阳市有郊区户口。“花５００元就可以变成城市的，但

我没交这笔钱。”“天津的户口不敢想啦，我又不是大学生，人

家不要呀。”的确，在温州，户口除了上学和领低保，含金量已

经不多了。农民工们对某大城市凭身份证（户口限制）买公交

月票颇为不满，说这是一种倒退。据调查，未婚农民工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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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蒙眬的愿望———获得城市户口，特别是其中的有文化的那

一部分人。

资料来源：《南方都市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

案例三：冀村一个农户已经在冀村居住了很多年，为了

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冀村长期生活下去，便申请将户口从东北

老家迁入了冀村，尽管他们缴纳各种费用以后可以将户口迁

进来，但是与其他村民不同，他们不能享受村庄的各种福利和

机会，甚至没有权利分得宅基地和承包地。在浙村，一些刚刚

从周围农村进入城镇的家庭户口进入了浙村，尽管他们明确

属于村庄的居民，但不能享受村民的待遇。

资料来源：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

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７６页。

鉴于户籍制度构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许多研究都对户籍制度

在农民工就业中造成的影响提出了批评，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成

为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重要思路。在这样一个思路下，全国开

展了一定程度的户籍制度改革，如案例一所述。但是，这样一条思

路是否真正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环境问题呢？如本章所述，农民

工在异地村镇就业与农民工在城市企业就业一样，都遇到了社会

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而且，在村镇企业，农民工还遇到了由内

及外的就业惯例。案例二和案例三都告诉我们，户籍制度并不能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本章研究表明，村镇户籍并不是真正的社会资源配置工具，而

村镇的“村籍”和“镇籍”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工具，要真正地解决

农民工异地就业的社会资源配置问题，只有真正地解决了“村籍”

和“镇籍”问题。解决“村籍”和“镇籍”的真正办法不是让农民工加

入“村籍”和“镇籍”，而是解除“村籍”和“镇籍”的资源配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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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就是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以及村镇的水、电等其他资

源的管理制度，使其管理社会化和法制化，使其不再具有村镇占有

权，这样才能使由于土地和水、电等社会资源带来的配置收益在非

“村籍”和“镇籍”的农民工中得到分配。换句话说，只有这样，农民

工才可能在与村镇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博弈中

占有一定的强势地位，才能使博弈均衡最终形成的共同信念中包

括一部分农民工的信息。



第十章

内生性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安排

就地转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农村工

业化程度较高的村镇，选择这种就业形式的农民工在就业、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等诸方面的境遇皆要好于异地转移的外来农民工。

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行政管理制度、亲缘和地缘制度

与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的关联，当地农民工在这种制度关联中得

到了就业优先权和职位升迁的权力。同时，在这些农村工业化较

高的村镇，个人与集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资产关系即在村镇社

区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和共有产权，这种产权制度是一种多元复

合性的产权结构，它包括个人财产所有权、团体财产所有权、集体

财产所有权、社区财产所有权和社会财产所有权等多种形式，它是

一个包容私有产权和小团体以及小集体产权在内的共有产权结

构①。由于村庄的共有产权是社区性的，在这种共有制度下，当

地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企业激励功能的强化，企业激励功

能的强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企业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农民工

的社区就业。

①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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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１　整体性农民工社区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企　　业 相 关 联 制 度

１．有关劳动法律法规。
２．有关劳动保护条例。
３．有关社会保险规定。

１．工资制度。
２．企业激励制度。
３．劳动力自由流
动制度。

４．劳 动 力 培 训
制度。

１．共有制。
２．乡土秩序。
３．村镇行政管理制度。
４．土地、水、电等资源管理
制度。

５．由内及外的用工制度。
６．社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
障制度。

第一节　共有制下的就业关联制度安排

农民工社区就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形式，即

就地转移。从理论上讲，并非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乡村都能实现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因为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需要一些必要

的条件，首先，交通、电力、水资源等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其次，设备和原料供应；第三，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同时更重要

的是启动农村工业化的资金。在农村工业化初期，由于尚未显现

必要的投资环境，大多数农村地区很难获得外资（国内外资金）的

投入机会。因此，其资金来源渠道只有两个方面：其一，集体的投

入。即县、乡（镇）财政投入或村集体投入。其二，农民自行投入。

这两种不同的投入渠道也就决定了日后当地农村工业化的经济模

式：集体经济型或私营经济型。这两种经济类型成为了中国农村

工业化过程中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事实上，在农村工业化初期，无

论集体和农民都存在资金匮乏情况，因此，县、乡（镇）财政的投入

往往是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而村集体和农民自身的投入

也往往是依仗当地资源优势进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式的资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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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且，只有在这些资源投入产生了经济效益之后，才可能进行

新的再生产投入。许多农村企业往往在资源投入后并没有产生经

济效益，新的再生产链条发生了断裂，因而彻底放弃了农村工业化

的努力。一些没有资源但市场意识浓厚且交通便利的地区则走出

了另一条农村工业化道路，他们采取两头在外的劳务服务提供方

式，逐渐形成了有规模的块状经济形式。

在农村工业化雏形出现后，村镇投资环境也逐渐显现，一些地

区开始有外资（国内外资金）投入，它们或是与集体经济相结合，或

是与私营经济相结合，或是独立投资，出现了以集体或是私营为主

的混合经济，以及国资、外资独立经营经济。这些经济类型为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场所，它不仅满足了当地农

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需要，同时由于其急剧的工业扩张，出现

了对外来农民工巨大的用工需求。

农村工业化的成功并不具备地域性特点，在全国各地农村几

乎都有农村工业化成功的范例。但是，在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

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由于其块状经济发展的程度远远高于

全国其他地区，因此，由它们形成的就地转移区域远远高于全国其

他地区。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实

现工业化，但当经济效益逐渐显现时，都会出现一个规律：当地村

镇财力日见雄厚，其增长几乎与当地农村工业化的增长速度呈正

比①。并且，村镇财力的配置与当地就地转移的农民工密切相关，

折晓叶称之为共有体制②。这种相关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村

①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村庄的工业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７４页。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４页。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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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财力在当地农民工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逐渐增大。其二，村镇

财力在社区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逐渐增大，从而对外资（国内

外资金）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由于外资的投入，村镇土地资

源及其他资源方面的收入逐渐增多①，村镇财力增强，反过来又增

加了社区社会福利投入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形成了一种正向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

显然，就地转移对当地农民工是有利的。一方面，他们可以在

就地转移的过程中享受职业转换带来的比较劳动利益。并且，享

有就业优先权。裴小林认为，这是由拥有土地资源使用权而产生

的“自我雇用”②。另一方面还可以享受农村社区工业化带来的积

累性社会福利。同时，一些具有土地资源（宅基地）和过剩房屋的

当地农民工还可以通过土地转租或房屋获得固定资产的收入。

由农民向工人转化，这是外来农民工与当地农民工都必须经

历的身份转变过程。但是，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转变内

容是不同的。对外来农民工而言，进入异乡，他们就进入了一个陌

生的制度环境，这个制度环境与他们原居住地的制度环境是割裂

的。唯一有联系的就是由原居住地带来的亲缘和地缘关系，而且，

这种关系只是在表面上嵌入了企业制度当中，但实际上，它是与当

地制度环境相脱离的。因此，对外来农民工而言，他们面临的是一

个全面重建的制度环境。在企业中，先入为主的企业用工管理制

度需要在企业和外来农民工的博弈中进行制度重建。由于外来农

民工离开企业即面临着强大的迁移风险，而企业由于劳动力资源

的供给丰富并没有风险之虞，因此，后者始终是处于强势地位，而

前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况最容易发展为演进稳定策略，形

成制度均衡。因此，最终的制度均衡与先入为主的人为设计的企

①

②

裴小林：《集体土地所有制对中国经济转轨和农村工业化的贡献：一个资源

配置模型的解说》，《中国乡村研究》第１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４２页。
同上，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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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工管理制度相比，差别并不大。尽管外来农民工参与了新制

度的博弈，但是在新制度均衡包含的共同信念中外来农民工所具

有的信息是少的，它更多地表现为外来农民工对这种共同信念的

遵从。

对于当地农民工而言，其同样与外来农民工在一个企业中工

作，而且，人数要大大少于外来农民工；但是，他们在企业制度博弈

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村镇集体企业。

大多数村镇集体企业一般是由当地镇、乡、村投资设立的企

业。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一般由镇、乡或村的领导人兼任或专任。

因此，在这些企业中不仅存在着现代企业管理层次，同时还将镇、

乡或村的行政管理关系带到了企业中，当地农民工不仅身处企业

用工管理制度之中，而且还身处行政管理制度当中。在当地的乡

土秩序下，这两种制度一般不会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也是在乡

土秩序下进行以行政管理制度为主的企业管理制度的重建，在实

际的制度博弈过程中，最后的制度均衡总是走向乡土秩序。

外来农民工在这类企业中只需遵从企业用工管理制度，可以

不理会企业中隐含着的行政管理制度。而当地农民工则不同，他

们更需要理会行政管理制度。因为企业用工管理制度往往不会违

背行政管理制度，因此，他们对企业用工管理制度博弈的关心程度

要小于对行政管理制度博弈的程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因

为行政管理制度使他们建立了一个共同信念：村镇企业永远会关

心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企业用工管理制度博弈过程中就会出

现遵从企业管理者意志的策略。

第二种情况：在私营企业。

当地农民工在当地私营企业就业一般是缘于其与企业管理者

的亲缘关系。即使没有亲缘关系，他们也存在地缘关系。因此，与

外来农民工不同，他们在企业中身处亲缘和地缘制度的约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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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政管理关系一样，这种亲缘和地缘关系是原先就存在的，它们

在企业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①。对于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私营企

业，由于亲缘和地缘制度的存在，企业用工管理制度的博弈往往受

其制约。在某种意义上，亲缘和地缘制度往往代替了企业用工管

理制度。比如，出于对企业管理者家庭长辈威严的威慑，小辈往往

会不计时间成本地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

且已具备现代企业意识的私营企业来说，由于亲缘和地缘制度的

存在，往往会以亲缘为纽带形成企业管理链条，尽管在这个管理链

条中有些环节可能是无管理效率的，但是由于亲缘制度的互惠作

用，它们仍然保持在这个链条之中。

第三种情况：在外来投资企业。

在外来投资企业中，当地农民工与外来农民工一样，没有任

何先赋性的制度约束。但是，正如第八章所言，在这种企业中，

当地农民工与外来农民工的制度博弈能力是不相同的。尽管当

地农民工不能在现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博弈中对企业管理者产生

博弈强势，但是由于村镇土地资源等其他资源的使用制度与企

业管理制度相关联，当地农民工可以通过行政管理制度向村镇

政府传递自己对企业用工的诉求信息，村镇政府可以将这些信

息转换成与企业进行土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利用规则博弈的讨价

还价信息，即通过制度关联的信息传递，使当地农民工在企业用

工管理制度的博弈中居于强势地位，让制度的均衡最终偏向于

他们。

因此，与外来农民工不同，当地农民工在由农民向工人的转

化过程中，其就业制度的形成与外来农民工是不一致的。原有

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亲缘、地缘制度与新的就业制度形成了关联

①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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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并且甚至替代了内生性的农民工就业制度。

然而，行政管理制度、亲缘和地缘制度在就业中的嵌入，实

际上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由于它们的关联，当地农民工拥有

了就业优先就业权和职位的升迁权。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对企

业用工管理制度的替代破坏了正常的企业用工管理制度。为了

遵从这些制度，当地农民工往往要放弃作为一个企业职工的正

常职业要求，如对正常工作时间的要求、工资正常时间领取的

要求。

同时，这些制度的关联与替代，在企业管理中形成的效用也是

不确定的。其一，由于这些制度的关联，它们可以与企业正常的管

理手段组合在一起对当地农民工进行管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减少了管理成本。比如，在著名的河南南街村，往往采用通过

村星级家庭的评比和以村为单位的思想教育批评方式解决企业劳

动效率低下问题。其二，由于这些制度的关联，他们不能从正常的

企业管理角度来使用当地农民工，一些管理水平低下的当地农民

工还可能被放到管理岗位。因而，从某种程度又降低了企业的管

理效率。

第二节　共有制下的社区农民工激励

在块状经济出现的农村地区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只

有外地农民工到本村镇打工，却没有本村镇的农民工到外地去打

工。除了他们在当地享有的就业优先权和工作职位升迁权之外，

良好的社区福利制度也是当地农民工不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在

河南南街村，每个当地农民工的工资只有２５０元，甚至低于外来农

民工（外来农民工工资一般为３００—３５０元左右）。但是，当地农民

工享有三室一厅或两室一厅的福利房。其中，家用电器、家具、炊

具、制冷和取暖设备由村集体统一配备。而且，村集体还免费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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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供应水、电、气、食用油、面粉等日用品，村民的入学、入托、防病

治病、人寿保险、各项村提留、乡统筹均由村集体负担。当然，南街

村只是一个特例。然而，块状经济的发展与当地社会福利与保障

制度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它们一般以两种方式进行社会福利与

保障制度的建立。上述资源均分的方式是其中的一种，它一般发

生在村镇集体经济比较强的村镇。另一种是以市场运作的形式建

立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安排。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村镇集体经济

比较弱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村镇。它们通过社区公共物品的建

设，使当地的学校、医院、银行、公共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并

且，还开展了一些商业性社会保险。同时，在这些村镇实现了当地

农民工的退休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的构建已经接近城

市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

为什么在这些农村地区会出现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自觉建

构呢？新制度的出现取决于外生的环境因素冲击和内生的博弈累

积效果。其外生性的环境因素冲击就是当地农民工由农民变成了

工人，他们失去了长期以来作为生活保障的土地。对于长期靠天

吃饭的农民而言，他们的风险规避意识要比城市中工人的风险规

避意识要强烈得多。正因为如此，在失去了土地保障的同时，他们

必然要寻找其他的保障，进行保障转换，这是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

思维定势。因此，在他们与村镇政府的制度博弈过程中，这种思维

定势会发出诸多的相关信息，使得村镇政府在将农民手中的土地

收集起来转为工业用地时必须要考虑到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否

则他们的土地收集工作很难完成。同时，从内生的博弈累积影响

来看，在一些农村地区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实施实

践，同时，城市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也会在博弈过程中给予双方博

弈者充分的制度信息，这种信息对于村镇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

形成具有帮助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村镇集体在块状经济发展

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已经具备了发展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条件。



２００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这种条件与城市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实施条件是不同的。在城

市中，由城市财政支付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对象是现有的城市

居民，当然也不包括外来农民工。但是，在城市中，城市居民的人

口数是外来农民工的许多倍，如在上海市，在上海１６００万人口当

中，只有３５０万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外来农民工）。而在农村

中，外来农民工的数量往往是当地居民的许多倍。如在南街村，有

企业职工１２０００人，而当地农民工只有大约２０００人，而１００００
人左右人口为外来农民工。这个数据在广东、福建、江浙一带还要

放大。因此，相对于庞大的企业集群和庞大的企业职工人数，村镇

政府只需要对少数当地居民进行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建设，这

对于村镇集体而言，并不是社会福利负担，而是一种游刃有余的

工作。

同时，在社区共有制形式下，福利虽然是社区收益的再分配形

式，但是村庄分配的主导形式是依据个人资产的所有权进行股份

分配，新的合作体制鼓励村民依靠投资获取高收入，主张村民按照

不同的能力发家致富，一般的村民对集体的人均分配和社区福利

的依赖性很小，社区福利在分配中只占很少的部分，并且是以扶助

老弱病残，奖励上进和提高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为目的的。它们

是一种按需设置的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是一种以“补”为内容的

福利和保障，而不是与城市中相同的以“包”为内容的福利和保障。

这样一来，村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根

据村镇财力有张有弛地进行。

由于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安排在农村社区的建立，并成为内

生性当地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的一项基本内容，这对当地农民工

的就业具有一种正向激励作用。

同时，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与村镇集体的财力是相关的，村镇

集体的财力决定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水平，而村镇政府具有

对村镇集体财力的支配权。因此，行政管理制度与社会福利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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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制度形成了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强化了行政管理制度，使得行

政管理制度的权威性在社区中得到了加强。这也是王晓毅所指出

的“随着村庄所控制资源的增值，权力扩大，村庄比过去更趋于封

闭”①的原因。

行政管理制度的权威性加强，反映在企业管理上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行政管理力量在企业中的渗透加强，这大多反映在村

镇集体经济比较强大的村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农民工在企业

中对行政管理制度的遵从也越加明显，而这种制度关联对企业效

率所造成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明显。已有的研究往往把农村工业

的快速增长归功于村镇政府权力在村镇企业中的渗透②，苏南模

式的式微却证明了这种渗透对企业效率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第

二种情况是尽管行政管理制度的权威性加强，但是，它并不会向企

业渗透，如温州等地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行政管理制度不

会与企业管理制度发生关联。

然而，在这些工业化村镇还存在许多外来农民工，并且他们的

数量往往要超过当地农民工，为什么村镇政府会在当地农民工中

实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而数量众多的外来农民工与村镇

政府形不成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的博弈呢？同时，为什么各级政

府强调要建立外来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与保障制度，而这个制度的

建立在这些已有农民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工业化村

镇中举步维艰呢？

其原因就在于外来农民工和村镇政府之间不能形成社会福利

和保障的制度博弈。因为当地农民工可以通过策略选择传送其保

障对象转换诉求信息，而外来农民却不能通过策略选择传递其保

①

②

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３页。
刘世定：《乡镇企业发展中对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的利用》，《改革》１９９５年第

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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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对象转换信息，或者说，通过策略传递的保障对象转换诉求信息

并不会为村镇政府所理会，村镇政府不会根据外来农民工传递的

信息来选择自己的相应策略，因而形不成制度博弈。为什么村镇

政府不会选择依据外来农民工传递信息的相应策略呢？因为外来

农民工的土地保障并未失去，它并不存在保障对象转换的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不存在外生环境因素的冲击，即外来农民工不

存在保障对象的转换，而且，也不存在小规模的二者制度博弈试

验。同时，二者之间也不存在行政管理制度的关联。因此，这个制

度博弈不会在外来农民工和村镇政府中发生，因而也就形不成社

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博弈均衡。在各级政府强调建立外来农民工

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情况下，这种人为设计制度需要在外来农

民工和当地村镇政府当中重新产生新的制度博弈，由于上述原因，

这种制度博弈不会发生。同时由于上级行政管理制度的关联，村

镇政府可能会出于对上级行政管理制度的遵从，强制性地执行这

个人为设计的制度。但由于没有重新经过制度博弈，因此，这个人

为设计制度的执行将是变形的，达不到原先人为设计的制度效率。

它将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上级部门抓得紧的地区，这个制度可

能会得到执行。而抓得不紧的地区可能就会敷衍了事，它完全取

决于上级行政管理制度与之的关联度。

案例讨论：社区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可以走

多远？

案例一：在上海浦东高东镇光芒村，２００１年村里取消一

切对农民公益性摊派：修建队与队，户与户之间的水泥路；建

成了老年人活动室和健身活动场地。２００２年为全村每户免

费安装有线电视；铺设下水道解决村民排水难；组织老年人每

年免费出外旅游一次。２００３年增加纯农户老人养老金；增加

村为老服务经费，使老人在生日、节假、患病时及时得到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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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和探视。２００４年３月，在村主干道安装路灯，结束了夜

晚道路一片漆黑的历史。

资料来源：《新民晚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５日。

案例二：在万丰村和许多发达村庄，村政设施和社区建

设的发展几乎都是村庄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发展的直接结

果，也是村政功能最重要的目标。在万丰村域内已经矗立的

酒店、宾馆、影院、购物中心、职工生活区、公园、道路、水塔，投

资巨大，质量上乘，完全达到城市良好基础设施的水平。作为

消费性的村财，已经成为提高村民整体生活水平，消除城乡差

别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资料来源：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

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０页。

在农村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村镇，上述案例所反映的内容已

非常普遍。而且，从案例一可以看出，随着村镇财力的增长，

村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内容也在不断深化。这种正相关

关系意味着只要农村工业化不断推进，村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

障制度是可以一直向前走，并达到城市相同的水平。本章分析

表明，村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是一种按需设置的福利制度和

保障制度，是一种以“补”为内容的福利和保障，而不是与城市

相同的以“包”为内容的福利和保障。因此，社区福利在分配

中只占很少的部分，并且是以扶助老弱病残，奖励上进和提高

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为目的。这种以“补”为内容的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要达到与城市相同的水平还需要一个过程。并且，

随着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则不断提高了

村镇的赶超标准。

同时，由于村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内容并不包括外来农

民工，因此，村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只是一种小范围的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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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社会保障。根据本章的分析，在村镇的农民工保持着不流动

的惯例，在不流动又缺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外来农民

工得不到必要的劳动激励，势必影响企业的绩效。企业绩效低则

会影响村镇财力的增长，而村镇财力的增长反过来又会影响村镇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因此，为了不断提高村镇社会

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村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范围必须包

括外来农民工。



第十一章

内生性农民工异地小商业

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安排

　　农民小店是一种规模很小的外来农民工就业场所，农民小店

网络是一个相对扩展的就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保持着农民小

店相对稳定而网络不断扩展的从业惯例。这个从业惯例与农民小

店家庭管理制度相关联，形成了家庭制度的耐久性。然而，在农民

小店实行家庭制度管理并非帕累托最优，其突出的表现在外来农

民工在农民小店中的劳动难以计量。从企业对效率的追求冲动来

看，只有进行家庭制度的创新，实行报酬与劳动量相结合的现代企

业用工制度，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这种效率追求冲动却被

风险规避所压制。由于风险规避，农民小店形成了互助和互惠网

络，而这种网络又决定了农民小店的规模难以做大，只是单纯的小

店数量增加。因而，由于缺乏外界环境因素的冲击，只是依靠内在

博弈的累积性影响，现代企业用工管理制度博弈非常困难，新制度

的建立也十分难以实现。由于现代企业用工管理制度难以实现，

农民小店的效率维持在帕累托次优状态或非优状态。

表１１ １　整体性农民工异地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安排

国家法律法规 农 民 小 店 关 联 制 度 中 间 制 度

　 有 关 劳 动
法律法规。

　
　

　家庭管理制度
（包括工资、食宿
安排、工伤、医疗
安排等）。

１．亲缘和地缘制度。
２．扩展的就业惯例。
３．互惠网络惯例。

　 亲 缘 和 地
缘介 绍 惯 例
（市场引入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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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家庭制度对用工制度的替代

在全国的城市和城镇中，有许多外来农民开办的小店。这些

小店包括三大类，第一类：生活服务类。它包括日用生活品商店、

饮食店、理发店、洗衣店、洗车店等。第二类：专业类。它包括：

建筑材料商店、装潢类商店（如窗帘店、塑钢门窗店等）、汽车摩托

车配件商店等。第三类：各种普通市场和专业市场的摊位门店，

如菜市场、服装市场、建筑专业市场等。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开

店的外来农民都不能称作为农民工，他们应当属于小型投资经营

者。但是，在这些小店里还有许多打工的外来农民工。一般来说，

这种小店的经营规模不大，其雇用的打工农民也不多，一般为３—

５人。然而，由于这种小店数量之多，其容纳的外来农民工的数量

也是可观的。

在这种农民小店里就业的外来农民工一般与小店店主具有亲

缘和地缘关系，也有少量与店主无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外来农民工。

店主与外来农民工之间一般没有合同，大多为口头协议。其一般

为三种形式：其一，包食宿不拿工资；其二，包食宿也拿工资；其

三，不包住宿，包伙食且拿工资。其中，第一、二种情况比较常见，

而第三种情况比较少见。这些外来农民工一般吃住、工作均在店

内，有时外出上门为客户服务。

这样一种家庭作坊式企业与一般的家族式企业不同，它是一

种更小规模的家庭式企业。在这个企业中，其成员往往是血缘非

常紧密的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可能偶尔会有个别具有地缘关系

或没有地缘关系的外来农民工夹杂其中，但这个企业中的绝大多

数成员的紧密血缘关系已经强化了整个企业的家庭氛围，因此，在

这种企业中，家庭制度一般取代了企业用工管理制度。店主一般

是家庭的家长，他对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务负责。



第十一章　内生性农民工异地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制度安排 ２０７　　
这样一种家庭式企业的形成并非偶然。在外来农民工当中，

一些在务工期间积攒了少量资金并且具有一些经营意识的人往往

会考虑找个经营地点从事一些经营活动。由于持有的资金菲薄，

经营小店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选。他们的这种行为选择主要是出于

对效用的考虑。从理论上看，小店经营会比纯粹的务工收入要高。

然而，他们也知道，小店经营的风险也远比纯粹务工要大得多。出

于从前者考虑，他们会选择小店经营，而出于对后者的考虑，他们

会采用选择直系亲属或亲密的旁系亲属和关系良好的同乡作为企

业的员工。做这种选择的原因是，第一，他们对这些人的劳动能力

信息非常知晓。其二，出于对紧密血缘制度的遵从，他们对家长具

有很高的忠诚度，因而，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低廉的监督成本。

店主的这种考虑显然是符合经济理性的。林毅夫也曾经用实

证分析证明了在农村中解决了劳动计量问题的家庭责任制要比生

产队体制的效率要高得多①。然而，在农民小店中，由于这些小店

不同的经营项目和类型，在其中一些小店中仍然存在劳动难以计

量的问题。比如，与买家讨价还价的劳动计量就是一项复杂的工

作。同时，这样一种在理论上非常合理的企业仍然存在员工隐性

偷懒的行为。比如，在小店经营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时，店主总是

具有做大企业的冲动，而普通的员工却往往有到此为止的想法。

对一些送上门的业务，他们往往以太忙为由进行拒绝，而全然不理

会店主的扩张冲动。造成这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在于家庭制度

对企业用工管理制度的替代。

家庭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母系社会就出现了大家庭式

的家庭制度。在农业社会，家庭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由

家长负责，按血缘关系排列的家庭等级制度。在工业社会，保留了

一部分农业社会遗留的家庭制度同时，也出现了民主型家庭制度。

①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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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手工劳动的比重非常

大，因而非常强调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技能。作为劳动力数量的繁

衍者、劳动技能的拥有者以及家庭的管理者，家长在家庭中具有很

高的权威。并且，在家庭中也一般按长幼顺序进行权威高低的排

列。农民小店中的家庭制度大多是与上述相类似的制度。店主一

般是农村中家庭的家长或是店中其他农民工的兄长。在家庭制度

中，他们对店里的农民工具有家庭制度所赋予的权威。而且，这些

农民工一般也是由他们从家乡带出来，由他们安排食宿和工作并

传授经营技巧或手艺。因此，店主是农民小店这个家庭中的家长，

他决定了劳动的安排和劳动剩余的分配。

一般来说，这些农民小店都存在劳动计量难的问题。对作坊

式小店来说，这种作坊式小店并不是类似于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出

现的家庭作坊式企业，后者身处农村主要是从事来料加工，比如，

零部件及小商品的加工和安装，这种加工具有一定的标准性，并不

需要大量的量体裁衣式的现场技术发挥。而农民小店则不同，由

于其地处城镇或城市，土地及门面租金的高昂使得它不可能从事

农村家庭作坊式的工作，而对于城市和城镇居民以及一些企事业

单位而言，他们又需要大量的量体裁衣式的现场加工服务，因此，

尽管这些农民作坊小店的加工服务难度并不高，但却需要更多的

现场加工实施的技巧，这种技巧的高低也就直接决定了最后加工

产品的服务质量。而这种现场的加工难度是很难计量的。

其次，对于那些销售型农民小店而言，它们也存在劳动计量问

题。店员与客户的讨价还价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销售量。在

一般的城市商业企业，对这种劳动一般采取销量计量办法，按销量

计算劳动报酬。因为讨价还价技能的发挥是不可观测的，而销售

量是可以观测的。在农民小店，由于家庭制度对劳动用工制度的

取代，销售量在店主的商店效益当中受到极端重视，但在对店员的

劳动计量中却受到忽视，因此，就出现了忽视店员劳动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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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由于店员的劳动没有计量或计量不准，而

付给他的劳动报酬又是恒定的。并且，他只接受来自于家庭制度

中家长对劳动效率的要求，因此，他必然会出现隐性偷懒的情况，

即对一些可接受和可不接受的劳动表示拒绝。显性的偷懒情况是

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样做，他们会受到店主从家庭角度发出的

训斥，这种训斥一旦发出一般会伤及亲情，而这是那些身处异乡的

外来农民工不愿看到的。同时，农民小店效益的增大，对整个家庭

的利益是有益的，尽管这种家庭的利益在店员中分配的份额是不

确定的（它取决于店主的偏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店员的显性

偷懒行动不会发生。正因为知道店员的显性偷懒行为不会发生，

店主也就不会轻易采取训斥的行动，这其实就进入了一种演进稳

定策略状态。

店员 偷懒

不偷懒

　

店主

训斥 不训斥

－５，－５ １，０

３，１ ５，５

图１１ １

在上述博弈中，在店员偷懒不受训斥的情况下其收益为什么

是１呢？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制度在小店当中所起的约束作用：家
长并不能随意把一个家庭成员赶出家庭。尽管店员偷懒，但他还

可以在店里继续工作下去。这也是家庭制度与现代企业用工制度

的矛盾冲突之处。在上述博弈中，（５，５）是占优的纳什均衡，也是
店主和店员双方的最优选择。

然而，显性的偷懒行为不发生，但是隐性的偷懒行为仍然会发

生。对于这种隐性的偷懒行为，店主会有察觉，但是却无法控制。

因此，又会出现下列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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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

其中，代号为１的是店员，代号为

２的是店主。这个动态博弈也是一个
“多阶段博弈”。如店主不制止店员的

隐性偷懒行为，这个博弈还将一直进

行下去，这对于店主而言，是有损于家

庭效益的。为此，店主可以采取两种

行动对隐性偷懒行为进行制止。其

一，训斥。其二，进行制度创新。

正如上所言，训斥是会伤及亲情

的，并不能轻易使用。如果重复选择

训斥，上述偷懒—训斥模型就会从占

优的纳什均衡（５，５）走向不占优的纳什均衡（－５，－５）即（偷懒，

训斥）。因为隐性的偷懒是不可计量的，而对这种不可计量行为的

训斥只能针对店主现场观测到的隐性偷懒行为。对现场没有观测

到的隐性偷懒行为如果采取反复训斥策略，那么，店员将会预见到

不管自己有没有采取隐性的偷懒行为都会受到店主的训斥，也就

是说，无论其采取何种策略，其支付———收益矩阵中的收益都是低

的，那么，他也就会干脆采用偷懒行为。因此，对于店主来说，就进

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不制止隐性偷懒行为不行，采取训斥的制止

行为也不行。当这种两难境地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

上述两种博弈已经出现了累积性影响时，那么，店主将要对家庭制

度进行反思，将出现一个新的制度创新。这个新的制度创新将会

在劳动报酬上做一些改进。

新的制度创新将会有两点：其一，对无工资只管食宿店员实

行与销售量相结合的工资制；其二，对无工资只管食宿的店员确

定年终分红的比例。这两种改革实际上突破了家庭制度的范

围，出现了现代企业用工制度的雏形。这个制度的博弈适应如

下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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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３

在这个弈局当中，店员的偷懒是不合算。因为他在已经接受

新制度的同时，他偷懒的策略选择会影响商店的销量，而这个销量

与其工资或年终的分红是相关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制度创新的

情况下，店员隐性偷懒的策略选择才会受到抑制。

事实上，由于长期生活在一起，店主对店员的现场作业技能或

讨价还价技能是了解的，而且，对每个人的性格也是了解的，他知

道每个店员对隐性偷懒行为的选择。每个店员对隐性偷懒策略的

选择涉及到心智模型。比如，有的店员生性就不愿选择隐性偷懒，

尤其是在家庭制度约束下，店员的这种个性会得到保护。所以，最

初这是一种具有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然而，随着博弈的反复进

行，店员的心智模型会得到改变，其原有的心智程序经过他反复博

弈收到的信息触发会得到修改，那些生性不愿选择隐性偷懒策略

的店员，就有可能选择隐性偷懒策略了。因此，尽管这种博弈最初

是有利于店主的，即无论店主采取何种策略，店员都不会选择隐性

偷懒。但最后一种触发策略（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ｔａｇｅ）产生了：如果店主再



２１２　　
内生性制度的演进逻辑

用家庭制度继续管理下去，则店员会采取隐性偷懒策略。因此，新

的制度创新博弈不得不开始了。

因此，在农民小店中，家庭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制度演化会逐

渐变形，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演进，那些演进得比较顺利的农民小

店往往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出现了规模扩大的趋势，而那些没有得

到较好制度演进的小店则在停滞不前的边缘徘徊。

第二节　从业惯例与互惠网络

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经常可以看到以同一地域和同一经营项

目划分的外来农民工群落。比如，在北京有专门从事皮革服装的

浙江村、专门收集废品的河南村等。在上海、江浙等南方城市尽管

类似的群落群居的现象并不多见，但是，按来自某一地域人的分工

经营某种项目商业经营模式却随处可见。在上海，有来自江西南

昌的农民经营的塑钢门窗加工小店，福建福清农民经营的建材小

店，山东农民经营的卖菜摊位等。即使在同一个行业也仍然存在

类似的划分。比如在饮食业，有来自四川农民的米线店，还有来自

福建的馄饨店。这些来自同一地方的农民小店经营着同样的项

目，在城市中往往又以某个地域为中心，散落在这个中心的周围。

有的甚至毗邻而居，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帮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这种情景对农民小店的用工

就业制度又会形成何种影响呢？

这种由来自同一地域的农民从事同一项目的经营状态起源于

农民工就业的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对农民

工就业作用有两种：第一种，介绍亲缘和地缘关系到相关的企业

就业；第二种，通过对某种经营模式和经营经验的传授介绍亲缘和

地缘关系进入某个经营项目，并在其农民小店的开办过程中提供

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上述状态的出现就是第二种介绍模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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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于先入者经营模式和经营经验的传授，不仅向后来者传输

了市场进入知识，同时，其提供的物质帮助如赊货、借钱等大大降

低了后来者的开办成本。同时，由于先入者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

后来者市场进入的风险。如果后来者经营失败，先入者往往会通

过接受其库存等方式为其降低风险。正因为如此，在先入者存在

的情况下，往往会在其周围出现来自同一地域同样的农民小店。

显然，从理论上看，这些小店之间会出现同业竞争。但是，从

表面上看，其小店之间的互助性表现比竞争性表现更为强烈。这

种农民小店资本少、规模小，在扩展规模和规避风险的两种行动选

择中，他们往往更偏好于后者。因此，他们对库存的计算是非常精

确的，如一旦出现缺货现象，周围那些农民小店将是他们货物的调

剂点。而且，如果出现暂时性的小店劳动力短缺，这些农民小店也

可以进行临时的调剂。所以，这些农民小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互

助网络。这个互助网络大大降低了农民小店的经营成本。同时，

在这个互助网络中，也经常存在着技术创新成果的共享。某一个

农民小店的技术创新成果往往通过学习和模仿为其他农民小店所

使用，这种正外部性的溢出效果降低了农民小店的自我创新成本。

不仅如此，这种互助式的农民小店同时也是一种互惠式网络。

从理论上看，这些同业的、相邻的农民小店很容易形成竞争，但是，

事实上，由于他们所具有的亲缘和地缘关系又很容易形成价格垄

断协议。为什么他们不采取竞争的策略而采取垄断协议呢？一般

来说，企业之间垄断协议的出现往往是基于市场激烈竞争的基础

之上的，它一般是在市场经过充分竞争之后，一些中小企业被淘汰

出局，而剩下的大企业坐下来共谋，共同瓜分市场超额利润。然

而，农民小店的情况并不是如此。事实上，他们几乎在进入市场的

同时就形成了协议。没有人出局，人人都是垄断者。出现这种局

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农民小店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小店，从人口学

家庭户的意义来观察这些农民小店就会发现，这些农民小店，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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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将农村家庭户从农村搬到了城市，正因为是一种家庭户的搬

迁，因此，农村的乡土秩序也就不约而同地带到了城市。也就是

说，城市中农民小店之间的关系仍然通过农村乡土秩序维持着。

那么，这种乡土秩序为什么没有被城市中新的企业竞争制度或惯

例所替代呢？因为农民小店的开设一般是选择城市或城镇行业的

空档，因此，在他们所选择的经营项目中原先并没有城市企业存

在，因而，也就没有先行的企业制度惯例，同时也就不可能对农民

小店的乡土秩序变迁形成环境因素的冲击。由于不存在环境冲击

的情况下，乡土秩序也就在这些农民小店之中继续维持了下来。

由于原有乡土秩序的存在，农民小店之间的协议并不需要严

格意义上的谈判，它就会成为同业之间的一种默契。当某个新产

品上货架时，最先采用某种价格的农民小店的价格往往是其他小

店采用的标准。而且这种默契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惯例，成为现存

的以及新进入的农民小店遵守的规则。

格雷夫在分析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的行为差异中指

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

会实施机制的发展，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①。中国

农民小店的互助互惠网络的形成也说明了农民乡土秩序对转移后

的农民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之所以只在农民小店中出现，而

没有在同样是农民创办的其他大中型企业中出现，其原因就是农

民小店资金少、规模小，这些农民不得不选择风险规避。由于风险

规避意识在农民大脑中的驻存，使得其不得不调动过去农民中互

助互惠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往往是存在于乡土秩序中的），这种信

息在农民互助互惠的网络博弈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决策的作

用，它指导着博弈总是朝亲缘和地缘互助的行动策略方向偏移，最

① 约翰·Ｎ·德勒巴克、约翰·Ｖ·Ｃ·奈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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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形成较为完善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互助互惠网络。

这样一种互助互惠网络对外来农民工的用工制度会产生一些

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它构成了外来农民工农民小店的就业制

度环境。由于农民小店网络化的发展，使得外来农民工在农民小

店就业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他既可以选择在亲戚的小店里就业，

也可以选择自己开店。事实上，许多外来农民工恰恰就是先选择

在亲戚小店就业，然后再争取自己开店。由于网络具有弹性，并

且，由于农民小店对风险规避的偏好，网络成员分享市场平均利

润，使得农民小店的市场进入比较容易。

第二，由于农民小店对市场平均利润的分享，所以规模扩张的

机会很小，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小店大规模扩张的情况很

少，而小店数量增加的概率却很大，因此，这使得外来农民工在各

个农民小店中流动的可能性很小，但自己由农民工变成店主的可

能性很大。

第三，由于这些农民小店扩张的机会很小，而本来可以通过小

店扩张来满足的市场供给不足部分由不断进入的新来者替代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的农民小店保持着其经营的相对稳定

性，而农民小店网络保持着扩张的状态，整个市场维持均衡状态。

而对于一些市场供求已经出现平衡的地区，网络会自动维持稳定，

不再增加新进入者。长期以来，这种状况形成了一种从业惯例。

这种从业惯例决定了外来农民工在农民小店就业的规模。

第四，这种从业惯例与家庭制度相关联，增加了家庭制度的耐

久性，增加了农民小店家庭管理制度向现代企业用工管理制度转

变的难度。

案例讨论：农民小店是否是农民工就业的安全网？

案例一：安仁乡是将乐县最偏僻的乡镇之一，在上海经

商的农民占了全乡的１／３。１９７６年，朱崇胜来回于将乐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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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间做笋干生意，１９８０年举家到上海做水果生意，一年创

收几千元，于是开了两家小店批发水果。１９８６年，在一次海

产品生意中，亏本近２０万元，他破产了。朱崇胜在家休息一

年后，借款重返上海开了一家食品批发店，一年还清借款。接

着，他又开了４家批发店，一年营业额２０００多万元，除了日

常开支和租房等费用，年纯收入５０多万元。在他的引路下安

仁农民纷纷留在上海经商。据了解，安仁在上海经营的农民

向他借钱的不少于９０多人次。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朱崇胜的

批发店出现亏损，加上资金借出去了，一时收不回来，更为严

重的是，他到武汉投资房地产生意，资金被骗全部亏空。于是

他再度回到安仁乡休整。２０００年５月，朱崇胜再次来到上

海，开了２家食品店，雇了４名小工，一年收入在３—５万元之

间，他现已看好目标，稳扎稳进。

案例二：１９９３年，林远辉来上海帮哥哥林水旺一边照看

店面，一边学习经商。一年后，林远辉向哥哥借了１万元开了

一家不足１０平方米的小店，每天骑人力三轮车进货送货，晚

上收摊后用酒箱搭个小床一睡到天亮。天天一碗青菜，一碗

清汤，生意忙起来，只能剩饭冲开水，配一包榨菜。靠着这种

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精神，一年后他就还清借款。１９９４年林

远辉租用了１４０平方米的店面，将其分作三个店面，二个店面

出租，自己留一个店面经营批发食品生意。几年下来，他就有

了十几万元的纯收入。也就在这时，他与帮工的女店员产生

了感情，并结为夫妻。于是他把店交给妻子管理，自己又借款

开了一个９０多平方米的超市。他逐家医院上门订货，上海

７０多家医院与他订货的就有３０多家。林远辉把生意真正做

大了，就在郊区和市区又开了２个店面，他每天在４个店面之

间来回送货，现在，他雇了２０多人，拥有了４辆机动车。由他

带出的安仁农民５０余人现在上海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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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１９９２年，朱水求全家由哥哥引荐到上海，开始

自己动手做豆芽，后做水果、鱼生意。后来朱水求开了一个小

店，每天的营业额达８００元以上，经营４年就有了十几万元的

存款，之后他转让了这家小店，于１９９７年重新开办了一家规

模较大的商店，自己送货进货，４年后就创收近１００万元。

２０００年底，他加盟华联超市，２家商场年创收１００多万元。

资料来源：《福建日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

本章研究表明，农民小店是一个扩展的就业网络，它可以容纳

农民小店不断的产生，农民工不断地在这些新小店中就业。对此，

上述案例提出了充分的佐证。同时，本章研究还表明，农民小店群

是一个互惠网络，它为农民小店提供了必要的风险规避。案例一

则表明，如果农民小店离开了这个互惠网络，其风险是非常大的。

而且，上述案例还表明，尽管农民有风险规避意识，但是其仍然具

有压制不住的扩张冲动，因此，这就为农民小店的前景布下了不安

全的阴影，同时也为农民工在农民小店中的就业布下了不安全的

阴影。

对此，农民小店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保持小店现状，不

再扩张。然而，这种不扩张状态并不能保持农民小店长期的安全

状态。因为运作成本更低廉的连锁经营正在城市中兴起，尽管农

民小店具有互惠网络，但是这种互惠网络是一种价格协议、货物融

通和资金借贷网络，而连锁经营的统一团购进货和统一经营策略

所产生的低运作成本并不是农民小店的互惠网络所能比拟的。因

此，在连锁经营的冲击下农民小店并非是安全的。

第二种选择：将农民小店做大（如案例二），加强其在市场中

的竞争力。

第三种选择，与城市商业接轨，做连锁经营的加盟店（如案

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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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种选择，都是农民小店的具有发展前景的发展方向。

但是，这两种选择都将意味着农民小店的管理机制的转换：从家

庭管理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换，这正是本章第一节所述的内容。

如果不发生管理制度的转换，案例三中的农民小店向连锁加盟店

的转换则是不可能的，而案例二中农民小店的做大也是不可能的。



结束语：

以强化企业激励机制为先导的

农民工就业制度创新

　　通过对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的考察，我们对内生性制度的
演进逻辑有了几点看法：

１．制度是必需的，存在制度需求，就存在制度的内生。

２．由于博弈参与者不同和博弈参与者的地位不同，内生性制
度的博弈均衡并非都是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意义的。在某些情况

下由于它们缺乏全局性和长期性意义形成了制度缺陷。

３．内生性制度的内生与创新并不是单向度的。当某一项内
生性制度内生时，由于许多先期存在的外生性制度和内生性制度

与之关联与互补，会影响其最后的制度均衡。在这项内生性制度

内生的同时，还会伴生许多相关的内生性制度。这些伴生的内生

性制度与这一项内生性制度发生关联与互补，会形成其制度创新

困难。同时，这项内生性制度还会与先期存在的外生性制度发生

关联与互补，同样形成这项内生性制度创新困难。但当这些与之

关联和互补的制度发生制度创新时也会引发上述内生性制度的制

度创新。

结合上述看法，我们重新审视农民工就业制度：内生性农民

工就业制度演进到了哪一个阶段，对其进行外生性制度互动的时

机是否成熟？

我们的结论是：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从内生到演进已经经

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它已经形成了一项整体性就业制度安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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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具备了规范、激励、配置、保障四大功能。但是，这四项功能是不

强的，是浅层次的。因此，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的效率不

高，它急需进行制度创新。

而且，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加强了这项整体性就业制度安

排制度创新的迫切性。目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不

平衡问题，而解决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的重点是解决“三农”问题。

已有的研究表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转移。因此，随着中共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农村剩余劳

动力的转移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在这样一个态势下，我们重新

面临着农民工就业制度选择的问题：其一，让现有的整体性农民

工就业制度安排继续为后续的大批量农民工就业提供制度供给。

其二，对现有的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进行制度创新，为后续

的大批量农民工就业提供高效率的就业制度供给。显然，后者是

合理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快现有整体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安排的

制度创新步伐。

关于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创新，已有的研究已经展现了一些

思路：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思路。这个思路认为，农民工的身份造成

了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许多不平等的待遇，而构成农民工身份差

别的是户籍制度。因此，要改变这个状况，就必须进行户籍制度

改革。

第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思路。这个思路认为，分割的二元劳

动力市场将农民工挡在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因而，构成了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畅。

第三，加大国家劳动法律和法规的普法和执法力度思路。这

个思路认为，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来自于

农民工不懂法、不知道维权，以及企业不遵从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因此，加大普法和执法力度将会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国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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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内得到维护。

上述三条思路是进行农民工就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思路。但

是，通过本研究发现，仅仅有这三条制度创新的路径是不够的。

首先，对于户籍制度改革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改变农民工

的身份。而且，农民工身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初进行转移伊始

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是劳动力进入市场伊始必然经历的劳动力

信号识别过程。在今天，农民工的劳动力信号已经完全公开化和

固定化，我们即使从现在起改变农民工的身份，也已经很难改变他

们在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固定概念。而这种概念在资源不充裕

的情况下仍然会成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抗拒的理由。而且，本研

究表明，户籍制度在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阻滞

作用。第七章表明农民工在没有户籍的情况下进行建筑队和装修

队农民就业组织自建，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工业体系。第九章的研

究就已经表明，户籍制度的改革并不能改变外来农民工在村镇的

社会资源配置问题。第八章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的建立困难是源自于企业激励机制弱化而非户籍制度所划定的社

会保障范围阻碍。第七章的研究还表明农民工工资的被拖欠来自

于包工制本身的制度缺陷，农民工身份并不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

最主要的原因。第十章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没有户籍的情况下

进入了城市，但他们要在城市农民小店继续就业下去的前提是农

民小店必须尽快转变管理体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当然，户籍

制度还会以身份识别的形式阻止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资源的分

配，造成农民工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因此，户籍制度

的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

第二，关于统一劳动力市场。我们认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对

于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创新非常必要。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

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研究皆表明，在农民工整体性的就业制

度安排中，企业的激励机制的弱化是造成农民工就业制度效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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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重要微观原因。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农民工市场引

入制度的改革，推动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由于绝大多数农民工

人力资本的含量不高，他们不可能随意选择就业岗位。因此，统一

的劳动力市场并非意味着农民工可以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各个地

方。但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改变他们的市场引入制度。由

于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将会加速劳动力市场中介在农村区域

的形成，从而替代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由于市场中介的介入，农

民工对适合自己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选择性增大，而不必局限

于亲缘和地缘先验性的介绍，从而减少劳动力与企业的信息传递

损失，提高农民工就业效率。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选择性加大，

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企业在与农民工博弈过程中的强势地位，使

得最终的就业制度均衡不会过分地偏向企业。而企业强势地位的

逐渐减弱将意味着它在博弈过程中会考虑一些与农民工有关的利

益信息，这意味着企业激励机制创新的开始。

但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难度和一段很长

的时间过程。而在这个过程进行中，由于丰富的农民工资源存在，

农民工劳动力资源供给旺盛，仍然会使农民工在与企业的制度博

弈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存在，企业出于

成本节约的目的仍然会在国家劳动法律和法规的执行过程中打折

扣，企业的激励机制创新仍然会存在问题。

第三，关于普法和执法。普法和执法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

由于高昂的执法成本和维权成本会使国家和农民工都有一定的困

难。而第七章研究表明，农民工工资拖欠是由于包工制本身的制

度缺陷造成的，因此，我们在加大普法和执法力度的同时，还必须

针对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

总的来看，上述三条思路都具有宏观的特点，它们可以针对农

民工就业制度创新中出现的宏观问题。从微观来看，我们的研究

表明，企业激励机制的弱化就是影响各类农民工就业制度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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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但是，内生性农民工就业制度具有多样性，由于在不同

的制度环境下农民工就业制度的均衡是不同的，在它们的制度均

衡形成过程中相关联与互补的制度（先期存在的外生性制度或伴

生的内生性制度）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的制度环境构成了不同的

企业激励机制弱化的不同制度原因。第六章的研究表明针对这些

不同形式的制度关联与互补，要进行企业激励机制创新的途径也

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分类对待的办法，通过对不同类

型的关联制度和互补制度的创新即外生性和内生性制度的互动，

达到引发企业激励机制创新的目的。

其一，关于建筑队装修队等农民工就业组织，我们应当采取对

包工制进行现代企业改造的办法，通过成立劳务公司或其他现代

企业形式，强化企业的激励功能。

其二，关于城市企业中农民工就业组织，我们应当通过社区建

设解除食宿制度安排对企业用工制度的互补，通过劳动力市场中

介制度的引入，解除流动惯例及企业扣压身份证制度安排与就业

制度的互补，迫使企业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合理配置农民工劳动

力资源，并通过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稳定农民工就业队伍。

其三，关于农民工异地村镇就业组织。我们应当通过土地、

水、电等管理制度的调整，适当减弱乡土秩序在企业用工制度中的

嵌入。同时通过产业政策调整推进块状经济的产业高度化，以此

推动企业以激励机制激发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的企业演进步伐。

其四，关于农民工小商业小服务业就业组织。我们应当通过

现代商业组织形式的引入推动农民小店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通

过现代用工制度对家庭管理制度的替代，增强农民小店企业激励

功能，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稳定农民工在农民小

店的就业。

显然，上述通过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互动的农民工就业

制度创新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通过内生性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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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强化企业的激励功能。比如，在农民工社区就业形式中，

共有制为当地农民工实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项很

好的企业激励制度。我们可以因势利导，通过地方性政策和法规

颁布，将这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固定化、程序化，使它所具

有的激励功能得到不断的深入和强化。

当然，农民工就业组织形式并不仅仅限于上述五种，随着大规

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目前城市及村镇产业结构调整，还

将会有许多就业组织被企业和农民工创建出来，而这些新的就业

组织也将会有新的就业制度形式和不同的演进方式。

结合上述宏观和微观的制度创新对策，我们认为，结合本研究

的成果，在宏观上还有一些需要进行调整的制度环境参数。

第一，增加市场空间和企业的数量。本研究表明，企业与农民

工制度博弈中出现弱化的企业激励制度均衡的重要原因是企业在

博弈过程中所处的强势地位，而形成企业强势地位的重要原因是

农民工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所形成的某些地区农民工供给旺盛状

态。因此，要改变这种状态，一方面必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中介制

度对亲缘和地缘介绍惯例的替代，形成均衡的农民工市场供求；另

一方面还要大力增加市场空间和企业数量。这样做，对即将出现

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增加市场空间和企业数量的重要途径就是要适当调整国家的

宏观经济政策，增加经济开发的区域。目前进行的西部大开发、东

北大开发战略以及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京津唐渤海湾经济圈的开

发都是这一外生性政策的调整结果。增加市场空间将意味着为农

民工提供其进行就业组织创造的空间，即增加内生性的农民工就

业制度的创新机会。而增加企业数量则是直接为农民工提供就业

岗位，这将是平抑供给过旺的好办法，它将增强农民工在与企业博

弈过程中的强势地位，激发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

第二，通过宏观产业政策调整，进行产业的高度化转换，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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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商务成本提高的情况下进行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比如，

目前上海就提出了科教兴市，进行产业高度化转换的思路，这条思

路促进了上海市区的企业激励机制转换。

第三，通过国家教育和职业培训政策的调整，增加农村剩余劳

动力在转移之前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机会，以及农民工在就

业过程中接受职业培训的机会。通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增

加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以及提高其在与企业博弈的强势

地位，从而迫使企业将针对农民工不同的人力资本含量进行不同

的企业激励机制设计，实现企业激励机制的创新。

总之，通过上述外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互动，以及内生性

制度的制度化，我们力求农民工就业制度逐渐从一种非正规的内

生性制度形式逐渐过渡到正规的制度环境下，这样，农民工可以在

一种比较公平的制度环境中通过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应有的劳

动力资源配置和激励权益。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企业激励机

制的创新，推动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增强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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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选择内生性制度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对我而言，并非偶然，

它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思维过程。

我对制度的认识来源于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

书，诺斯关于制度人为设计性的强调奠定了我的制度知识基础。

在社科院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用制度的人为设计

性理念解释研究项目中的制度因素，并且用制度设计的方法来改

善研究项目中出现的利益群体关系，解决利益群体内部的矛盾。

然而，对农民工问题的观察结果动摇了我对制度的基本看法。

众所周知，依据于制度人为设计性的基本理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

转移问题的基本判断是：城乡二元结构构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障碍，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进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其中，户籍制度改革应当是改革的重点。

然而，在现实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在户籍制度并没有得

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

转移到了城市。尽管春运期间新闻媒体展现了农民工洪流般人头

攒动的混乱流动局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流动并非是

无序的。多项调查表明，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流动纽带构成了

农民工有序流动的链条。从家乡到城市，只有极少数农民工处于

无序流动状态，大部分农民工则是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他们找好

了工作或者是确定了可以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之后再离开家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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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更进一步的观察还发现，农民工进入了一切可能进入的行业
（尽管这些行业可能是最苦、最脏、最累的行业），同时创造了大量

从未有过的新就业岗位。并且，在诸多行业，农民工形成了自己的

专业化组织，比如，建筑队、装修队等。

诺斯曾经说过，制度是重要的，它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我

坚信这一点，并且，坚信在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和就业中一定存在着

某些制度支撑，否则要达到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率是不可

能的。从这个理念出发，从亲缘和地缘关系入手，我开始从新制度

经济学概念———制度安排入手，来观察制度安排在农民工流动和

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得益于我的远亲在建筑队当包工头的机会，

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建筑队中的包工制和包工头制。之后，由于

多个相关课题的研究便利，我获得了观察城市和村镇农民工就业

和流动过程的机会。在这些观察中，我试图努力体会制度安排与

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关系。

通过这些观察，我时时感受到了与人为设计制度不同的内生

性制度安排的萌芽，这使我改变了对制度人为设计的唯一性的看

法。我相信，在制度的人为设计性之外，还具有一种内生性。然

而，由于上述观察是感性的，同时缺乏系统的研究方法指导，我仍

然对这些感性的信息及其感性的认识无所适从。哈耶克的《自由

秩序原理》一书帮助我从理论上理解了制度的内生性特性，并坚定

了我对制度具有内生性的看法。但是，如何分析这些内生性制度？

使用何种分析工具来分析？仍然是一大难题。

通过文献检索，我发现，肖特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运用博

弈论制度分析方法对制度的内生性进行了模拟。然而，对农民工

研究而言，制度内生性的模拟是重要的，但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

最终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内生性制度演进逻辑的把握，通过外

生性制度与内生性制度的互动，要达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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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事李建德教授向我推荐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

一书，此书让我茅塞顿开。我认为，制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既是内

生性制度产生的原因，又是制度创新的制约因素。如果我们从农

民工所处的制度环境入手，从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入手，则

可以根据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寻找制度内生的内在原因及其演进

的趋势。而且，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已经存在的制度

和正在内生的相关制度作为某一种内生性制度的制度环境参数，

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制度环境参数的把握来了解内生性制度的演进

动态，乃至通过外生性制度的干预和内生性制度本身的正式制度

化来达到提高制度效率的目的。因此，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构造

了一种制度系统的空间，从某种意义来看，它比单个孤立的制度形

成过程分析的视野更开阔，也更具有可操作性。这样一种分析工

具正是从制度视角分析农民工问题的极好工具。

在此期间，我有幸进入复旦大学，师从彭希哲教授。彭希哲教

授不仅赞同我将内生性制度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而且，他

还在方法论上给予了诸多细致入微的指导。与此同时，论文指导

小组的王桂新教授等也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中肯的

意见。正是在这些导师们的耐心帮助下，我如期完成了论文的写

作。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所限，论文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还来不及进

行深入研究，故而，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成熟之处，这些问题的

解决只好留待于后续的工作了。

在长期的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工作的过程是快乐和痛苦

的循环，而痛苦向快乐的转换往往是艰难的，这种艰难来自于研究

者自身学术后援的缺乏以及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无法深入，这种艰

难最终形成了研究者自身的精神压力。因而，许多研究者在做研

究过程中都感受到了时间与精神的双重煎熬，我也有同感。在博

士论文写作乃至这本书形成过程中帮助我度过双重煎熬、将我引

向快乐的是我的导师们、同事们、朋友们和我的亲人们，他们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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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大量有形、无形的物质帮助和精神鼓励，我由此时时感受到

希望，感受到鼓励。为此，在这本书付梓之际，我要再一次向所有

为我提供过各种有形和无形帮助的人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作　者
于２００４年夏


